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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提升组织“软实力”

	王晨 | 译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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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理想的工作环境，我们通常从理性出发，着重考虑目标、共享价值这类宏大概念。但这可能还不够。领导者还必须照顾到员工的情感。在《把脉组织情感文化》一文中，西格尔·巴萨德（Sigal Barsade）和奥利维娅·奥尼尔（Olivia O'Neill）解释了团队的情感状态如何影响组织的方方面面，包括员工满意度和企业盈利能力。这是本期聚光灯主推文章。

[image: ]

此次聚光灯的文章考察公司表现中较为“软性”但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同理心的局限》一文中，亚当·韦茨（Adam Waytz）主张，虽然同理心如今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技能，但它也有局限，应当谨慎使用。例如，过分要求员工发挥同理心，可能有损他们的道德判断。作者建议采用一些具体做法，减少同理心的负面影响，让它发挥更大效用。

在《团队协作泛滥？》一文中，罗布·克罗斯（Rob Cross）、雷布·雷贝利（Reb Rebele）和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挑战传统观点，认为组织中的合作过多。作者并不反对团队协作，但他们强调，合作并不是越多越好。领导者应管理好合作的质和量，防范工作流程瓶颈和员工的疲惫感。

而在《如何让员工畅所欲言》一文中，詹姆斯·迪特（James Detert）和伊森·布瑞斯（Ethan Burris）告诉我们，尽管初衷良好，领导者也可能无意间阻断言路，造成人才流失和财务亏损。管理者可参考作者给出的建议，培育畅所欲言的氛围。

在上述理念基础上，管理者可以构建新的“情感文化”。这将不仅带来更高的员工满意度，还有更好看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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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忽略员工情感，是管理者懒惰

	

	

企业是追求利润的组织，优秀的管理者无不看重员工的业绩表现，看重企业的效率。而随着对管理的研究深入，特别是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管理者越来越相信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大致上，人们口中的企业文化指的是认知文化，认知文化能为员工在工作中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奠定基调，可以决定员工关注客户、重视团队、创新和求胜心的程度。但是《哈佛商业评论》近年来已经注意到，多数管理者不太留意组织的情感文化，即员工在工作中抱有或应该有的感受，以及他们没有表露的感受，情感文化恰恰是保证组织成功的另一大要素。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同事最近组织的文章恰针对于此。研究表明，不论好坏，情感都会影响到员工的忠诚度、创造力、决策力、工作质量和继续为公司效力的意愿，并且公司利润也会受到员工情感的实际影响。

关于情感改变人们在工作中行为的学术研究正在再次兴起（又称“情感革命”），但情感文化却很少像认知文化一样被有意识地管理，甚至根本没有得到管理，公司因此会蒙受损失。

比如，医疗领域的员工本应表现出同情心，但却变得冷漠无情。本应在快乐和骄傲中积极工作的团队却在忍受愤怒文化。缺乏适当恐惧感的人，在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工作容易行事鲁莽。如果情况出现在动荡时期，例如组织重构或金融危机，则破坏性更大。

管理者在忽视情感文化的同时，也就忽略了让员工和组织运转的关键因素。他们可能在理论上清楚情感文化的重要性，但在工作中仍对情感避而不谈。领导者期望影响员工在工作中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但对于理解并积极管理员工的感受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他们认为这和自己的本职工作无关，或者可能觉得这样做显得不专业。

斯隆管理学院的名誉教授艾德佳·沙因在他著名的“文化3层次”模型中指出，组织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元素也最不明显。最不明显往往意味着最难量化，或者评估异常困难。这导致忽略员工情感变成管理者心理上的舒适区。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说，有很多人在工作越来越难时，会变得越来越懒惰；很多聪明人会满足于先前的答案，随之便停止思考。

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告诉《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管理者经常会掩耳盗铃。有时候，他们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故意不看，当然很难学会海底捞对于员工情感的注重。张勇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人闭着眼睛，你说把眼睛睁开吧，他就是不睁开。

30年前，社会心理学家菲尔·谢弗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人类能稳定识别出135种情感。既然如此，领导者们是否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从了解组织中最基本的情感——快乐、爱、恐惧和悲伤开始，着手管理组织的情感文化？

（为了方便各位读者更好地查阅本刊2015年的全面文章，我们在杂志的最后推出了《2015年重要文章索引》这一临时栏目，欢迎各位读者查阅。）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hbrchina.org







	主创者 Contributors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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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瑞德哈琳·德赛（Sreedhari Desai）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她还记得几年前，教组织行为学入门课时的重要一刻。“我们正在讨论职场不道德和反常行为，有个学生发出质疑。他问，‘如果你的老板让你做不道德的事，你如何拒绝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从那以后，德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的一部分答案出现在本期奇思辩中。她提出的方法出奇简单，却能避免一大难题——我们该选择面包还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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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韦尔林斯基（Paul Villinski）的父亲是美国空军导航员，他本人是滑翔机、滑翔伞和单引擎飞机的驾驶员。所以他创作的，以飞行为主题的装置艺术作品出现在本期聚光灯中也在情理之中。韦尔林斯基出生在缅因州，现在纽约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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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韦茨（Adam Waytz）最初的研究方向是拟人论。他发现一个悖论：人们赋予动物、超自然存在，甚至技术设备人性，但却把自己的一些同类当成机器或没头脑的野蛮人一样对待。受此现象启发，他开始研究人们如何“分配”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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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对导师和门生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他最喜欢的图画之一就挂在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的办公室里：印有冰球巨星戈迪·豪（Gordie Howe）和爱徒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认真交谈的海报。这一兴趣促成了他对“超级老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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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马丁·里维斯（Martin Reeves）在读完2008年《自然》杂志中一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原因的论文《银行家要学习的生态学》（Ecology for Bankers）后，打电话给作者之一普林斯顿的生物学家兼数学家西蒙·莱文（Simon Levin）。两人从此开始研究生物学对企业鲁棒性和长久性的借鉴意义，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上田大地（Daichi Ueda）共同撰写了本期的文章。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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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00位最佳CEO榜单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1月刊《全球100位最佳CEO》系列文章

	

	

	真正能够检验领导者价值的是什么？是从长远来看取得的成果。为审视长期成果，《哈佛商业评论》分析了CEO们在任期间创造的股东回报，以及公司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表现。将这两种评估方法结合起来是有意义的。今年排名第一的诺和诺德CEO拉尔斯·索伦森指出，公司价值和股价密不可分。

	

我想知道公司的员工和顾客对CEO有什么想法，尤其是觉得这个CEO合不合适。这能揭示出CEO是否得人心。比方说，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是一位很好的CEO，但一些员工觉得他太固执。我觉得评估中包含一些有关他人观感的指数会很有意思。

——索尔菲达·查尔斯

加勒比电信联盟财务管理专家兼顾问



财务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应该把财务当作惟一准绳。企业管理已经发生了变化，每家公司都要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P. G.苏布拉马尼亚

Catalyst Profin Consultants公司客户服务主管



评价CEO不仅仅看财务，这真是让人耳目一新。我真正惊讶的是，《哈佛商业评论》怎么没早点把ESG表现纳入进来。我同意索伦森说的，重要的是长期视角。

——瓦伦蒂娜·波佐邦

Humatica 高级顾问



大众汽车的马丁·文德恩能排到第20名？排名要注意一个问题：财务上的成功是一回事，如何获得财务上的成功又是另一回事。可惜忠诚与可靠无法量化评估，所以雀巢前CEO赫尔穆特·毛赫尔（Helmut Maucher）才说：“别看他们的文件，看他们的眼睛！”

——海因里希·安克尔

瑞士伯恩应用科技大学讲师、研究者兼作者



财务和可持续性指标各占80%和20%的权重，在这样一个面临着重大环境及社会问题的世界里，似乎有些不接地气。

——彼得·布鲁斯

新西兰北方理工学院NorthTec高级讲师



榜单上只有两位女性CEO。是因为全世界的女性CEO真的表现欠佳，还是有什么别的因素阻碍了她们？

——沙拉布·尚卡尔

埃森哲高级经理



编辑回应：我们的榜单中女性人数稀少反映了一个事实：全球顶尖公司中鲜有女性CEO。在我们排名所用的标普1200指数中，只有3%的公司有女性CEO。至于大众的文德恩，我们的排名参照数据截至2015年4月30日，而大众汽车排放造假丑闻是在9月曝出的，之后大众公司的可持续性排名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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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R.ORG近期热门话题

《坏人为何能在职场中春风得意？》

Why Bad Guys Win at Work



《欧洲又一危机：数字化衰退潮》

Europe’s Other Crisis: A Digital Recession



《如何判断别人是否想停止交谈》

How to Tell If Someone Wants to Stop Talking to You



《一个简单的图表，阐释大宗啤酒企业合并背后的复杂逻辑》

A Simple Graph Explains the Complex Logic of the Big Beer Merger



《从明星员工到明星管理者》

Shifting from Star Performer to Star Manager



《重温回归分析法》

A Refresher on Regression Analysis



《专业知识的终结》

The End of Expertise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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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学习型组织

	
		弗兰西斯卡·吉诺和布莱德雷·斯塔茨，《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1月，《再造学习型组织》一文

	

	

	吉诺和斯塔茨发现4大妨碍组织学习的偏见：过度关注成功、过快采取行动、过于努力融入主流和过于依赖专家。他们分别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尽管我喜欢本文中很多观点，但这篇文章讲的是个人如何在组织学习，而非组织如何学习。我们不能假定，改善前者就能提升后者。如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所讲，让系统中局部更好不能保证整个系统会变好。这鞭策我们思考系统学习的独特方式。

——彼得·得利斯

圣塔克拉拉大学领导力项目学术主任兼Organizational Synergies公司总裁




作者回应：我们的文章关注为何组织不学习，而领导者个人的偏见往往是问题所在。我们同意，学习型组织须让个人在完善系统中工作，比如本文提到的皮克斯公司的事后分析流程和劳式公司的安全流程。



本文很少提及长期维持业绩增长必需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这让我颇为失望。我很肯定，多强调这些，就能拯救大众汽车和安然之类的公司。

——凯文·马克斯维尔·佩雷拉

雀巢斯里兰卡分公司内部审计前主管




作者回应：我们同意，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是维持公司长期业绩的重要因素。我们在文中讨论的所有偏见不仅妨碍学习，还违背了道德规范。我们的研究给出了解决方案：比如，我们发现，反思能促进学习和提升道德行为。同样，如果工作以学习为导向，那么跨越道德底线的可能性将降低，但以业绩为导向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image: ]







	众说 | Interaction

	

	




物联网时代
企业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詹姆斯·贺普曼，《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0月刊《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续篇）》一文

	

	

	产品向智能设备的演进正在重塑商业格局。波特与贺普曼谈了公司组织架构和运营必须做出的改变。

	

这篇文章触动我的有三点：一是“物联网”并不是指设备互通，而是内嵌应用程序的互通；二是文中论点也适用于其他所有在总体布局上相互连接的应用软件；三是所有能够沟通和交换信息的应用程序，都可以为智能互联产品带来的益处锦上添花。我们不该执着于设备本身，而是要在更广阔的应用程序背景下理解物联网；有些应用程序嵌入了设备或传感器，有些则没有。

——霍华德·尼登

Textura联合创始人




高级材料、智能元件、内嵌软件、混合型产品、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将会在短时间内触及所有领域。MBA学员必须将更多时间花在工厂里，学习编程，修习有关知识产权的课程，并且熟悉设计概念。

——特伦特·斯普里格斯

日本近畿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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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人脉大咖
不过是将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巴布森学院副教授基思·若莱格｜文

	

	要取得成功，免不了要应对新情况。为了职业发展，你必须承担新的工作，加入新的组织，更换新的办公室，接触新的客户、供应方和同行。文中提供的建议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一些公司总裁、企业家和咨询合伙人等身居高位的管理者表示，他们从中获益良多。积极运用这些方法逐步训练自己，你就能自如地应对新情况。

	

	为啥聪明老板都爱自己的“前任下属”？

	迈克尔·施拉格｜文

	坏人为何能在职场中春风得意？

	托马斯·普雷姆兹克｜文

	下属看着不顺眼，怎么破？

	利亚纳·达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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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

		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换言之，我们对成功颠覆性创新所掌握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动荡市场中的所有公司。如果我们就此懈怠，不再将后续研究和经验的洞察补充到最初理论中，管理者们可能在遇到问题时选择错误的工具，使成功几率大打折扣。长此以往，该理论的实用性或将受损。

		

		当心捧杀！公司高估值陷阱

		这个陷阱出现在资本市场对某公司股票估值过高时，特别是在某特定行业经常出现高估值股票的时候。许多管理者也许会认为估值过高是件好事，但其必然后果便是落入陷阱。本文将对高估值陷阱进行阐述，介绍不同行业发生的同一现象，并指出可能再度出现陷阱的领域。

		

		营销新关键词：主要看情绪

		营销大师都是人性大师。无论是传统广告长文案中的“感性沟通派”，还是社交营销中流传的“Y型文案”，其实都在证实一点：营销人员的理性就在于他们充分承认和正视消费者的感性。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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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为何能
职场春风得意

	托马斯·普雷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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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精神病都在监狱里——有些就在董事会里。”这是罗伯特·黑尔在自己的演讲《我们之中的捕食者》中所说的名句。

精神病是“黑暗三性格”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自恋癖与权术主义（又称马基雅维里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与临床表现的人格特征不同，人们普遍具有这样的性格。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心理测试中能得到很高、中等或偏低的分数，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可以很正常。换句话说，你在心理测试中得分高并不意味着你在生活或工作中有问题。尽管黑暗三性格有违反公共道德的意味，但近期的研究显示，拥有这些性格的人在职场上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

总体来说，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比普通人更加不诚实、以自我为中心、鲁莽且冷酷。信奉权术主义的人更追求一种表面魅力，喜欢玩弄人际关系，欺骗别人，冷酷，容易冲动。具备这种性格的人缺乏道德观，很容易把“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要想成事就得投机取巧”的想法当做自己的座右铭。而自恋癖则指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自大，一种膨胀的自负情绪（但往往是不稳定、不安全），同时伴以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自恋癖又称那喀索斯主义，源自古希腊关于那喀索斯的神话，喻示着有自恋癖的人太过自大，可能会溺毙在自爱的情绪中——这使他们很难关注别人。自恋者往往魅力十足，而这种魅力是自恋者在社交上的优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吉姆·琼斯、史蒂夫·乔布斯都是这样的人。

在近期的一项有关典型德国企业的研究中，自恋癖与薪水呈正相关的关系，而权术主义则与领导层位置和职业满意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工作任期、机构规模以及工作时间的影响后，这种关联性依旧非常显著。

此前，一项耗时长达15年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态和有自恋癖倾向的人往往会升至机构的顶层阶级，取得更多财富。根据研究得出的此类发现以及一些人的预测，公司董事会成员临床诊断出心理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这也和早前人们总认为商人精神不正常的印象相一致。哈维·克莱克里(Hervey Cleckley)1940年时在自己的代表作《圣洁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一书中指出，心理变态的商人工作效率极高，看起来也很正常，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沉溺于“婚姻不忠，麻木不仁，酗酒，爱冒险”的窠臼。

那么为什么坏蛋总能得意呢？

一部分原因在于，除去黑暗面之外，这些人显然还有光明的一面。一项有关积极人格和消极人格重叠部分的研究发现，拥有黑暗性格特质的人更外向、对新事物抱有更开放的态度，更加好奇，自尊心更强。除此之外，由于拒绝合作和利己行为，黑暗三性格的特质能提高竞争力。另外有研究表明，精神变态与具有权术主义倾向的人能够利用诱惑和威胁的手段吓退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老板的青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拥有这些性格特质的人通常都是优秀的演员，并能在两性关系（短期）中如鱼得水。不过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人的成功往往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

虽然黑暗三性格有积极的一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坏蛋总能得意，但他们的成功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黑暗三性格的特质里面包含了寄生的本质。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大环境越肮脏、越污秽，这些具有寄生性格的人活得就越滋润。

不出所料，一系列研究都将黑暗三性格与更高端的恃强欺弱行为联系起来。除此之外，两项元分析研究显示，黑暗三性格与职场上的消极行为（偷窃、旷工、失误以及破坏等等）有重要联系。1951-2011年间所有出版的相关科学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分析结果，即权谋主义、自恋癖与精神变态均与消极工作行为、企业员工意识淡薄呈正相关。而权术主义、精神变态与实际工作表现呈负相关（与个人事业成功相反）。正如综述所言：“庞氏骗局、互联网诈骗、贪污、内部交易、腐败、渎职”都可以归因于黑暗三性格的特质。

但是常言道，凡事适度为妙（适度本身除外）。例如，研究表明适度的权术主义倾向预示着较高的团队责任感，这也许是因为奉行权术主义的人在政治上精明，擅长交际，总能力争上游。在另一项关于军事领导力的研究中，最好的领袖展现出了自恋癖积极的一面，同时抑制了其黑暗的一面：他们十分自负，自尊自强，但在实际操作和形象管理方面较弱。

人们也许会认为暗黑特质是一个被滥用的力量——这种特质相对来说有益于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但长此以往也许会导致问题，特别是当人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也就是说，黑暗面是我们个性中的有毒资产。你可以将它们变为一种职业武器，但随着你一步步成功，你的团队、你的企业会越陷越深。进一步讲，当首要目标是要确保一个团队或企业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时，应该避免选择一个有黑暗特质的领导。个性是职场上的宝贵财富，但黑暗三性格只是更利于个人发展而非集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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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普雷姆兹克是霍根测评系统的首席执行官，伦敦大学学院商业心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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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要先有情怀
女性更适合时代

	周忆 |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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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一天，IBM总部发来邮件要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一位女性高管，参加十月份在日本举办的公益活动，名额只有一个。一直羡慕同事每年参加“全球志愿者”的我，在报名后机缘巧合，雀屏中选。

10月12号，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开始逐渐了解这一项目GAP（Global Ambassador Program）的背景，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Vital Voices 和美银美林银行联合发起，致力于将全世界政、商、舆论、社会领域的女性领袖聚集在一起，为创业的年轻的女性企业家提供帮助。在过去的17年，他们在危地马拉、印度、南非等地，做过10期，日本之行是第十一期，招募11位志愿“大使”，去辅导11位日本女性创业者，为期一周。所提供的帮助包括两个方面：一、提高专业能力，课程类似于商学院的基本训练；二、人生的向导，让她们与有影响力的女性领导建立长期的“师徒关系”。目的，是让女性在全球经济发展、创新变革、社会进步等方面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这一周的行程，近乎疯狂：课程从每天早上8：00排到晚上8：30，学习战略规划、公关演讲、媒体问答、财务管理、绩效考核、品牌营销等等。除了课程，22位“师徒”还参与了美银美林的大型女性领导力论坛。一周之后，我觉得我不是在参加一场公益活动……

首先，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与我一同参加GAP的另外10位导师，竟然在商界、政界为帮助和争取女性的发展，付诸卓绝的努力。比如，同是导师的Carol Robles-Roman，出任纽约市副市长12年之久，在辅佐Bloomberg执政的同时，在反对家庭暴力、人口贩卖，争取女性、儿童、少数族裔平等权益的法律方面践行已久。

之后，令我惊讶的是，11位日本女性的创业项目，和出发之前我所想象的“创业”相距甚远。

野尻清美是其中的一位，她毕业于日本一所著名的医学院。大家如果看过日剧，就知道在日本能够考取医学院并且能够获得学位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毕业后，她成为日本一所著名医院的胸腔呼吸系统医师。这份职业在日本，意味着丰厚的收入、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优渥的生活和平稳的人生路径。

然而，一天，她的闺蜜在决定结束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虽然没有受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凭着医生的本能，清美挽救了她的生命……

之后清美开始反思这一际遇，她发现，日本人的职业心理疾病远远要比心肺疾病严重得多。因为日本的工作时长，约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工作压力很大；而日本社会文化要求女性必须兼顾家庭、抚育孩子。所以，对绝大多数结婚生子的女性，就要离开职场6-10年。因此，无论对刚参加工作的职业女性，还是从家庭里再次回到职场的女性，在男性主导的商业世界里，心理压力都非常大，患上心理疾病的人很多，很多人甚至选择结束生命。

之后，她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作，重新回到学校，再从医院实习生做起，从事职业健康医学，帮助日本人、特别是职业女性改善职业心理健康状况。

另外一个创业者，我的“徒弟”田中美和，曾是日经新闻的专栏作家。日经作为日本数一数二的大媒体，它的专栏作家，自然是媒体精英、舆论权威。

她在工作中，采访了很多职业女性，发现她们离开职场回归家庭的“不得已选择” 让她们的人生黯淡下来——放弃梦想、没有明天更美好的想象、脱离社会的无奈和绝望。

而造成这一问题原因，一是保守的社会文化，二是工作时间、地点的固化。

技术改变文化。这家公司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专门帮助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专业能力很强、具有相当技能水平的家庭女性，帮助她们寻找工作时间灵活、不限工作地点的工作机会。其实很多公司的业务是项目制的，很多公司也不免地在项目初期雇人、项目结束后炒人。公司需要在某个领域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但并不想把他们绑在体制内，而且这些人才也希望能不被工作场所、时长等束缚。这背后是要求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需求和供给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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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美的公司去年已经将1700多位女性的能力与600多家企业相匹配，帮助她们找到了灵活的、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同时家庭年收入增长超过20%，利润增长超过15%。

在GAP项目中，我们在共同分析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传统的、不灵活的工作方式，不仅束缚了女性的职业发展，男性也同样。而技术能够帮助打破观念和社会文化的桎梏，想象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全新的生存状态。我们讨论，下一步她的业务也将覆盖更广阔的人群，或许会成为日本最大的招聘网站。基于此，我们制定了完整的市场营销、传播计划和业务发展战略。

参加GAP的11位创业者中，有4位的创业项目是 “社会型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与成本持平即可。另外7位的创业公司与中田美和和清美的咨询公司类似。公司的性质与传统的商业组织无异，有些利润颇丰，但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担负着强烈的社会性责任。

她们在我们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之外，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试着回答一个商业世界最古老的问题：企业是否能够弥合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

以往，我们在谈及企业社会责任（CSR）时更多地讨论，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实践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兼顾社区、社会的责任。但她们却反其道而行，在社会问题、社会性需求之中，找到了商机。

或许，她们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商业模式——将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

如果这个全新的商业时代到来，我想，女性一定更适合这个时代。因为女性独有的责任心、敏感度、关爱和母性，更加容易找到“即是市场也是社会性”的需求，也更加容易实践这样的商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她们，天然地成为这个全新商业时代的领导者——这难道不是一种“女性领导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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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忆是IBM大中华区副总裁，负责大中华区市场营销、品牌公关及公众关系、数字营销、大学关系与公司战略转型。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image: ]

	





	2016年 2月封面 “聚光灯”

	谈判的情感力量

	达成协议的最新解决之道

当前的商业环境，大到企业并购，小到员工调配，每件事都需要谈判。谈判是沟通的一种，是领导者经常面对的一项工作。随着生态系统越来越复杂，谈判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谈判要达到预期目标，除了你现有实力外，还需要掌握一些软性技巧。

谈判要想顺利，我们应花些时间准备情绪攻略。许多人把谈判看成信息交换、观点表达和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对谈判桌上双方情绪造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哈佛商学院的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Alison Wood Brooks）提出，人们可以调节在谈判过程中感受和表现出来的焦虑、愤怒、兴奋、失望或遗憾情绪，从而达成更好的结果。

具体办法是，留心谈判者通常感受到的情绪以及别人对这些情绪的感知，通过具体的步骤进行回应。比如，在谈判中流露或感受到焦虑会削弱你的谈判力。提前练习如何保持镇定，或者让第三方替你去谈判。

除情绪管理外，谈判者还要做好准备工作。哈佛商学院迪帕克·马哈拉（Deepak Malhotra）教授认为，有些代价沉重的错误在还未谈判前就已发生。原因在于谈判者过度看重内容，比如定价、还价和妥协，却不关注谈判流程。优秀的谈判者需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具体措施是：从一开始就解决流程问题；设定现实的目标；明确所有将影响交易并受交易影响的人；设定判断交易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愈演愈烈，跨国谈判变得特别重要。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的沟通模式，并不存在统一的赢家攻略，我们必须找到应对之道。

	

	[商业管理]

	公司治理2.0

	公司治理一词已经成为尖叫和吵闹的代名词。股东特别是维权投资者和管理层的纷争仿佛就是董事会的所有工作。如何能建立一个真正考虑公司长期价值的董事会？本文作者给出了一个答案，作者称之为公司治理2.0。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董事会必须能真正拥有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决策权；其次，必须在董事会内形成良好的机制，确保董事都是最佳人选；最后，董事会传递给股东们的信息必须清晰准确。尽管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企业，但作者认为，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商业实践]

	Athenahealth公司CEO愤而走上创业之路

	从事一些从不曾有人问津的行业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坚持下去需要不屈不饶的韧性，但是诸如情感之类的因素也会促使你发现新的发展空间。这些因素可能是爱、愤怒或挫败感，然而无论是何种因素，其重要性与勇气和决心并无二致。由于对医疗体系中涉及的费用和文书工作的强烈不满，乔纳森·布什（Jonathan Bush）运用科技手段，将医生从这些临床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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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Idea Watch

	

	创业

	




晚上市对“独角兽”不利

	
	HOW UNICORNS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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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初创公司太长时间不上市，就可能无法上市。

7年前，优步尚未问世；5年前，它的地盘仅限于旧金山；而今天，它在超过65个国家提供出行服务，目前估值超过500亿美元。优步一路筹集巨资用于扩张和甩开竞争对手——它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累计获得超过80亿美元资金。

优步等独角兽公司（风投资本参与创建、估值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私人持股企业）的大量崛起似乎前所未有，但果真如此吗？其意义何在？

为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Play Bigger位于硅谷，其研究显示，初创企业成长速度近年确实在加快，至少从市值上看是这样。该公司还分析了在IPO前募集大量私人资本是否有助于初创企业未来成功，以及何时上市最为有利。

研究人员首先分析初创企业的成长速度：选取2000年以及之后成立的1125家公司，将每家公司的市值除以成立年数，所得结果即为市值/时间比。例如，一家成立5年、市值20亿美元的公司的市值/时间比大于一家成立10年、市值30亿美元的公司。上市公司的市值即发行股份总值；私人持股公司的市值则以最新一轮融资时获得的估值为准。（私募股权估值不那么精确，但可能最合理。）

分析结果比研究人员预想得更有戏剧性。2012年至2015年间成立的公司的市值/时间比，是2000年至2003年间成立的公司的两倍多。

本项研究并未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网络泡沫时代的数据，因此无法确定现在的初创公司增长速度是否超过当时。一些风投机构认为，Play Bigger分析出的数据反映出市场泡沫：初创公司股权估值过高，造成市值虚高。2015年11月《金融时报》报道，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对持有的Snapchat股份价值减记25%，而在同年5月的最新一轮融资中，Snapchat估值达150亿美元。同样在2015年11月，移动支付公司Square提交IPO申请，按发行价区间计算，其估值相对2014年时的60亿美元大幅缩水。

Play Bigger创始合伙人阿尔·拉马丹（Al Ramadan）认为，现今初创公司快速成长或许有泡沫成分，但还是有基本面因素。“新产品和服务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创造出来、得到应用，”他说，“Facebook、Twitter、Tumblr和Pinterest上口耳相传的速度实在太快，这正是最有效的营销。”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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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起，“快速做大”成为创投界的金科玉律。很多风投试图让所投资公司快速壮大，以便尽可能多地募集资金；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手握巨额现金的初创公司更具灵活性、更有能力阻挡潜在竞争者。但Play Bigger的另一项研究为这种思路敲响警钟。

该项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公司IPO前募得资金数额是否与上市后市值增长（即长期价值创造）呈正相关？研究者分析了2000年以来在上市前获得风投的69家美国公司，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相关性。“说实话，我们并未料到这个结果，”Play Bigger创始合伙人克里斯多夫·洛赫希德（Christopher Lochhead）说，“在硅谷，很多人认为上市前募得的资金量非常重要。”

如果募集资金量与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无关，那什么与之有关？研究者有两个有趣的发现。其一是公司上市时的“年龄”。“成立后6年到10年上市的公司，上市后创造的价值占69家公司上市后创造总价值的95%。”拉马丹说。

公司上市时的成立年数与上市后价值创造存在相关性，但具体原因并不清楚。现在的初创公司不仅扩张速度更快，上市也更晚。我们无法判断公司年龄和市值增长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强大的公司只是凑巧都在成立后的特定时间上市，还是太早或太晚上市会对公司上市后的价值创造产生内在影响？Play Bigger计划做进一步研究。

这项关于IPO时机的研究，可能也证实了很多初创公司因拖延太久而错过上市机会。初创公司普遍不急于上市，而倾向从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和企业风投等私募股权投资方获得资金。如果初创公司太长时间不上市，不早点让公众投资者分享成长果实，就可能永远无法上市。有些情况下，投资方可能会后悔没有及早推动所投公司上市，在其仍然快速成长时兑现收益。例如创立于1999年的私人持股公司Jawbone一度被视为可穿戴设备行业的龙头，但该公司市场占有率近年明显下滑，市场研究公司IDC的数据显示，Jawbone销售额已跌出行业前五。2015年11月，Jawbone宣布裁员15%。

另一项发现则更为定性。研究人员根据样本公司是否为满足消费者潜在需求而开发全新产品和服务种类，对公司进行评分。评分标准包括：公司是否明确提出现有方案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是否培育大规模、活跃的开发者生态系统等。结果发现，公司上市后所创造的价值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开拓全新利基市场的“分类霸主”，如Facebook、领英、Tableau等。这些市场基本是“赢家通吃”——霸主占据76%的市场份额。

高科技初创公司正争先恐后定义新品类，并且速度不断加快。筹到更多现金无法助你在竞争中取胜，而太早或太晚上市可能有损长期表现。即便对于独角兽公司，未来之路也将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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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嚼过口香糖的人并不在意它是“5%的人工成分”还是“95%的纯天然成分”。但30分钟后，获知他们嚼过的口香糖成分“纯天然”的人，对这种口香糖的评价提高了11%。

马修·艾萨克（Mathew S. Isaac）、摩根·普尔（Morgan Poor）：《框架效应如何影响判断》（“The Sleeper Framing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Frame Valence On Immediate and Retrospective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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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团队和美国团队接到复杂任务时，德国人关于解决方案的讨论要少30%，关于任务的抱怨多了一倍多。

拿勒·莱曼-维伦布洛克（Nale Lehmann-Willenbrock）、约瑟夫·艾伦（Joseph A. Allen）、阿妮卡·迈内克（Annika L. Meinecke）:《美国和德国团队行为观察》（“Observing Culture: Differences In U.S.-American and German Team Meet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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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阿尔·拉马丹（Al Ramadan）、克里斯多夫·洛赫希德（Christopher Lochhead）、大卫·彼得森（David Peterson）、凯文·梅尼（Kevin Maney），《市值增速新指标研究》（“Time to Market Cap: The New Metric That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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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筹到的钱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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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姆·戈茨（Jim Goetz）是红杉资本合伙人，该公司是硅谷最老牌的风投公司之一。他最近与《哈佛商业评论》探讨了现在初创公司成长如此快速的原因。以下是采访摘录。



你们投资的WhatsApp在成立仅5年后以190亿美元被Facebook收购。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否体现出市场的变化？

WhatsApp几乎没有任何营销投入，占领市场全凭口碑。如今的初创公司可以借助App Store和Google Play触及30亿用户。你有可能不必构建分销系统就席卷半个世界，这在移动生态系统中史无前例。新市场机会的巨大规模将体现这些因素。



如果初创公司不需要风投提供营销资金，它们还应该募集如此巨额的资本吗？

在我们投资的公司中，募集资金数额和长期市值表现呈负相关。你筹到的钱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少。谷歌、思科、甲骨文使用资金效率极高，ServiceNow和Palo Alto Networks也一样。这些公司上市几年后市值都超过100亿美元。募集太多资金的一个后果是失去原则。我们不鼓励我们投资的公司募集太多资金。



优步呢？

优步是个特例，它的全球扩张战略需要资金，所以大量筹资是有意义的。我们参与初期投资的Airbnb募集资金数额从财务指标上看似乎也过高，不过原因不同。大量募资现在很有吸引力，公司视其为一种保险，而非支持运营的手段。



我们是否处于泡沫中？

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一些所谓独角兽公司的估值被推高，原因在于后期投资的安排方式。很多情况下，投资方会为控制风险设置一些条款，这使得它们不像是购买权益而是在提供贷款。如果没有这些条款，投资方对这些公司的估值就不会这么高。个别公司也许10年后能做到Facebook的市值，但更多公司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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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中断假期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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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师是
CEO高薪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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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多年来一直指责说，除奖金、股权和津贴外，公司聘请的薪酬顾问（通过与同行业公司对标帮助制定CEO薪酬的专业人员）也对高管薪酬过高负有责任。有人认为，薪酬顾问有动机将高管薪酬定得很高：他们希望以此得到CEO的青睐，并讨好其他高管，以得到油水更多的生意。为提高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从2006年开始要求企业报告薪酬顾问信息。

但咨询顾问真的是CEO高薪的“罪魁祸首”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根据SEC的数据比较了雇用和不雇用薪酬顾问的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剔除公司规模、行业和CEO上任时间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2006年至2011年，雇用薪酬顾问的公司的高管薪酬高出18%到51%，这一数字呈增长趋势；这些公司高管持股也明显更多。

但这种相关性并不能证明薪酬顾问导致高管薪酬增加。因此研究人员分析了公司开始或停止雇用薪酬顾问前后的情况，结果令人惊讶：薪酬顾问介入前后，高管薪酬水平没有显著变化。

那这种相关性又怎么解释？研究报告称：“本项研究首次表明，雇用薪酬顾问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相关性，只是因为高管薪酬高的公司雇用了薪酬顾问，而不是因为薪酬顾问推高了高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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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凯文·墨菲（Kevin J. Murphy）、塔提亚娜·桑蒂诺（Tatiana Sandino），《CEO高薪应归罪于薪酬顾问？》（“Are Consultants to Blame for High CEO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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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有“骗子”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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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生涯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种感觉：自己像个“骗子”。但对于有些人，这种感觉如影随形。这种状态称为“自我能力否定倾向”（imposter phenomenon），研究者关注该心理倾向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多年研究，我们仍不太清楚这种倾向的心理学成因，以及高危人群类型。

比利时根特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解释。研究人员请201名比利时白领填写8份问卷，问题数量超过130个。问卷的目的是了解被调查者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自我能力否定倾向”，他们对自己诚实、神经质、随和、开放、外向和完美主义程度的评估，以及对职业满意度和责任心的评价。

调查结果表明，20%的人受困于“自我能力否定倾向”，他们分布于组织的各个层级（新入职员工占比稍多）。认为自己较为神经质、不够尽责的人最容易有像个骗子的的感觉，这比较出人意料。研究人员本来预期倾向于自我批评和完美主义的人较易出现自我否定。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有“自我能力否定倾向”的人不太符合“组织公民”的要求：他们不太会帮助同事、参加非必须参加的会议或做和自己职责关系不大的工作。“由于担心被‘揭穿’，易于自我否定的人过于专注自己的工作领域和表现，因此不太有精力做职责之外的事。”研究者之一雅思敏·维尔高维（Jasmine Vergauwe）说。

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此人肯定做不好工作。研究人员建议这样的员工接受个别辅导、包括进行认知行为练习来降低完美主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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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雅思敏·维尔高维（Jasmine Vergauwe）、巴特·威利（Bart Wille）、玛约莱恩·费斯（Marjolein Feys）、菲利普·德·弗鲁伊特（Filip De Fruyt）、弗雷德里克·安塞尔（Frederik Anseel），《害怕暴露》（“Fear of Being Exposed: The Trait-Relatedness of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and Its Relevance in the Work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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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引语
阻止不道德行为

	TO STOP BAD BEHAVIOR, DISPLAY A VIRTUOUS QUOTE

	时青靖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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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UNC's Kenan-Flagler Business School）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瑟瑞德哈琳·德赛（Sreedhari Desai）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研究中，受试者会认为自己是虚拟团队的一员，在玩一个游戏。受试者被告知，如果能够让队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个谎言传播出去，自己就能赚到更多钱。有一点对他们是保密的：其他队员都是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给受试者发邮件，一些人的签名档里带了一句有关诚实正直的引语，一些人附带的引语与道德无关，还有一部分人没有附带引语。结果是，受试者最不可能要求那些在邮件中附有关涉道德引语的人，做传播谎言这种不道德的事。

		

		质疑：难道声明自己的价值观就能让不道德行为远离你？或者说，因此人们会认为你更清高？德赛教授，捍卫你的研究吧！

	

	

德赛：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人们决定做些有违道德的事，他们最不希望将那些签名档里挂着与道德相关的引语的人牵扯进来，而是会去找其他队员。我们也发现，受试者看到这种引语的时候，发送欺骗性信息的总体可能性会比较低。因此，一句有关道德的引语不仅能让一个队员免于被要求做坏事，而且好像还能控制受试者的行为。



HBR：他们都用了什么引语？

“不光荣的成功比欺诈更恶劣”这句话显然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相比之下，“成功和运气密切相关”就是一种中立的观点。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没有用邮件发送信息，而是让团队成员创建自己的虚拟形象。事实上，受试者以为这项研究是关于虚拟形象的。虚拟形象穿着的衬衫上有品牌标识，其中一些品牌是“道德性”的，比如YourMorals.org，其他品牌则没有道德意味。结果是相似的：受试者看到某位队员的虚拟形象穿着道德性品牌的衣服，就不会将这个队员牵扯进欺骗行为。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赋予这些受试者一定的权力，只是想观察一下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能否削弱道德护身符带来的影响。然而并没有，我们仍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何在？

当某个人要请求他人去做一件有违道德的事情时，他们可能不会有意识地想：“我不会请求那个人去做。”相反，他们可能会感知到某人道德“高尚”，并认为请求这种人去做这件“肮脏”的事，比超越道德伦理还要恶劣。或者，他们可能会担心，那些有德行的人会回绝这一请求。



实验室里的游戏都是虚构出来的。你确定这一研究结果适用于现实世界？

商业调查显示，有很大比例的员工表示，他们曾被要求去做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于是我们做了这项研究。我与我的共同研究者玛瑞亚·库查奇（Maryam Kouchaki）想看看，能否让员工具有一定的（道德）力量，使上级从一开始就不向他们提出这种要求。

我们针对在印度的一些员工和管理者进行了一项研究。我们问那些老板，是否注意到下属身上的宗教象征，比如前额的朱砂点、印度诸神的图片，或是隔间里《古兰经》或《圣经》的引语。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会将这些宗教象征与道德感联系在一起。我们也问那些下属员工，是否在过去的6个月内被要求做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工作满意度、表现以及人际关系等变量的情况下，那些在穿戴或办公区展示出宗教象征的员工，最不可能被要求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



这可真令人鼓舞！这么一个简单的干涉行为就能产生效果。

最令我振奋的是，我们还控制了宗教信仰这个变量。即使管理者看到的是不同于自己教派的宗教象征，这种道德护身符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我们时常从媒体上听到很多关于宗教间矛盾的新闻，但这项研究显示，宗教符号能向我们传达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正面信息。



如果每个人都开始运用格言和宗教象征，那么这种影响力是不是就不复存在？

这是我们想做职场调查的部分原因。如果我每天都能看到你隔间里的克利须那（印度最有名望的神——译者注），那么这种影响力是否会随着时间逐渐消退？那些管理者是否会对此见怪不怪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影响我们的只是那些宗教象征和有关道德的引语吗？

我也很想研究一下其他类型的线索。我怀疑如果我拿出一些关于环境的警句，关于大自然神圣之类的引语，我的上司就不太可能会要求我去将化学制品倾倒进河里。很显然，这需要实证支持，但我预测会产生同样效果。



因此你建议员工们要更为明显地表达出自己的道德观点吗？

这个嘛，我要说明一点，我们并没有针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进行测试。我们测试的是其他人如何感知这些道德象征，以及他们对此的行为反应。一个不讲道德的人同样可以在邮件里附上一句冠冕堂皇的引语。但通常情况下，这项研究发现支持人们展示道德性的象征，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并会减少你被要求去做坏事的几率。



可是这些象征会不会让老板不情愿承担一些艰难抉择？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对一些人进行了测试。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老板决定裁员时，这些道德象征是不起作用的。而且我们也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它们同样不会影响人们对你领导力和工作能力的判断。顺便提一句，我们问过那些人，是否记得自己正在评估的领导者用过的有关道德的引语。奇怪的是，人们有时并不记得自己刚刚看到过引语，但是他们仍然会对领导的道德观点有很好的印象。这可能是一种潜意识效应。



如果这种结果只是某些特定文化的产物呢？

文化界限可能是有的。事实上，我们曾在澳大利亚研究人们对道德象征的反应。我们的初步研究显示，那里的人们对有关道德的引语持质疑态度。他们好像会觉得，这个自以为自己很高尚的家伙可能是想隐瞒些什么。而对那些引用风趣和愚蠢句子的人，他们则更为青睐和宽容。我需要考察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澳大利亚人如此与众不同。



这个研究为什么重要？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研究的并不是一些广为人知的行为举止。这个研究考察的是，人们在知道自己撒谎无人发现的情况下，会有怎样的举动。对我来说，最振奋人心的事情是，道德象征使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总体下降了。人们不仅在要求别人去做坏事的时候受到道德象征影响，自己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这个研究告诉我，在道德方面我们能做得更好。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不过你还是没做好。假如你在我们开始对话时引用一句道德引语，就能防止我歪曲你说的话、抹黑你的研究了。

我不认为现在说为时已晚。“你在无人时的一切行为，也要像是被你最敬重之人注视时一样。”现在我就能指望你去做正确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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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抽象数字也能具象化

	HOW TO MAKE EXTREME NUMBERS RESONATE

	蒋荟蓉 | 译　腾跃 | 校　万艳 | 编辑

	

极大和极小的数字都太抽象，很难给人以直观感受。为了让这种极端的数字更好理解，可以将其视觉化。要实现视觉化，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尺度和方法。以下3个例子分别展示了如何用图像表示极大和极小的数字以及流动数据，使之更易理解。

180亿个咖啡滤包是多大量？

挑战：绿山咖啡（Green Mountain）在两年间售出了180亿个咖啡滤包。如何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这是多大量？

解答：用实际空间营造直观感受。你可能听过“绕地球3圈”或“到达月球再回来”这种形容，但这样的空间关系很难想象。试试换用我们熟悉的东西，比如说将咖啡滤包堆在有建筑和汽车的城市街区，这样来形容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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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队员中的0.03%是多小的数字？

挑战：1万名高中篮球队员中能进入NBA的只有3人。如何让人深刻地理解万里挑一这个概念？

解答：将非重点信息具象化，反衬重点数据之微小。有人用体积比例来表达极小数值，譬如用“100吨干草中的一根针”表示10亿中的一小份，但100吨干草到底是多大一堆？试试用图像表示这样大量的非重点信息，重点淹没其中难以发现，这种观感就突出了数值之小。



• = 一位高中篮球队员

• = 一位能进入NBA的高中篮球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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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万人在城市间流动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

挑战：美国每年有数万人离开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人口流动非常复杂，难以追踪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图表表现这样大规模的流动？

解答：用空间来表示数据流动。常见用于表示数据流动的是圆环形图表（弦图），但封闭的圆环可能很难传达信息。尝试使用冲积式图表“桑基图”（Sankey diagram，流程图的一种，以“流”的形式表示数量的发展变化，“流”的宽度对应数量大小——译者注），在开放空间中表示人口流动。线条相互交错，增强了图表传达出的复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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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竞争复杂性

	企业战略生物学

	The biology of corporate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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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里维斯（Martin Reeves）

	西蒙·莱文（Simon Levin）

	上田大地（ Daichi Ueda）|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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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有的战略制定法则并不能适应当今激变的商业环境，本文综合运用生物学和复杂系统知识，提出了企业战略制定的新6大法则，这将有助于企业适应新的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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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挑战

		企业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因为它们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商业环境。它们采用的战略过于强调短期战略，而忽略了企业的长期强健。

		

		分析

		与生物物种一样，企业也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并且不断地进行难以预料的进化。系统内部自发的互动会引发连锁反应，重塑整个系统形态；新的系统结构进一步影响个体参与者，最终使系统发生更大的变化。

		

		对策

		提升自然界复杂自适应系统鲁棒性的6大规则也可以应用在公司中，它们是：

·保持员工、创新和行动的异质性

·保持模块化的结构

·在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保留冗余

·接受意外，但要降低不确定性

·建立反馈循环和自适应机制

·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建立信任和互惠

	

	

企业运营环境正变得愈加复杂。商业环境的多样化、变化速度和相互联接程度前所未有，可预测性也大大降低。

然而很多企业在战略设计方面仍固守着所谓的经典方法。这些方法诞生于过去较为稳定的商业环境下，聚焦于短期业绩的分析和规划，而非企业的基业长青。那么这些企业如今的表现如何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在50年的跨度里，调查了美国超过3万家上市公司的寿命。结果相当残酷：今天企业消失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见图表“不断缩短的生命周期”）。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在未来5年内由于倒闭、清算和并购等原因退市。这一概率是40年前的6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是能历久弥新的组织，然而它们的平均寿命远远短于它们的员工。企业的高死亡率不因规模、年限和行业有所区别，规模和经验都于事无补。

我们相信，企业早夭的原因是它们无法适应周边环境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很多公司误读了环境，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制定方式，或者无法用正确的行为方式和能力来支持其战略。

那么如今企业该如何保证生存，获得发展？我们的研究融合了企业战略、生物系统和复杂系统的知识，聚焦于如何让复杂系统——从热带雨林到股票市场，再到公司本身——更加强健。已经有一些商业思想家提出，企业就像一个个生物物种，他们试图从生物学中提炼出商业智慧，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们认为，企业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生物物种惊人相似：它们都是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因此，提高系统鲁棒性（robustness，是指控制系统在一定的参数摄动下，维持其它某些性能的特性—编者注）的原则，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人工系统，都可直接适用于企业。为了解如何应用这些原则，我们首先要掌握复杂自适应系统是什么，以及它们的运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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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企业系统

在复杂自适应系统中，不同的参与者，无论是蚂蚁、树木还是人，都能自发地行动并形成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连锁反应，就会重塑整个系统，我们将之称为系统的自发变化。系统的新结构会进而影响各个参与者，形成循环，让整个系统发生更大的变化。伴随着互动、自发变化和系统反馈进行多次循环，整个系统会发生难以预测的连续性进化。自然界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某种类的蚂蚁，尽管单个蚂蚁只遵从简单的行为规则，但整个族群却能建立起“超级殖民地”，其中包含几亿只蚂蚁，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土地。在商业中，我们看到，员工和管理层的行为和互动造就了整个企业的结构、行为方式和业绩表现。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商界，这些自发变化会影响系统中的个体，并为个体之间的互动创造新的环境。因此，无论是团队之间的化学反应，企业战略的进化，还是市场行为的变化，我们都能从中发现明显的“互动-自发变化-反馈”模式。

复杂自适应系统通常嵌入更广阔的系统内。某种生物的整个种群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这个系统也嵌入一个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而生态系统又嵌入在更广阔的生物环境中。一家公司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它又嵌入更广阔的商业生态系统中，该系统又嵌入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见图表《相互包含的系统》）。因此复杂性存在于不同的级别中，而不仅仅受限于组织的边界。在每一个级别，对独立个体有益的行为和对整体有益行为之间都存在着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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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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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领导者，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首先，他们需要更务实地面对他们能进行预测和控制的范围：他们能通过协作影响哪些事务，而哪些事务不在控制范围内。尤其是他们要做好准备：那些不可预料，甚至极端性的自发事件有可能通过组织底端的行为产生连锁反应。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借款产生的风险演变为一场金融灾难，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

第二，他们要超越所在公司包含和控制的范围，监控并应对外部的复杂性。企业CEO必须保证，公司在从系统中获取足够的利益同时，对整个系统作出正向贡献。那些无法为外部系统中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公司，将会被边缘化。同样，如果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无法为内部成员提供利益，那么它最终会遭到背叛。以索尼公司为例，索尼的电子阅读器比Kindle早问世3年，最终却惨败给亚马逊，并在2014年退出了市场。背后原因是索尼无法为出版系统中的关键参与者——作家和出版社——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主张。因此，当索尼的电子阅读器面世时，它只有800部书籍。与之相反，亚马逊一开始就牺牲了自身的利润，以低于付给出版商的价格向读者销售书籍。此外，它还开创了电子版权管理系统来助推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在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下，Kindle首发时就有8.8万部电子书可供下载。

第三，领导者必须直面一个无奈的现实：试图直接控制系统底部的参与者往往会在系统上层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例如战略受阻，甚至是生态系统的崩溃。他们必须放弃简单的因果逻辑模型，不要再妄图对个体参与者进行直接控制，而应该去塑造参与者的周边环境，从而影响其行为。例如在塑造集体行为中，通过提问和简单的规则来促进协作，扩大权限，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比从上至下的控制更为有效。

我们辨认出的6项原则，能帮助企业这样的复杂自适应系统更加强健。（对于自然界中的复杂自适应系统，请参考本文作者之一西蒙·莱文（Simon Levin）所著的《脆弱领域》（Fragile Dominion）。我们对一些强健的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发现这些系统与那些崩溃或衰落的系统之间有不同的特征。这6大原则正脱胎于这些特征。前3个原则是结构性的，它们用来指导系统的设计，这些原则也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后3个原则主要是管理上的，它们用来指导人类智能和意向的应用。实际上，从渔业公司到全球环境控制公约，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管理系统中都发现了这些原则的关键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原则的应用都需要把握合理的“度”，也都会产生成本。领导者必须仔细评估应以何种力度推行每个原则。更重要的是，每个原则之间都存在着张力，加强某个原则的应用，可能会削弱另一原则。领导者必须思考，如何平衡综合应用这些原则，而非将每个原则的应用视为单一的目标。（见图表《你的企业够强健么？》）。为方便起见，我们将逐一介绍这6大原则，然而强健的系统应同时拥有多个甚至所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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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异质性

复杂自适应系统内部参与者的多样性可以让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尽管人类不懈努力，但很多病毒的异质性依然保证其无法被根除。甲型流感病毒的突变率极高，因此有很多变种。尽管人类定期开发针对流行变种的抗体，但新的变种还是会层出不穷。从更广泛的角度讲，多样化是适应性进化的前提。系统中异质性参与者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变种，供自然选择淘汰。在商业环境中，领导者必须保证公司在3个层面上保持足够的多样性：人才、创新和活动。培植多样性可能会导致短期效率的降低，但它对系统的强健必不可少。要促进多样性，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是雇用不同个性、教育水平、背景和工作风格的员工。然而即便企业的员工多样性很高，员工有时也不愿去挑战现有的主流商业逻辑，尤其在那些成功的企业中。明确的文化转型和主动的管理层支持，甚至鼓励他们犯错，可以帮助员工进行创新。实际上，没有错误意味着企业失去了很多机遇，最终导致企业的脆弱性提高。很多硅谷的企业都欢迎有意义的、“学习性”的失败，它们认为成功离不开这些失败的贡献。

富士胶片展示了如何通过战略性地保持异质性让公司变得更强健。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成像技术进入消费市场，并迅速吞噬成像胶片的市场需求，整个胶片行业也随之陷入危机。作为应对，富士胶片（以下简称：富士）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使其业务更加多样化，例如结成新的伙伴关系，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并且收购了40家公司。与胶片业另一位巨人柯达的做法不同，富士不仅探索了密切相关行业的新业务，也进入了全新的业务领域，例如制药和化妆品。在这些行业中，富士能发挥其在化学和材料领域的优势。这些探索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达到了足够深度。公司的多样化探索收到了回报：2000年胶片市场达到顶峰，在之后的10年，其规模缩水了90%。然而在此期间，富士的业绩不降反升（有关富士公司改革详情，请参见《富士胶片CEO：变革需要强势领导力》，《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1月刊）。反观老对手柯达则在2012年宣布破产。

当然，业务的异质性也会带来劣势，它常常会遭到市场的惩罚，人们将之称为“企业集团折扣”——与专注一个领域的竞争对手相比，多元化经营的公司的股价相对较低。但是，如果一家公司面对富士和柯达曾经历过的行业风险，那么异质性是保持公司强健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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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模块化

模块化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是松散连接的。高模块化的系统可以防止风险在各个组成部分间传播，使整个系统更加强健。我们在自然界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偶尔的森林自燃能创造出可燃性较低的区域，保持了森林的模块化。当我们人为扑灭这些自燃，森林的模块化就会随着时间减弱。一旦发生大型的森林火灾，整个系统就会毁灭。

在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加拿大银行业的表现展示了模块化如何让企业变得更强健。加拿大金融业监管较严，容忍风险度要远远低于美国，因此限制了复杂金融工具的风险暴露。例如抵押债权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就导致美国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了隐藏的联接性，诱发了系统性风险。此外，加拿大银行的零售存款率比美国银行高，而零售存款整体上比其他资金来源更加可靠。因此，一家银行的风险不容易波及系统中的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加拿大银行海外资产的投资规模有限，这使得它们免受全球金融系统风险的冲击。由于加拿大银行业通过这些举措保证了高度的模块化，金融危机没有对其造成太大影响，因此并没有发生政府担保和资产重组的情况。

在商业环境中，模块化也需要取舍。完全隔绝外界风险意味着放弃高度联通带来的益处。在一家公司中，不同业务或区域之间的紧密联接可促进信息流动、创新和企业灵活性；但它也会让公司在面对严重风险时更脆弱。在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紧密联接也会带来类似的效率提升，当然相互依存也会产生风险。由于风险的降低微妙且不易见，而效率的提升则立竿见影，因此管理者常常过于强调后者的益处。

抛开这些取舍，模块化仍对系统的鲁棒性非常重要。如果公司为了短期利益而对其忽视，那么长期风险可能随之而来。



保留冗余

在冗余的系统中，多个部分扮演同样的角色。当其中一个失效时，其他部分可以完成同样的功能。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更高，冗余就变得尤为重要。

想象一下人类的免疫系统如何利用冗余来对抗疾病。人体有多条防线来阻挡病原体，其中包括物理屏障（皮肤和粘膜）、内部免疫系统（白血球）以及适应性免疫系统（抗体）。每一条防线又具有多个细胞和分子防御机制。在健康的人体中，这些冗余机制相互配合，当其中一条防线失效时，其他机制会阻挡病原体的感染。艾滋病病毒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可以有效摧毁人体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摧毁冗余机制。（免疫系统不仅展示了冗余原则，也展示了其他原则，包括异质性和模块化。此外，它还拥有反馈循环，让系统就有自动适应性。）

然而企业往往对冗余避之不及，它们将其视为精益和效率的大敌。这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爱立信是全球领先的手机制造商之一。它采用单一货源的策略采购手机的关键部件。2000年，一场大火让飞利浦的微型芯片制造厂陷入瘫痪。爱立信无法短时间内找到可以替代的供应商，不得不停产长达数月，当年手机部门就宣告亏损高达17亿美元，最终导致该部门被索尼收购。

企业如何兼得低成本高效率与冗余呢？首先，管理者要辨认企业最依赖的利益相关方，它们有可能是供应商，也有可能是新的创新合作伙伴。对于爱立信，这个利益相关方就是飞利浦。管理者要计算建立冗余，减少风险的可行性。通常企业需要开发新的合作伙伴，并仔细权衡其中的利弊。丰田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建立冗余。1997年，丰田P型阀的唯一供货商爱信精机（Aisin Seiki）发生火灾，预计要停产数周。丰田和爱信向200家合作伙伴发出请求，在短短6天内就恢复了生产。尽管只有爱信一家拥有生产P型阀门的技术和经验，但丰田紧密合作的供应商网络发挥了作用，建立了冗余并提升了企业的鲁棒性。

前3大原则介绍完毕，现在让我们转向人力因素。以下3大管理原则能让商业环境中复杂自适应系统更加强健。



接受意外，但要降低不确定性。

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其未来状态。但是，我们能收集信号，判断变化的模式并设想出合理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能根据预测采取行动，将负面结果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了全球各国保护臭氧层的行为准则。它的建立过程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多个国家的科学家齐聚一堂，分析氟氯碳化物对臭氧层的破坏以及它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并制定相关的补救措施。由于大气层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我们很难准确预测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大气环境进一步恶化将造成严重后果已证据确凿，因此，全球科学界达成共识，要采取行动。蒙特利尔协定书因此诞生。联合国将其称为“目前最成功的国际环境协议”。大自然不允许人类预测未来，但它会向我们展示足够的信号，让我们避免灾难的发生。

在商业环境中，没有什么能比新技术的发展和影响更难预测。但企业可以对竞争对手进行监测，并随之采取行动，避免被不起眼的竞争对手打个措手不及。我们提供几个最佳实践可供借鉴。第一，如果公司是在位企业。它们首先要承认现实：它们的商业模式总有一天会被取代。因此它们需要思考，商业模式如何被取代以及应对措施。其次，它们明白，变革往往来自行业的边缘，来自那些别无选择，必须颠覆在位企业商业模式的初创企业和挑战者。第三，它们会收集一些微弱的信号，例如投资的流向以及针对目前商业模式的初期创业活动。第四，它们会采取应急思维。与其费尽心思预测新技术和公司能否成功，它们需要思考，如果创新技术获得成功，它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后，它们会先下手为强，复制创新、收购初创企业或建立防御体制。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光学镜片公司依视路(Essilor)在这个成熟的低增长行业中，利润和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公司CEO孙余沛(Hubert Sagnières)表示：“技术非常关键，但它不可预测，我们不能对它进行控制，或完全靠自己。我们会系统性地扫描威胁和机遇，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建立应用这些新技术的能力。”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依视路在1995年收购了Gentex，使其成为聚碳酸酯镜片的全球领导者。此外，公司早在多年前就意识到数字镀膜技术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威胁，因此依视路在2005年收购了强生旗下的镜片公司。公司不但消除了一个重大威胁，还将收购的亏损业务从800万美元发展到价值5000万美元，利润高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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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反馈和自适应机制

系统的异质性提供了多样化选择，而反馈循环则保证这些选择能改善系统的健康程度。反馈是指系统察觉环境变化，并通过这些变化获得理想特性的机制（或通过创新提升企业的鲁棒性）。系统內低级别参与者的固定结构被打破，有时反而会改善整个系统的鲁棒性，这解释了系统对低级别参与者进行选择的必要性。换言之，系统必须破坏低级别参与者之间的平衡，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健康。

在自然界中，突变和自然选择——多样化、选择和基因传承这一过程导致的生殖成功——是一个自发的迭代过程。然而在商业环境中，这一过程往往是人为管理的。多样化、选择和创新的传承只有在有利的环境下才能发生，换言之，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建立起能鼓励这一创新迭代过程的机制和环境。但实际上，主流的管理思想，或者说商学院教授的管理思想往往会主动抑制上述的迭代实验，因为它“变数太多”且“效率低下”。有很多企业几十年来只采用分析和规划的方式进行管理，然而在如今多变的环境下，它们必须建立这样的自适应能力。

那么公司应如何实施创新迭代的流程？

首先，公司必须在组织上下找到正确的信号，这点举足轻重。一名员工或一个事业部的自发行为往往与其造成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那么明显。因此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行为应该得到鼓励或制止。此外，一线员工往往拥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们往往得不到传播和重视。企业领导者需要接触这些员工，才能发现那些提升企业鲁棒性的创新举措。例如日本制造企业非常强调“gemba”，即生产现场。工厂管理者经常到现场来获取新鲜和丰富的信息。通过与一线员工直接互动，管理者就能发现只有在基层才能看到的挑战和创新举措。

其次，组织必须将这些信号转化为行动。尽管这一步看上去不言自明，但很多企业无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因为这需要企业从王牌产品或商业模式中抽出资源，或者让本就表现不佳的产品、业务和员工更快出局。詹姆斯·卡纳维诺（James Cannavino）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IBM的首席战略官。他回忆，公司的战略规划人员其实早在IBM陷入危机前就注意到PC的崛起以及软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公司的大型机业务利润实在过于丰厚，公司不情愿根据这些发现转型到PC业务中。公司要培养双元性能力——一面进行有效运营，一面进行自我创新的能力，它就需要有效的反馈循环，这对企业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强健至关重要。

塔塔咨询公司（以下简称：塔塔公司）属于科技服务领域，在这个行业中，无论是技术本身还是技术在大型组织中的应用都难以预测。认识到这一行业特点，塔塔意识到要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因此公司开发了4E实验模型：开发（explore）、支持（enable）、推广（evangelize）和应用（exploit）。塔塔首先会通过很多小规模的实验进行探索，再根据市场反馈扩大或缩小实验规模。为支持该战略，公司在分析和知识管理能力上投入重金。成功的实验会在公司内部进行推广，从而让公司可以扩大规模，对这些成功经验进行应用。该战略帮助塔塔公司获得了巨大成功。公司的收入从1991年的2000万美元提升到2003年的10亿美元，在2015年更达到150亿美元。在塔塔所处的多变环境中，很多大型公司都被淘汰出局，而塔塔公司却凭借自身的快速适应能力取得了辉煌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反馈越强并不意味着结果越好。如果反馈循环过短，或对变化的反应过激，系统可能会用力过猛，反而削弱其稳定性。例如金融监管系统就经常在监管过严和放任之间来回摇摆，永远无法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就像其他原则一样，实施前的仔细评估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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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和互惠

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各个复杂自适应系统需要相互合作才能提升各自的鲁棒性。然而直接对系统参与者进行控制经常是无法实现的，独立个体的利益往往相互冲突，当所有个体都自私地追求自身利益时，系统整体就会被削弱，所有参与者都会遭受损失。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行为悖论：个体缺乏动力做出有利于整体的行为，除非这些行为能立即为个体带来益处。因此，组织只有建立起信任和互惠的机制才能克服这种悖论。（实际上，这也是蒙特利尔议定书成功的关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进行研究。她观察到，渔业生态系统可以避免“公地悲剧”现象——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导致所有个体最终受到损失。她发现，根据公共资源使用者的数量、领导力和知识水平等变量，以及个体之间的互信，个体可以形成自组织来提升公地的可持续性。自组织允许参与者建立互惠的规则和协议。

要发挥信任的力量，企业领导者应思考，他们的企业如何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做出贡献。即便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他们也必须保证为整个系统提供价值。

诺和诺德进入新市场的策略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让我们看看它的胰岛素产品如何进入中国市场。早在20世纪90年代，诺和诺德就建立了中国分公司，那时中国社会尚未形成对糖尿病的广泛关注，也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甚至能诊断糖尿病的医生都不多。诺和诺德与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与中国卫生部和世界糖尿病基金结成伙伴关系，向中国医疗界传播糖尿病和相关管理知识，并协办了超过20万次的医生培训。此外，公司还通过草根活动和互助小组来和病患建立关系，从而树立了“不只是胰岛素供应商”的形象。

公司通过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来表明对当地医疗事业的支持。这些举动不仅帮助公司打开了市场，更建立了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任。公司的努力获得了回报，目前诺和诺德占据了中国庞大胰岛素市场的60%左右。对其他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福祉做出清晰的承诺让公司提升了自身的鲁棒性，并让其所在的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强健。

企业死亡率不断上升为所有公司带来威胁，其背后的主因是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这一状况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彻底转变管理思维。过去，企业领导者会问:"我们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如今他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活得更久？” 他们必须时刻监视外部风险的变化，并根据企业面临的威胁调整其战略。了解上述提升鲁棒性的规则能帮助企业逃离灭绝的厄运，继续顽强地生存下去。

	

	欲知你的战略是否匹配你所处的风险环境，请使用以下网页的分析工具：http://robustness.bcgperspect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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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业战略生物学》一文中，作者马丁·里维斯大量引用了欧美企业作为论据，那么他提出的企业基业长青的6大战略制定原则是否对中国企业有借鉴意义？带着这样的问题，本刊首席编译安健采访了马丁·里维斯，当时他正在北京介绍其新书《Your Strategy Needs a Strategy》，该书将于今年在中国上市。



HBR中文版：什么激发你在企业和生物之间进行类比？

里维斯：传统战略有点类似于工程或物理学，它们都是用来应对静止的环境，或对明确的状况进行分析。但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发展，不可预测性和动态变化成为当前商业环境的主题。企业在设计战略时，必须要考虑要不确定和复杂环境。生物学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它是用来研究动态变化、不确定性和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学科。因此，我们想从生物学中借鉴相关知识。另外，我本人曾经在日本学习生物学，而本文的另一位作者西蒙·莱文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教授，本文是我们长时间合作的成果。



HBR中文版：你在文中说，每一原则都会造成成本，且需要对原则进行取舍。当预算紧张时，公司应该优先采用哪个原则？

里维斯：一个强健的系统通常会表现出我们在文中提及的多种不同的原则和特色。例如文中的人类免疫系统，它不仅包含冗余的特性，也表现出适应性的特性。对于具体公司的选择，需要根据公司所在的行业和地区风险进行判断。为帮助企业衡量自身的风险，我们开发了2款网上应用：一个是寿命计算器，你可以输入公司的行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我们就能告诉你同类公司的平均寿命是多长；另外一个是战略选择器，你可以输入你的公司或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你现在采取的战略，这个工具就能告诉你的战略和环境的匹配度。



HBR中文版：你认为近期企业会面临系统性风险或黑天鹅事件吗？

里维斯：最近中国金融市场就发生了波动，这表明即便是强大的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控制金融市场。我认为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将继续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是嵌入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系统中的。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正不断增多，例如恐怖主义，环境灾难等等。我们无法预测到的黑天鹅事件是有可能的。



HBR中文版：中国公司能从这篇文章中学到什么？

里维斯：在“十三五”的新环境下，中国企业过去没有战略或跟风的做法过时了。过去中国市场良性或者说监管过严了，在和别人交流时，我常常被问：“公司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战略？” 我的回答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非常良性的情况下，你做什么都能成功，大家都很成功。第二种是高度监管的环境中，公司没有其他选择。这恰恰是中国过去的环境。未来中国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和风险都会加大，且“十三五”强调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以及建立防御风险的机制，这篇文章能为它们提供一个思考框架。

另外，你的问题仿佛暗示这篇文章源于其他国家。但实际上这篇文章的灵感源于一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的管理者问我们：我们如何设计企业管控架构，才能基业长青？这引发了我们对公司寿命以及风险的思考。



HBR中文版：该文使用的都是大公司案例，它是否适用于初创公司和中小企业？

里维斯：我认为每个公司都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因此，本文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公司。案例都来自大公司，是因为我们假设《哈佛商业评论》的读者大多来自成功的大公司。

大公司的优势是有应用6大原则的资源，以及异质化的可能性。小型企业可能没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它们只能采用单一的经营模式或产品。初创企业的失败率可能超过95%，正是它们无法应用冗余和异质性的原则。但它们的优势是灵活性和速度，因此，他们能快速适应不可预测的事件和环境。这是它们抵抗力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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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健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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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领导人关注员工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但他们的情感同样重要。组织同样有情感的脉搏，管理者应严密追踪和管理它，从而激励团队并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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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多数公司都不太留意情感文化——员工在工作中抱有（并应该有）的感受，以及他们没有表露的感受。这给个人和组织都带来问题。

		

		原因

		研究表明，不论好坏，情感都影响到员工的忠诚度、创造力、决策力、工作质量和继续为公司效力的意愿，而你可以在公司利润上看到情感的实际影响。所以应像监督并管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样处理情感。

		

		解决方案

		你只要研究透彻现有情感文化，就可以用多种方式影响它。清晰传达何种情感会帮助组织壮大、引导员工现有的并自然表达出的情感，并利用情绪感染和“深层动作”的力量创建你理想中的情感文化。

		

	

Ubiquity退休＋储蓄公司的员工每天结束工作前都要按一下门厅内的按钮。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打卡并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在登记自己的情感。门厅内有5个按钮供他们选择：笑脸代表当天工作愉快、苦脸代表他们感到悲伤等等。

这听起来也许像HR的小花招（“看见了吗？管理层在乎你们的感受！”），或是强迫员工表示满意的工具（“有最多笑脸的团队获胜！”）。但以上猜测皆错。Ubiquity正利用这些数据找出激励员工的因素，比如什么让员工在工作中有归属感和兴奋感？其他组织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有些公司使用软件应用记录员工的愉悦程度。有的公司雇用专门追踪员工每月、每周、每日，甚至每个小时心情的技术顾问。可惜，这些组织只占少数。多数公司都不太关心员工现有和应有的感受，甚至没有意识到在建立正确企业文化中情感的重要作用。

人们口中的企业文化通常是指认知文化，即理智层面上共同的价值观、规范、物件、以及指导组织发展壮大的设想。认知文化为员工在工作中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奠定基调，比如决定员工关注客户、重视团队、创新和求胜心程度。

认知文化对组织成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只是部分原因，组织成功的另一要素我们称之为群体的情感文化，即情感层面上共同的价值观、规范、物件、以及支配员工在工作中拥有、表达或是最好压抑何种情感的设想。两种文化的关键区别在于出发点不同：思考VS感受。另外，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认知文化往往借助口头传播，而情感文化通过诸如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线索传播。

关于情感改变人们在工作中行为的学术研究再次兴起（又称“情感革命”），但情感文化很少像认知文化一样被有意识地管理，而且经常根本没有得到管理，公司因此会蒙受损失。医疗领域的员工本应表现出同情心，但却变得冷漠无情。本应在快乐和骄傲中积极工作的团队却在忍受愤怒的文化。缺乏适当恐惧感的人（比如在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中）容易行事鲁莽。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动荡时期，比如组织重构或金融衰退，则破坏性极大。

我们在过去10年的研究中发现，情感文化会影响到员工满意度、职业倦怠和团队工作，甚至还会影响一些硬性指标，例如财务业绩和缺勤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情感深刻影响到员工工作表现、敬业度与创造力、组织忠诚度和决策方式。正面情感总与较好的业绩、质量和客户服务相关——这一结论在不同岗位、级别和行业都成立。反过来说（短期可能有例外情况），诸如愤怒、悲伤和恐惧的负面情感通常会造成不良后果，包括业绩不佳和人员高流动率。

所以管理者忽视情感文化的同时，也就忽略了让员工和组织运转的关键因素。他们可能在理论上清楚情感文化的重要性，但在工作中仍对情感避而不谈。领导者期望影响员工在工作中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但他们可能没准备好理解并积极管理员工在工作中的感受，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这和自己的本职工作无关，或这样做很不专业。

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些高管和雇员称自己的组织完全缺乏情感。但每个组织都有情感文化，即使该情感文化令人压抑。如果领导者让情感进驻工作场所，同时清楚并有意塑造情感文化，那么他们能更好地激励员工。我们在本文中介绍了情感文化在工作场所的几种表现方式，以及它在不同业务领域中的影响，包括医疗、应急服务、财务、咨询和高科技等。我们根据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创造并维护情感文化的方法，有助于公司实现更大的目标。



透过表象看本质

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在管理原则中明确加入情感因素。比如百事、西南航空、全食超市、容器商店公司（The Container Store）和网上鞋城Zappos都将爱和关心列入企业价值观。同样，C&S批发杂货店公司、卡姆登房地产信托公司（Camden Property Trust）、思科金融（Cisco Finance）、Ubiquity、韦尔度假村（Vail Resorts）以及很多初创公司都强调了工作乐趣对它们成功的重要性。

如果你想要彻底理解组织情感文化，然后有意识地管理它，就得确保企业使命宣言和徽章的内容能出现在日常组织生活的“微时刻”。这些时刻存在于举手投足之间，而不在直接表露的情感中。举例来说，表达善意或支持的小动作能构建起有关爱和同情心的情感文化。

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同样有效。如果管理者每次工作时看上去都怒气冲冲（不管他是否真的生气），他可能会塑造一种愤怒文化。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现象十分普遍：费尔菲尔德大学多兰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唐·吉布森（Don Gibson） 发现，多个组织的专业人士其实在工作中更愿意表露愤怒，而非快乐（他们称自己的生气次数达3次之多）。你可以想象这将造成何种连锁反应。

办公室装饰品和摆设，也可能暗示你应该表露什么样的情感。员工在社交场合大笑的照片，或隔断墙上的人形公仔表现了快乐的文化。规则章程和违规处分条例则反映了一种恐惧文化。小会议室舒适的椅子和纸巾似乎暗示，如有需要，你完全可以打开心扉或者哭泣。

斯隆管理学院的名誉教授艾德佳·沙因（Edgar Schein）在他著名的“文化3层次”模型中指出，组织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元素也最不明显。举例来说，管理者的潜在假设是，让员工相互斗争能发挥各自最大潜能。他们对外却没有如此宣传，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助长这种习气，不过领导和员工都能感受到。这样做也许能促进良性竞争，但同样有可能创建充满嫉恨的文化，瓦解信任，削弱员工协作能力。



情感文化的具体表现

将近30年以前，社会心理学家菲尔·谢弗（Phil Shaver）及同事发现，人能稳定识别出135种情感。领导者可以从了解最基本的情感——快乐、爱、恐惧和悲伤开始，着手管理情感文化。以下实例说明了这些情感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

快乐文化。我们先从这个经常被管理层明确提及，并积极强化的文化开始说起。这一文化很显眼，非常容易识别，比如韦尔度假村就认识到，带动员工的快乐情绪也能让客户有快乐感，这对酒店行业极其重要。该公司也得以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取得优势，留住最优秀的人才。韦尔度假村CEO罗伯·卡茨（Rob Katz）将“有乐趣”列为公司价值之一并将其模式化，例如他在公司内发起ALS协会的“冰桶挑战”（Ice Bucket Challenge），让冰水从头顶倒下来，然后穿着衣服跳进泳池。当时，大概有250名高管和员工跟随他参加了挑战。

韦尔度假村最高层的欢乐气息弥漫到了全公司。此外，管理方式、外出活动、庆祝会和奖励都有助于塑造情感文化。韦尔度假村的管理者不停将快乐模式化，并要求团队使用。如果他们在上班时间发现有员工能自娱自乐，或者帮助他人享受自己的工作，就会发胸针给这些员工。他们没有让员工按照客户服务标准章程办事，而是让每个人都“尽情玩得开心”。公司首席人力官马克·加斯塔（Mark Gasta）称，他常见到负责将客人送上滑雪缆车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客人安全离开陡坡的同时，还跳舞、开玩笑、“尽全力让自己开心并带给客人快乐”。韦尔度假村每天都鼓励员工相互合作，因为像加斯塔指出的那样，“排斥他人并不好玩”。在年度庆典上，想出增加工作乐趣最佳方法的人能够赢得一项本年度“玩得开心”大奖。韦尔度假村还设有“优先滑雪道”（员工滑向滑雪场的优先通道），组织探险旅行以及经常性的社交集会，让员工下了班也能开开心心。

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建立快乐的情感文化，而这种文化确实合情合理：在滑雪度假村当然要感受快乐。现在请考虑一个对快乐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的组织。我们就组织情感文化这个话题调查思科金融的员工时，该公司管理层发现，传播快乐是当务之急。调查没有要求员工回答他们工作时的感受，而是问他们经常看到同事表达什么情感。（让员工汇报同事的情感，研究人员能够得到对该公司文化较客观、全面的观点。）结果表明，快乐是提升员工对公司满意度和忠诚度的最强动力之一，而且维持员工敬业度更需要让员工快乐。

于是，思科金融管理层将快乐列为一种文化价值，并称之为“停下来、找快乐”。这就表明，快乐像生产力、创造力和其他绩效要素一样，都是需要追踪的重要结果。很多公司用员工敬业度的年度调查来衡量抽象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往往体现在工作满意度和对组织忠诚度上。但思科金融用更具体的衡量方法，而且开展后续调查追踪快乐是否增加。除此之外，该公司领导还用自己的行为支持这一文化价值，比如制作表现他们“停下来、找快乐”的搞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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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文化。我们对另一种情感——友谊之爱也作了全面研究。这种情感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在组织中却很少被提起。这是员工对彼此的喜爱、关心和同情心程度的感受和表露。

我们在长达16个月里，对美国东海岸一家大型长期照护（long-term-care，为失能者提供的连续性医疗护理、个人照顾和社会性服务——译者注）机构的研究中发现，友爱文化盛行的病房比其他病房缺勤、倦怠的情况要少，而且看护人员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对工作满意度更高。此外，他们的工作更优秀，具体表现在病人满意度更高、心情更好和不必要的急诊次数较少。生性乐观的员工在这种文化中有更大动力做好工作。住在友爱文化较盛行病房中的病人，其家人都对该机构满意度更高。这些结果显示了情感文化和公司业绩之间的重要联系。

这一研究是医疗领域的探索，我们还想知道，友谊之爱是否只在“慈善”行业中比较重要。于是我们调查了17个组织的3200多名员工，他们所处行业包括：生物制药、工程、金融服务、高等教育、公用事业、房地产和旅游。在员工感到并表达对彼此友爱的组织中，调查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忠诚度以及对工作表现的个人责任感。

以咨询公司Censeo为例。这家公司有意构建友爱文化，其联合创始人兼CEO拉吉·莎玛（Raj Sharma）想创立一家真诚对待客户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莎玛发现，该战略不仅加强了客户信任和公司影响力，对Censeo发展组织文化也起到关键作用。

Censeo现在雇用能延续其文化的人；这意味着，一些非常聪明，但可能破坏文化的候选人将遭到拒绝。Censeo还鼓励员工在上下班时间都有一定社交互动，培养真诚互信的关系。这一理念似乎得到贯彻：当员工被要求形容自己在公司的同事时，一个初级分析师称他们为“我的朋友”。员工还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同事抱有同情心，他们会与那些完全无视他人感受，或者经常向别人大发脾气的同事对峙，即使这些同事的级别可能在他们之上。

恐惧文化。当然，组织也可以被负面情感定义。在 《你就是艇长》 （Turn the Ship Around!）一书中，退休海军上校大卫·马凯特（L. David Marquet）讲述了恐惧文化如何给美国军舰“圣塔菲”号带来困扰。这艘核潜艇在他接任前一直严格实行命令与控制机制，危害极大。船员士气低落，在整个舰队中员工保留率最低。

核潜艇必须在保证安全、稳妥的同时完成目标，因此其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船员的技能和判断。马凯特认为，长期以来，船员因犯错、无知和挑战权威等事由被大声责骂。怀着对怒吼声的恐惧，他们很难做到思路清晰、行动快速。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支持。伯克利大学荣誉教授巴里·斯托（Barry Staw）及同事在对“威胁刚性”的研究中指出，人在受到威胁时会有注意力收窄的倾向。另有研究发现人的前额叶皮质压力过大的后果是：决策、记忆和脉冲控制等管理功能会受到损害。

马凯特应用了经典的“高度参与式”管理技巧，比如给船员做决策的权力，不会因为他们偶尔失误就惩罚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船员变得更自信且有担当，不再被动地等待指挥官批准或指令。这一改革取得了成效，在马凯特的领导下，该艇从落后者转变为大奖获得者，在20名最优秀军官中，有10名后来当上了潜艇艇长。



情感叠加的结果

显然，恐惧危害极大，但正面情感如果过于强势，也可能产生预期之外的负面效果。在快乐至上的文化中，乐趣可能妨碍到工作。在友爱的文化中，虽然每个人都像家人一样，但员工也许很难和同事坦诚地讨论问题。我们采访的一个人这样说：“人们不想谈论矛盾，因为他们不想破坏友爱的感觉。”

组织有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多种情感会平衡彼此。举例来说，本文作者之一奥利维娅·奥尼尔（Olivia O’Neill）与沃顿商学院的南希·若斯维尔（Nancy Rothbard）在对消防队员组织文化的全面研究中，发现存在两种极其强势的情感。参与者讲述了大量精心编造的笑话和恶作剧，表现了他们欢乐的文化。但友爱的文化同样存在于这个典型的男性化职业中，这一点研究人员并没有预料到。消防队员在情感上彼此支持，例如他们会在某个队员做出艰难选择后，或正处在痛苦的离婚阶段时，给纠结的队员言语上的鼓励。他们还用非语言的沟通方式表达爱意，比如给被个人私事压得喘不过来气的同事一个熊抱。

两种情感文化都很强势的原因在于：欢乐帮助团队在工作时配合更默契，因为所有恶作剧都加深他们对个人缺点的了解（人类学家称这种现象是游戏带来的进化优势）。在快节奏、高压力或危险的环境下，监督并改正这些缺点意义重大。友谊之爱则有助于消防队员在频繁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得到治愈。

和其他情感一样，友谊之爱带来的后果并非都是正面的，这取决于它和哪种情感搭配在一起。对消防队员来说，友爱能够缓和欢乐与嘲弄的氛围，防止尺度过大后让队员感情受伤并产生孤立感。

另一个情感叠加的例子来自我们和天主教-里斯本商学院的教授弗朗西斯科·斯古艾拉（Francesco Sguera）合作的研究。我们在调查美国一大型医疗中心时发现，其情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种焦虑和愤怒的文化。医疗中心的“计分制度”基于员工所受惩罚而定，进一步加深了焦虑感。“如果你打电话请病假，就会得一分。”一位员工写道：“如果迟到了一分钟，你会得一分。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部门的负累，像纱布一样，用完就该扔掉。”这种不断蔓延的焦虑感造成许多负面后果，包括财务业绩差、职业倦怠，以及工作满意度低。然而，在焦虑文化盛行，却伴有友爱的病房中，员工绩效和态度与焦虑感较轻病房的员工不相上下。友爱文化基本上算是对抗焦虑文化的妙方。它抵消了焦虑文化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而减轻了对帐面利润，确切地说是对毛利率的影响。员工虽然表达了极大的焦虑感，觉得焦虑无处不在，但想到同事会关心自己，还是能够处理好焦虑感。



创建情感文化

建立某个特定的情感文化，需要让人们感受到组织和团队看重的情感，或者至少有相应的行为表现。以下为3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控制既有情感。有些员工会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你希望培养的情感。比如，他们可能在个别时间段产生同情或感激的情感。当这种情感经常出现时，这意味着你正在创建一种理想的情感文化。如果员工偶尔产生类似的情感，并且需要帮助来维持它们，你可以试着在工作中采取一些小手段鼓励他们。比如，安排冥想的时间；或者在员工工作设备上安装软件应用，提醒他们简单地呼吸、放松或大笑一下；再或做一个荣誉展板，我们研究过的一个重症监护病房，其员工就在展板上张贴对同事的赞美之词。

有些情感会危害到你努力构建的文化，你该怎么办？如果它们已经存在，你如何阻止其蔓延呢？盼望员工压抑住这些情感既没有效率，还会造成严重后果；情感最后还是会释放出来，结果适得其反。在员工表达自己的担忧时，你要注意倾听，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受到关注。这不是说你应鼓励他们发泄情感，或者只是表露情感而不解决根本问题。

研究表明，过度发泄会导致不良后果。你最好帮助员工用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思考事情。举例来说，孤单感会对员工的态度和业绩产生不良影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认知重估：让员工重新评估自己对他人行为的看法。为同事的行为动机找到合理、正面的解释，就不会过于纠结于负面解释，让自己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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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希望培养的情感模式化。长期以来，针对情绪感染的多个研究都表明，群体中的人能通过行为模仿和随后大脑功能的变化“感染”其他成员的情绪。如果你经常带着微笑和活力走进办公室，相比面无表情地进门，就有更大可能创建出快乐文化。你的员工也会发自内心地对你报以一笑。

负面情绪也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如果你频繁表达沮丧的心情，沮丧感就会感染你的团队成员，继而感染他们的团队成员，这样下去整个组织都会陷入沮丧。于是，你在无意识中就创建了沮丧文化。

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将你想在公司内培养的情感模式化。有些组织更进一步，明确要求员工传递某些特定情感。Ubiquity退休+储蓄公司说：“用有感染力的热情激发幸福感。拥有快乐，并给他人快乐。”韦尔度假村说：“享受你的工作，将这种感受分享并感染他人。”

假装，直到感受到为止。如果员工没有在某个时间点体验到理想的情感，他们仍可以帮助组织维持情感文化。这是因为人们在工作时既可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情感，也可能策略性地装出来。社会心理学研究早就表明，个人会遵从群体情感表达的规范，为得到喜爱和接受而模仿他人。所以处在强势情感文化中的员工即使感受或表达不出主流情感（valued emotion），也能开始表露相应情感，虽然他们的初始动机是遵守规范，而非吸收文化。

这样做不仅对想在组织中发展的个人有益，组织也能因此获益。早期针对群体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发现，策略性地表露情感会压制个人情感、使人际行为同步，从而加强群体凝聚力。

所以维持理想的文化有时需要你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即使员工不想感受主流情感，也能通过“表层动作”表现出相应情感。然而，表层动作并非长期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它最后会导致员工职业倦怠，尤其是在真实情感没有发泄渠道的情况下。

一个培养理想情感的好方法是“深层动作”。人们利用这一技巧可以心神专注地探索某种情感，然后突然间就真的感受到了。假设某位会计事务所的员工家里有急事，要求在税务审计高峰期有一周假期。他的老板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不，不是现在——不！”但这位老板可以调节深层动作，将当即产生的恐慌情绪转变成对下属真诚的关爱和担忧。为强调后者，她可以说：“当然，你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同时使用匹配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和语气，就像她真正感受到这些情感时表现的一样。通过这些努力，她能够催眠自己产生真实的情感，同时将这种理想行为在这位下属和其他团队成员之间模式化。

幸运的是，不论是真实感受到情感，或仅仅靠假装，这些创建情感文化的方法都能巩固彼此的效果，强化规范。人们不必一直都装模作样。有些人一开始出于从众心理表现出特定情感，但在受到感染后会真的感受到这一情感。他们还会因遵从规范得到正面强化，更有可能再次展现出这种情感。

当然，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设想，这一文化会更强势且更有可能延续。有的人不适应组织的情感文化，为了成功却不得不假装，那么他可能换一个工作环境会更好。公司往往有不止一种情感文化，所以另一个团队或部门也许更适合那些人。但如果文化性质单一，那么他们或许该考虑完全脱离这家公司。



在各层级中，执行都是关键

就像组织文化的其他分支一样，情感文化也应在组织各个层级中得到支持。最高管理层的职责就是促进情感文化的落实。

领导者经常无法充分意识到他们对创建情感文化的重要意义。WorldBule咨询公司的业务之一是处理工作中的恐惧情感，其创始人兼CEO特莱西·芬顿（Traci Fenton）分享了这一案例：一家《财富》500强公司的高级职员们经常背着CEO，使用短信密码来形容他在会议中肢体和表情表达的生气程度。“红”表示他的脸正在涨红。“青筋”表示他的青筋暴露。“准爆姿”代表“准备爆发的姿势”，表示他就要扔东西了。这位领导其实有效地创建了一个情感文化，不过这一文化恐怕并非他愿意见到的。

所以别小看日常模式化的重要性。大型的、象征性的情感姿态虽然有力，但只有这些姿势与日常行为一致才能发挥原有威力。高级管理层可以通过组织实践改善情感文化。以在友爱文化盛行公司中常见的“慈悲解雇”为例，莱迪思半导体公司研发系统副总裁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十分担忧解雇对员工产生不良影响。他发现，HR让辞退员工立即收拾桌子并离开公司的传统方法，对那些共同工作10到20年的员工来说尤其痛苦。于是他与HR和研发部门的同伴一起，开始实行一种新仪式：延长员工和同事说再见的时间，让他们有时间怀念在一起工作的经历。虽然该公司三分之二的研发部门员工在美国本土外办公，但研发部副总裁谢利夫·斯威哈（Sherif Sweha）仍相信，应让每个区域受到影响的团队成员当面听见某位高层领导宣布裁员消息。因此，他和手下会飞到公司亚洲分部，与即将被解雇的员工以及留任的员工进行面对面交谈。

尽管最高管理层首先以身示范并立下正式规定，但中层管理者和一线主管还是要保证他人持续不断地落实这些情感价值观。直接领导是最能影响到员工的人之一，那些应用在高管身上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直接领导：他们应确保自己在工作中表达的情感反映了公司选定的文化，同时说清楚公司对员工的期望。

将情感文化与经营和流程联结起来同样重要，比如利用情感文化优化绩效管理系统。在韦尔度假村，快乐文化已经融入年度评估中，这表明公司会考查每个员工结合乐趣与工作的能力，并根据员工的支持行为（比如包容、热情、友善、积极等）为其打分。超出预期的人得到以下赞誉：不仅享受快乐，还为融入更多快乐提供改善工作环境的建议。

数十年来，很多研究都说明了组织文化的重要性，但多数研究只关注认知元素。如上所示，组织同样有情感的脉搏，而且管理者应严密追踪它，从而激励团队并实现目标。

所有员工——从最高层到一线员工日复一日的行为方式形成了情感文化。但高层领导能决定培养何种帮助组织壮大的情感，将这些情感模式化并奖励做出同样行为的员工。做到这些，公司将大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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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心给我们的思维活动和情绪增加负担，甚至可能干扰道德判断。认清同理心的局限，管理者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增强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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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现状

		同理心对于成功的团队管理、产品开发、营销十分关键——但凡和人打交道，同理心都必不可少，但它也有局限。

		

		问题

		同理心给我们的思维活动和情绪增加负担，甚至可能干扰道德判断。因此，如果管理者对员工同理心的要求过高，将有损工作表现。

		

		解决方案

		管理者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同理心的负面影响、增强积极影响：要求员工只关注特定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在面临利益冲突时鼓励多赢解决方案；定期放假，帮助员工积蓄同理心“能量”。

		



几年前，福特公司开始要求其工程师（大部分为男性）试穿一种怀孕模拟服，亲身体验怀孕的不适感，如背痛、膀胱压迫感、额外负重约15公斤等，甚至还能感受胎动。福特公司的目的是让工程师体会怀孕女性驾驶汽车时的困难，如四肢活动受限、姿势和重心改变、身体不够灵活等。

福特的这项举措是否优化了产品或提升了用户满意度，还不得而知。不过工程师们自认从中受益，因此仍在使用怀孕模拟服；他们还开始装备“高龄模拟服”，用来体验高龄驾驶者视野模糊、关节僵硬的感觉。这些举措无疑是在尝试“从他人角度看问题”，而这正是亨利·福特所说的成功关键。

不只是福特公司，也不只是工程或产品研发领域——如今到处都在讲“同理心”。同理心被视为设计思维乃至广义创新的关键，还被标举为核心领导技能，据说能帮助你在组织中获得影响力、预判利益相关方诉求、巧妙与社交媒体粉丝互动，甚至能让你更好地组织会议。

但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研究者发现，“同理心”可能被捧得太高了。的确，同理心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必备素质，缺乏同理心会让你决策失误、无缘上述种种好处；但如果不能认清同理心的局限，将有损你自己和组织的表现。

下文将描述同理心可能带来的几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同理心难题1：费心耗神

同理心属于高负荷认知活动，和同时记忆多种信息、在喧闹环境中保持专注一样，会消耗大量认知资源。持续投入同理心，可能引发“同情疲劳” （压力过大导致理解他人的意愿和能力严重缺失），或演变成长期、慢性的职业倦怠。

对于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矫正官等健康和公共服务人员，同理心是日常工作的基础，因此他们属于同情疲劳高危人群。一项对临终关怀机构护士的研究显示，同情疲劳的症状主要是心理上的：焦虑、创伤感、生命诉求感，以及过度的同理心，即为他人利益牺牲自己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体会他人的感受）。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也是影响因素，但作用低于预期。一项对韩国护士的调查表明，感到同情疲劳的护士近期离职的概率明显较高。其他关于护士的研究揭示了同情疲劳的其他负面影响，如旷工、给药差错等。

在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例如动物收容所）工作的人同样面临风险，主动离职率极高，部分原因是工作本身对同理心要求高，而低报酬也加深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此外，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方式存在刻板印象，如果它们采取企业的行为方式（如进行投资活动以维持正常运营），将会受到质疑。社会期待非营利组织依靠员工的忘我奉献取得成功。

在其他地方，对同理心的要求也无休无止。日复一日，管理者必须理解知识员工的感受和想法、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意义，才能有效激励他们。客服人员则要没完没了安抚焦躁的客户。对同理心要求高的工作很容易给人带来巨大的消耗。



同理心难题2：零和困境

同理心不仅消耗精力和认知资源，它本身也会越用越少：我给伴侣的同理心越多，给父母的越少；给父母的越多，能给孩子的越少。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客户、同事，我们理解他人的意愿和能付出的努力都是有限的。

一项关于在工作和家庭中“分配”同理心的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不同行业的844人，其中有发型师、消防员、电信从业人员等。结果显示，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倾听同事的问题和困扰”并为同事分担工作的受访者，感觉自己与家人感情欠佳；他们感到工作带来了心理上的消耗和负担。

这种零和困境有时会导致另一种“分配”行为：将同理心更多赋予“自己人”（如本团队和本组织成员），而对待核心圈子外的人同理心不足。我们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来理解亲近朋友和同事的需求，这很自然，因为我们本来就更关心他们。由于同理心是有限的，这种投入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我们把大部分同理心用在亲近的人身上，同他们的联系增强，而同“外人”建立关系的意愿被削弱。

选择性地使用同理心可能会被视作袒护行为而引起不满。想想教皇称赞罗马教廷对性侵事件的处理时公众的反应吧。有些意外的是，这还可能引发核心圈子对外人的敌意。在笔者与芝加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合作的研究中，我们想要考察参与者如何对待恐怖分子这一观感极度负面的边缘群体。我们将参与者分成两组，一组与朋友坐在一起（从而激发同理心），另一组与陌生人坐在一起。对恐怖分子进行描述后，我们询问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将恐怖分子视为次等人、对其实施水刑，以及愿意对其进行多强的电击。结果显示，与朋友坐在一起的参与者明显更愿意折磨恐怖分子并将其非人化。

虽然这项研究中的情境较为极端，但组织中常有类似现象。对下属和同事的同情可能催生对他人的攻击性。更常见的是，内部人根本不想对外人怀有同理心，这足以使我们错失跨部门或跨组织合作机会。



同理心困境3：侵蚀道德

最后，同理心可能导致道德判断失当。上述关于恐怖分子的研究部分证明了这点。但很多情况下，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对外人的敌意，而是对圈内人的极端忠诚。为了真切体会亲近的人的所思所感，我们可能会把他们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这可能会让我们对他人的错误视而不见，甚至自身行为失当。

多项行为科学和决策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为帮助他人而作假。在数种实验情境下，参与者以所谓的“利他主义”为借口，通过作假为他人获取财务、名声等好处。如果同情他人的困境、为其受不公正待遇鸣不平，情况会更糟：人们更会为帮助对方而说谎、作假、偷窃。

在职场中，出于对同事的同理心，人们不愿举报错误行为，而这往往酿成丑闻。从美国的警察和军队系统，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花旗集团、摩根大通、世通公司，这些组织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暴力行为、性犯罪、造假），均由肇事者核心圈子之外的人曝光。

在笔者与波士顿学院的莉安·杨（Liane Young）和詹姆斯·邓甘（James Dungan）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忠诚观念对亚马逊众包任务平台Mechanical Turk用户的影响。研究一开始，我们请一组参与者写一篇关于忠诚的文章，请另一组参与者写关于公平的文章。之后，所有参与者都将观察到有人完成任务时偷工减料。结果，得到忠诚观念暗示的参与者比较不愿意上报出现的问题。此前曾有研究证实，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贿赂问题更普遍，我们的研究间接印证了这一结论。集体归属感和个体间的相互依赖，容易让人们宽容错误行为。这种心态会削弱责任感，让人们把错误归咎于集体而不是实际犯错的人。

简言之，对“自己人”的同理心可能损害一视同仁的公正心。



防止同理心泛滥

上述3个问题似乎非常棘手，但管理者可通过以下做法，减少它们给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

分解任务。管理者可要求员工专注于某一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而无需照顾到所有人。有些员工可以优先负责客户，有些人则优先照顾同事需求。这相当于为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需求建立任务小组，使得每个人能更轻松地完成建立关系和收集观点的工作。在本团队和本组织内较平均地分配“照顾需求”的任务，整体效果将更好。一个人的同理心是有限的，但一个团队发挥同理心的空间和自由度都更大。

减少牺牲。心态决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同理心带来的压力。例如，如果我们预设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本质上相冲突，我们会尤其苦恼于零和困境。谈判各方固守自己立场止步不前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抗心态不仅阻碍相互理解和沟通，还会让我们觉得如果不能完全如己所愿就是失败。要想避免谈崩，我们必须找到照顾各方利益的整体解决方案。

一位管理者与一名优秀的应聘者进行薪酬谈判，如果双方咬住自己的出价不放，谈判将陷入僵局。但假如应聘者更关心职业稳定，而管理者正好在努力降低离职率，双方就能找到共同利益。就薪水问题让步，这对管理者的同理心要求过高；但既然留住新员工符合他的利益，他可以欣然保证对方职业稳定。

每个人的同理心都是有限的，但可高效加以利用。减少成见，多问问题，你就可能找到共赢解决方案。

给予喘息。作为一名研究管理和组织的教授，每当听到学生将领导力、团队和沟通这类问题归为“软技能”时，笔者其实都会局促不安。理解和应对他人的需求、利益和欲望，这或许是最困难的工作，但需要最“硬”的技能。有人说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但要想真正读懂他人的心思，并待之以同情而非冷漠，你需要付出艰苦的心智努力。

我们都知道，从事技术、分析工作和重复性工作（如数据输入）的人都需要定期休息。同理心也如此。管理者应设法给员工提供喘息空间。谷歌“20%自由时间”这类政策虽然给予员工更多主导权，但受益的最终是公司，还会加大工作量。管理者应更进一步，鼓励员工花更多时间考虑自己的利益。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专注于自身事务一段时间后，人们更能感受到对他人的同理心。这看似不太合逻辑，但实际上获得充分休息后，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他人的需求。

如何让员工暂时不必考虑和关心他人，获得喘息空间？有些公司购置Orrb休息舱等设备，让员工暂时“与世隔绝”，充分地放松、冥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恢复精力。迈凯伦车队即用这种方法训练F1车手集中注意力。电子零部件经销商Van Meter采取更简单的做法，如关闭休假员工的电子邮件账户，让他们免受打扰并关照自己。

虽然有多种局限性，但同理心在工作中必不可少。因此管理者必须保证员工明智地使用同理心。

尼古拉斯·艾普利在《心智》（Mindwise）一书中建议，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他人，最好直接和他们交谈，而非想象他们的感受。最近一项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在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评估盲人独立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在回答之前，一部分参与者被要求蒙上眼睛完成困难的动作，结果这些人对盲人能力的评估低得多。这是因为，之前的任务引导他们自问，“如果我失明了会怎样”（答案自然是“太难了！”），而非“盲人的感觉是怎样的”。这项研究可能也说明为什么福特公司的“模拟怀孕”举措虽然初衷良好，但可能误入歧途。佩戴怀孕模拟装置的工程师可能高估或误解怀孕女性驾驶时的困难。

面对面沟通，问问别人感觉怎么样、想要什么或有什么想法——这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却更能让你有效地理解他人；这样做，员工和组织能够真正收集信息，不必再无休止地揣测，从而大大减轻精神和心理负担。这才是理解他人并展现同理心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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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韦茨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管理与组织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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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泛滥？

	Collaborative Overload

	罗布·克罗斯（Rob Cross） 雷布·雷贝利（Reb Rebele）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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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作的确可以解决很多今天最迫切的商业挑战。但有时会过犹不及。领导者必须对适当的协作类工作予以认可和鼓励，并高效分配此类工作，否则团队和顶尖人才会出现承担负担过重、缺乏支持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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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现状

		过去20年间，管理者和雇员花在协作上的时间激增。很多公司雇员花在会议和应付同事要求上的时间超过了80%。

		

		问题

		尽管很多证据表明了协作的益处，但其代价却很少为人所知。对协作的要求太旺盛或者协作在组织内分布不均，会导致工作遭遇瓶颈，员工筋疲力尽。

		

		解决方案

		领导者必须学会把握供需关系，减少或重新分配每个员工的工作量，激励员工更有效地协作，以此更合理地管理协作。

		



在现代化的企业环境中，协作无处不在。随着企业运营日益全球化，公司内跨职能合作开始增多，孤岛逐渐分解，彼此间的合作和联系加强。团队协作似乎已经成为机构成功的关键所在。根据我们20年来搜集的数据，管理者和雇员在合作性事务上花的时间激增了50%以上。

这些进步当然值得肯定。但因此骤增的资源消耗也提醒我们，是时候停下来想想了。举例而言，在你的公司里大家每周花在开会、打电话和回复邮件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很多公司里，这些事项占去了大约80%左右的时间，员工独立完成重要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由于不断接到各种要求：集体讨论、共享资源、出席会议等，致使员工的工作表现受到影响。之后他们不得不将任务带回家中。压力不断累积，很快会带来员工过劳和离职的风险。

我们针对300多家机构进行了调研，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公司对协作性工作的分配极不平衡。在多数案例中，20%-35%的增值协作仅来自3%-5%的员工。一些雇员逐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完成本职工作又乐于助人，因此被吸纳到重要的项目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种心态有利于他们提高业绩并赢得声誉。近期，爱荷华州大学的李宁（音译）所做的研究表明，“多做一点的员工”——也就是那些所做贡献超出本职工作的员工，对团队绩效的推动作用超过了其他所有员工之和。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教授马克·博利诺（Mark Bolino）将这种现象称为“公民行为的升级”（escalating citizenship），但是这些只会让顶级协作者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我们发现，最初的良性循环很快会产生负面影响。乐于助人的员工很快会成为组织的瓶颈：如果没有了他们，工作就难以推进。更糟的是，他们自身也因过多的协作性工作而感到劳累，效率低下。但是他们帮助他人的那部分工作量和工作类型常常无人在意，因为这类工作通常来自其他部门、不同的办公室甚至其他公司。当我们采用网络分析法找出组织中最强的协作者时，领导者至少会对名单上一半的人感到意外。我们一味追求协作带来的好处，无意间让协作成了开放市场，却没有察觉到要付出的代价。那么，领导者应该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协作需求呢？



宝贵的个人资源

首先，个体可以付诸他人、创造价值的“协作资源”分为3类：信息资源、社交资源和个人资源，区分这3类资源至关重要。信息资源包括知识和技能，指可以记录传承的专业知识；社交资源指某人知道或者能够接触到某个社交网络，或者在其中有一定地位，而这个网络有利于同事们的合作；个人资源则是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这3类资源的可利用率不尽相同。信息资源和社交资源可以通过一次性交换完成分享，不会耗费协作者的精力。也就是说，我向你提供了知识或社交网络资源，我可以继续拥有并使用这些资源。但是，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等个人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断要求某人给项目提意见、参与决议等，这个人自己的时间就会减少。

不幸的是，在协作中使用他人的个人资源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们在提出请求时，不针对具体的信息或社交资源，也不搜索既有的资源库，比如存档的报告或知识库，而是要求你亲自帮助他们，尽管也许并无必要。一个可能不到5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最终演变为历时30分钟的会面，消耗了双方的个人资源。

我们曾为一家热门专业服务机构绘制其核心员工面临的请求情况。排名第一的协作者韦尔内尔收到了95个来自他人的请求，但其中只有18%的请求人表示需要与他本人会面才能达成业务目标，剩下的只需要他提供信息资源和社交资源。排名第二的雇员是莎伦，有89人找她帮忙，但她的情况更加危险，因为有40%的人希望能够占用她更多时间。相比之下，莎伦的个人资源被剥夺得更严重。

研究发现，当要求亲自会面的请求者超过25%，接受请求者个人和团队的表现就会受影响，这也是员工主动离职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受欢迎的协作者感到不堪其扰时，也许会意识到好人难做。

图表《擅于合作？身心俱疲？》反映了这一问题。图表数据来自20家样本机构中业务部门的直线管理者。表格中上部和右侧的人是公司中的最佳信息来源，也是收到协作请求最多的人。他们的参与度和职业满意度得分最低，得分由圆圈大小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状况导致他们最终离开了公司（同时带走了有价值的信息和网络资源），或者继续留在公司，但逐渐开始疏远同事。

领导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重新分配并优化协作责任；奖励高效的协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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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工作

企业在尝试提高组织协作效率之前，应当清晰掌握当前的供需情况。公司可以利用雇员问卷调查、电子沟通记录，以及360反馈和客户关系管理项目等内部系统，对请求数量、类型、来源和去向加以了解，以上渠道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此外还可以借助一些深度网络分析工具。例如Do.com，它可以监测我们的日程表，统计每位雇员和管理者在会议上花的时间和独立工作时间，每天、每周提交相关报告，目的是找出最有可能面临超负荷协作的人。之后，企业可以采取3种手段进行调整：

鼓励员工改变行为。对于协作任务超负荷的员工，教他们学会过滤和合理安排来自他人的请求；允许他们拒绝（或将分配给他人的时间减半）请求；如果某些问题并非只有他们才能解决，尽量将这些问题转给他人。团队协作软件Basecamp的最新版本中设有“小憩按钮”，为的就是帮助员工设立更明确的界限，过滤外来信息流。此外还可以建议这部分人，最好选择对自身有激励作用的增值活动投入个人资源，而非那些纯粹消耗精力的活动。在一项针对某500强科技公司的雇员研究中，我们发现，60%的人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回应临时协作请求，40%的人想花更多时间在培训、辅导和教练上。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他们的压力感降低，参与度增强。

从请求来源上来看，寻求帮助的人也需要改变行为方式。改变发送邮件或开会的时间和方式，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Dropbox的管理者取消了两周内所有重复性的会议，迫使全体员工重新评估这些会议的必要性。两周后，大家都对自己的日程安排更加警觉，确保每次会议言之有物。斯坦福大学的丽贝卡·海因兹（Rebecca Hinds）和鲍勃·萨顿（Bob Sutton）发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尽管该公司总部雇员数已是原来的三倍，但会议耗时更短，更加富有成效。

此外，在一些企业文化相对谨慎的公司，可以鼓励大家独立做决定，不必不断询问领导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这样可以极大减少因评估和审核申请浪费的时间。

技术和物理空间让信息资源和社交资源变得更容易获取，更方便传播。企业可以利用一些工具，比如Slack和Salesforce.com的Chatter功能，对不同的工作话题进行开放式讨论。还有Syndio和刚被微软收购的Volometrix提供的软件，这些工具能够分析社交网络，帮助个人就协作行为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此外，还可以重新设计办公桌和办公布局。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斯泰恩·格勒达尔（Stine Grodal）所做的一项研究，记录了会议和邮件对发展和维护高效互助关系的危害。如果有可能的话，管理层应当让高度独立的雇员同地办公，进行简要即时的面对面协作，这会让资源交换更高效。

调整组织结构。企业能否将决策权移交给更适合的人？也许我们认为，后勤人员和职位较低的管理者肯定有权批准小额开销、差旅及部分人事活动，但实际上很多组织并没有这么做。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为协作需求制造一个缓冲空间。许多医院现在都会为每个部门或楼层指派一名护士管理员，他无需照顾病人，因此能够及时回应各种需求。本文作者之一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和大卫·霍夫曼（David Hofmann）以及雷志科（音译）所做的研究表明，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护士更快地找到合适的医生，减少工作中的瓶颈。其他类型的机构也能得益于指派“万能选手”——这些人可以帮助最忙碌的协作者减轻负担。另一种方法是在减少个人工作量的同时，让团队成员轮番担任这一角色，释放个人资源。



[image: ]



奖励高效协作

公司内排名靠前的协作人员和高绩效人员通常有50%是重合的。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许多协作者之所以绩效不佳是因为忙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管理者应该重新分配工作的原因。但我们也发现，约有20%的“明星员工”不帮助任何人。他们绩效出色（并因此获得荣誉），但却不会为其他同事带来成功。曾任高盛集团和通用电气首席学习官的斯蒂夫·克尔（Steve Kerr）曾写道，领导者期待A（协作），却奖励B（个人成就），这是不可取的；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发现并奖励那些两者皆优的人。

以职业篮球、曲棍球和足球队为例。他们不只衡量得分，也会追踪助攻情况。企业也应效仿这种方式，使用网络分析、雇员认可项目及增值绩效指标等工具。我们用这些工具帮助一家生命科学企业，在数十亿美元的并购中评估其公司员工。因为合同涉及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设备，重新安置员工，管理层担心人才的流失。一家著名的咨询公司曾向领导者推荐过留任奖金。但这一方法没有考虑到那些在公司内具有影响力却未获得相应头衔的人，而网络分析可以帮助企业找到这些员工，更公平地分配奖金。

在给予员工正面评价，升职加薪之前，应该在企业内更有效地分享信息资源、社交资源和个人资源。一家投资银行雇员的年终评价包括了来自同事的反馈。只有那些同事眼中的优秀协作者（能够交叉销售，为业务提供独特客户价值）才有资格获得最好的升职加薪机会及留才计划。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制造商康宁公司（Corning）采用了类似的指标，决定哪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会成为冠名研究员——这份荣誉是终身合同和实验室的保证。其中一项标准是，成为某项至少带来1亿美元收益的专利的第一作者；另一项是担任同事专利的辅助作者。对于这些擅长平衡个人成就和帮助他人的员工，康宁公司认可其地位和权力。（亚当·格兰特曾为该公司做过咨询。）

协作的确可以解决很多今天最迫切的商业挑战。但有时会过犹不及。领导者必须对适当的协作类工作予以认可和鼓励，并高效地分配此类工作，否则团队和顶尖人才会出现负担过重、缺乏支持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组织现在有必要雇用一位首席协作官。通过安排一位高管专门负责协作，领导可以表明自己重视团队的科学管理，并致力于为此提供必要资源。这样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部分相加小于整体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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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布·克罗斯是弗吉尼亚大学麦金泰尔商学院管理系教授，《社交网的隐藏力量》（The Hidden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作者之一。

	雷布·雷贝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人力分析计划的研究人员。

	亚当·格兰特是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和心理学教授。著有《索取与付出》（Give and Take）和《Orig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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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员工
畅所欲言

	Can Your Employees Really Speak Freely?

	詹姆斯·迪特（James R. Detert）

	伊森·布瑞斯（Ethan R. Burris）|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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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员工由于太过担心他们的人际关系或物质财富，不愿对掌权者说出实情，除非你清除掉言路上的种种绊脚石。匿名汇报系统和对建议提出的模糊邀请都不会奏效。只有按步骤采取行动，让各个级别员工畅所欲言的安全和价值都得到保障，才会带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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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领导者力图让员工更愿意分享观点和交流问题，却往往适得其反。因为他们没有排除两大障碍：惧怕畅所欲言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感觉说了也无用。

		

		得失

		员工如能畅所欲言，员工保留率和财务业绩均会提高。员工保持沉默，错误和决策失误持续增多，而明智的建议则难有出头之日。

		

		破解

		打造畅所欲言氛围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经常向员工征集反馈意见，让表达建议变得不再令人生畏。清晰具体地阐明你想听到的内容是什么，弱化权力信号，构建后续正式流程。

		



许多重要信息，你的员工很有可能对你有所保留，比如某个偏离轨道的项目，或某位表现糟糕的经理。另一种可能是，员工目前交流想法的方式，对公司提高销量或改进运营没有好处。作为管理者，无论你个人多么开诚布公，我们的调查显示，在工作中很多员工宁可保持沉默，也不愿质疑工作方案或提出新观点。

和大多数领导者一样，即便你以为自己奉行广开言路的政策，上述现象依然存在。从我们多年来对员工发言权的研究和向组织提供的咨询来看，从未有哪个领导说：“我是个闭目塞听的人。”请试想：员工多久会来你的地盘见你，对你和盘托出真相，仅仅因为你鼓励他们这么做。现实是，他们担忧你会觉得他们的评论是在针对你个人，或是让他们显得无所不知、妄自尊大，尽管有时这种担忧纯属杞人忧天。

领导者利用各种工具鼓励员工畅所欲言，比如办公室“氛围”调查和全体员工反馈环节。很多此类努力都致力于改进上下级间的沟通，尽管初衷甚佳，却无法奏效。关键原因有二：1.惧怕后果（尴尬、被孤立、绩效考评低分、无法晋升甚至遭解雇）2.无用之感（说了也无法改变，何必麻烦？）。在下文中我们将检视:领导者为鼓励坦率发言，采取不当举动，非但没有化解这两个关键问题，有时还加剧了问题。随后我们将探讨更有效的广开言路办法。

我们在多项调查中发现，当员工能够自由表达意见时，会提高组织的员工保留率和组织绩效。例如在几家金融服务公司中，员工更能畅所欲言的业务部门的财务和运营表现，远高出其他部门。某全国连锁餐厅的经理成功说服高层管理者，带来的改善让员工流动率减少了32％，每年节约下160万美元。

因此，找出让员工广开言路的正确方式大有裨益，不仅能让满怀热情为公司效劳的个人受益，也会让他们所在的组织受益。



惧怕因素

惧怕的始作俑者并非暴君式的老板，也不是很久之前那次人心惶惶的重组或收购。一旦人们不敢讲出真话，就会不断为自己的沉默辩解，比如寻找此类理由：“我们的文化向来如此——不要和老板唱反调。”

领导者往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采取下列行动，使惧怕因素进一步恶化。

依靠匿名反馈。保证匿名是鼓励讲实话的常见方式。意见箱、检举热线、监察专员、360度测评和满意度调查也都为此目的而设。这些做法的逻辑是：如果没人知道是谁说了些什么，就不会产生后果，因此人们会开诚布公。

这种逻辑有3个错误。

其一，让员工匿名实际上增加了畅所欲言的风险，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匿名的潜台词是：“在本组织中公开发表个人观点并不安全。因此我们创建了其他渠道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

其二，匿名能够引发“政治迫害”。我们研究的一家《财富》500强企业就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当员工通过热线、意见箱等渠道提供负面反馈时，有的老板会下令查清“谁说了这个？！”其他组织中的员工也有过类似经历。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常在图书馆或咖啡店使用公共电脑完成网上员工调查，因为他们担忧自己的IP地址会被记录下来。某男士表示，他甚至不会向监察员反映问题。当被问及原因时他反问道：“你也不看看，谁在付监察员工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保护提出问题者身份的同时，也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困难。在某项调查中反映领导残暴、不称职、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没有任何好处，除非人力或监察员能评估该问题的严重程度，探寻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这意味着需要进行访谈，收集证据和其他数据——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和谴责管理者的那位员工交流。如果该投诉关乎某一具体事件，到底是谁在投诉，管理者通常会一目了然。

发出让员工自告奋勇的模糊邀请。广开言路的策略和态度过于消极，员工依旧须主动接近你进行对话，这还是令人生畏。

例如，在某《财富》500强保险公司的美国呼叫中心，一线员工的经理十分尽责，当员工提出问题时，他不仅表示关心还积极采取行动。尽管如此，呼叫中心员工几乎从不向他提交通话脚本问题，改善效率或交叉销售等书面问题或建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办公室位于另一楼层，想要见他需要走过4扇关闭的门，经过3位秘书。几百名由他管理的员工几乎从未见过他，因此对他并不了解，也不愿接近他。

你可能会想“我的员工会向我汇报啊。”的确如此，但有些事他们不会告诉你，比如那些令人缺乏安全感的事。如果你对某一方案深表赞同，他们可能因为怕冒犯到你个人，而不敢对其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

我们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几百名管理者和职场人士证明了此点。在调查中，一组随机选择的受试者假设在一个多任务团队中开发新产品。他们得知该项目遇到了重大技术问题，他们必须提出终止该项目的建议，以防其酿成大祸。第二组受试者被告知同样信息，还多了一条：他们的老板已经对该项目投入了大量时间。我们发现，第二组的受试者明显更不愿意提出这样的建议。正如某受试者所言，开诚布公可能会挫伤或激怒老板。“老话说‘不斩信使’”，他补充道，“但通常被杀的正是信使”。

发出你是老大的信号。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可能你释放出某些微妙的信号彰显出了你的权力（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将之称为“氛围促进因素”）。这些信号会致使员工缄默不语。

当某位员工鼓起勇气走进你的办公室，你是否靠在椅子上，将双臂抱在了脑后？你可能觉得这么做能制造轻松气氛，但其实你在宣示自己的统治地位。（该姿势让你看起来个头更大，动物和人类经常用这种姿势来吓走其他同类。）你是否坐在一张大橡木桌后面，坐在根据人体工程学精心设计的椅子上，而你的员工则坐在另一张更小，更便宜，而且没那么舒适的椅子上？尽管你具有良好的初衷（快请进！），但却发出了让他在你周围小心行事的信息。

我们在很多组织中都见识过这种微妙权力信号产生的效果。一所德克萨斯州大医院的COO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急诊室某内科名医的故事。多年来该医生具有良好的行医安全纪录，医术精湛，在同事中有口皆碑。但他的患者满意度得分却常常很低。尽管他的诊断精准，疗效显著，但患者和他在一起时总觉得不舒服。当他的护士指出，满意度低致使患者不愿分享诊断病情的重要信息时，他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在COO的督促下，该医生做了一个很小的改变：查房时，他不再向以前那样从病床上方俯瞰患者，而是坐在椅子上面对面与他们交流。尽管他的对话依旧简短，对患者的态度也无可圈可点之处，但坐下来足以产生巨变。这个举动似乎表达出他更愿意为患者花时间，并且关心他们，哪怕其他的行为几乎原封未动。到了下个月，他的患者满意度飙升。



无用因素

在我们研究的很多组织中，不愿分享想法和问题的最大原因并非恐惧，而是认为管理者不会就意见采取任何行动。在某《财富》100强高科技公司中，当被问及为何保持沉默时，员工提到发言无用原因的频率是恐惧原因的两倍。

这种“何必做无用功”态度的源头及其持续存在的原因都在于领导者行为。

没有以身作则。如领导者自身没有开诚布公，员工也会有所感知。我们有位研究者在某大科技企业某高管工作组担任外部研究员时，注意到了这点。该工作组的任务是了解员工缄默不言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们在公司各层级进行了200余次访谈。但到了向CEO和各事业部总裁汇报结果时，工作组成员并未提及他们经常听到高管层行为对广开言路造成阻碍。

不出所料，高层团队批准了一系列不疼不痒的建议，就此收场。可以想见参与调查的200余员工（以及确立工作组的基础——那几千名参与填写问卷调查员工）的心情。甚至连对“开诚布公”本身发表诚恳意见，都被证明收效甚微。正如不止一名员工所预料：不能指望高管层会谈论房间里的大象 （显而易见又没人承认的事实，这里指管理者的负面行为）。那组织中其他人怎会认为，值得在提出意见上花费时间？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愿将下级的意见原原本本告知你的上级，那么你的员工也不会愿意为此浪费时间。如果你的员工看到你在会议上保持沉默，同时他们清楚知道，你脑子里已有很多可以提出的想法和意见，他们很可能也会保持沉默。在正式的层级观念中，你应该为自己的下属代言，并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无法做到这点是一个很大的“去激励因素”（相对激励因素而言，指那些抑制或减弱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因素——译者注）。

没有明确你想听到的内容。领导者对支持他们自己计划的建议反应最为积极。实际上这并不是坏事——他们须专注于优先事项，保证效率。但他们也很难承认自己对某些建议不感兴趣，这就会导致“虚假参与（pseudoparticipation）”——装出在听的样子，实际上左耳进右耳出。此外他们还会发出模糊信号，让员工进行反馈——例如，在调查中选出“一个最好的主意”，或邀请员工随口说出他们在会议上的即时想法。

你如此这般广撒网，那么获得的成果可能并不契合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在服务与医疗行业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当被问及需要改善的方面时，一线员工关注的重点是客户满意度，而他们的上级则在寻找提高销量和减少（呼叫中心的）交易时长的方法，或是提高效率和规避（医院的）法律责任的方法。如果你没有说明需要的具体建议，可能最终会放弃多数的献言献策——你发出的信号是，员工们贡献的意见没有用。毫无疑问，他们会产生挫败感。

当领导者承担新角色或加入新组织时，为了“体察民情”，他们通常进行调查或对员工个人进行访谈，从员工那里了解情况和发现问题。如果你有时间综合汇总所有信息并采取行动，那就颇有意义。但如果你没有时间进行此类后续工作，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假设你是一位新经理，受命来到新地区扩展业务。如果在你已经有了既定方针的情况下，还要召开一系列开放会议，让员工告知你他们对你的期望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不会改变你的大方向，这纯属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在我们的咨询工作中，有些高等教育、金融服务、零售和其他行业的领导者投入数万甚至上百万美元收集建议，却不肯派一兵一卒解读这些数据，更不必说设计系统性的评估流程了。有时，我们根据创造性、可行性和表面总体价值，解读和分析这些建议，却发现高层领导者并未打算让员工负责执行建议的改善方法。或者公司的领导者仅仅表态说，他们捉襟见肘，无力投资任何新项目。

投入资源收集想法，却在财务或其他方面无法作出承诺，员工想法不能付诸实施，只会令人感觉员工意见无法促成任何改变。



创造更开诚布公的文化

尽管领导者们很难让员工开口，但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撷取如下最佳实践：

让反馈变得频繁且轻松。如果你经常征求意见而且进行面对面谈话，分享建议就不那么令人生畏，而会更加自然。和员工定期会面，即使无事可议也不要取消会议。事实上，你还可以偶尔宣布，议程上最重要的事是员工反馈。提前告诉员工会议的对话内容（比如是头脑风暴还是进行规划），然后解释你想讨论的问题类别和可能性。如此一来，可以让员工对公平制度产生感性认识。你也应该向员工保证，无须保证他们的建议百分百完美，即使他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不必为此感到难堪，也不会被刁难。当有人自告奋勇率先发言时，尤其当他们提出了挑战现有做法的意见时，可以当众对他们表示感谢，表明你多么看重他们的建议。然后，你一定要确保他们提到的至少一个建议得到采纳，或一个问题得到解决。让所有人知道，提出问题者会得到嘉奖。

保持透明。透明的反馈流程能够减少焦虑和促进参与。某中型医疗服务企业的质检副总裁拟定了为期6周的计划，收集和实施员工改善3大方面提出的建议。她明确了该过程的3阶段：2周时间通过网上平台收集建议；2周时间让工作组评估建议的影响和可行性；2周时间确定应优先实施哪些建议，制定时间表并向公司其他员工宣布相关计划。向员工阐明方针并坦然承诺，令他们感觉献言献策并不可怕，还能产生功效。

走近员工。如果你真想知道员工的想法，不妨直接问他们。否则员工只会在事情糟糕到难以应付的时候，才会来找你。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为与你目前的优先事项冲突，就将某些好建议拒之门外。一位医疗产品制造企业的副总裁告诉我们，他有一次省下100万美元的机缘。在巡视工厂时，他突然改变计划，避开了安排好的“精彩表演”，而是一个人直接走到车间里，与一线员工交谈。其中一人提到泡沫包装设计中有些瑕疵，该副总很快记录下来，于是解决了该问题。

在不经意间收集反馈会比刻意说明要收集反馈有效得多。在对金融机构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与表示出开放态度相比，主动接近下属寻求建议能使员工献策的积极性提高两倍。

在寻求反馈时，去找那些有你不知道信息的员工。你的直接联系人可能和你的背景、观点和学识比较相近，因此一定要广撒网。我们往往期待新员工能了解公司的规矩然后默默适应。与之相反的是，新员工能告诉你其他组织如何运营，而且能以全新角度解读你所在企业的优势与劣势。

弱化权力信号。如果你真心想通过下级了解真相，在与员工互动时一定要放下身段。走动管理 （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之所以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员工具有了主场优势，你和员工在他们的地盘上对话，而非在你的地盘上。

当然，有些对话确实需要在你的办公室里进行，但你能够采取步骤让办公室里的来访者感到更加舒服。在办公室里多加一张小桌，将其四周摆上同样大小和品质的坐椅。当有人来访时，你们可以一起坐在小桌旁。桌子的形状也大有讲究。当桌子是椭圆形或长方形时，可以很容易预见谁更有权力。如果是圆形的桌子，就没有“首尾”可言。你的服装也很重要，当你与创意团队开会时，还需要系领带吗？你希望员工感受到，你是他们其中一员。

在担任波士顿大学奎斯特罗姆商学院院长前，肯·弗里曼(Ken Freeman) 当了几十年成功的企业高管，弗里曼深谙权力信号之道。当弗里曼刚就任院长时，他的办公室位于高层，比他以前任何办公室面积都大、都奢华，而且入口很少，几乎没有人来拜访弗里曼。因此，他搬到了一间外墙是透明玻璃的小办公室，和教室位于同一层，旁边还有一家客流量极大的咖啡店。然后他又颇费心思地释放出另一个信号，来表明他是谁以及他在意什么：他办公室里陈列的最醒目奖状都与道德有关，此外还有他的学历证书。

避免发出混杂信息。在某研发机构中，管理者百思不解的一点是，他们聘用来的研究精英业绩平平。虽然该公司声称只聘用最优秀的人才，但却让他们感觉无处施展才华。当研究者向高管汇报时，他们常常受打击，他们的建议也被否决。挑战该公司的现状令人感到不安。哪怕是非正式的“蓝天会议”也受到打压：员工会被提示使用公司标准的PPT模板，并遵守每张PPT字数限制的规定，更加剧了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感受。

以身作则。多数员工能够理解，你不具备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所有资源或决定权。为决定是否值得将某事告诉你，他们会估算有多少可能你在上级面前会为他们代言。为研究他们如何估算，我们询问了1万多名餐厅员工，在何种程度上值班经理会把他们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告知总经理。那些经常为员工代言的经理大大缓解了员工无能为力的感受。此外，与不愿代言经理手下的员工相比，他们与经理分享意见和建议的频率要高10％。

当员工看到你支持他们时会深受鼓舞。在我们走访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情况正是如此。该公司某团队接手了一个项目，但团队成员很快发现，该项目十分危险，继续发展或将触犯法律。一名员工用“勇敢”描述团队领导，并解释说，“他仗义敢言，勇于指出所涉及的问题。他敢于挑战现状——当时该项目已被高层通过，显然这些高层并未注意到关键细节。

如果你的下属能看到你直言不讳就太好了，很多情况下这似乎很难做到。因为当你在与你的老板交流时，下属往往不在场。但你能够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以及让他们参与到后续步骤中来。例如，与其让下属怀疑你没有积极为他们的项目争取，不如告诉他们高层领导对你的某些数据有疑问，因此不确定在有很多其他选项的情况下，是否该项目应优先进行。然后，你就可以带着下属一起去见高层，告诉他们更多数据。这样做有几大优点：第一，让员工认为你愿意努力为他们代言，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领你的情。第二，这让他们对你和你上级面临的困难有了更宏观认识。第三，他们能够随时掌握事情进展，因此不会困惑和你谈完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接着说最后一条建议了。

有始有终。如果你不希望员工觉得他们的建议会被直接扔到垃圾箱中，一定要告知员工你下一步的动作，以及他们能预期的结果。在对多家公司超过3500名员工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老板做事虎头蛇尾会愈发让下属认为，直言进谏没有用处。但如果管理者处理建议的纪录良好，他们的下属进言频率会增加19％（我们已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管理者被认为心态开放、有兴趣而且愿意改变）。

哪怕是最用心的领导者，在后续追访时也容易跌跟头，因为他们正在忙于救火。因此不妨考虑采取具有正式后续步骤的流程，比如迈克· 比尔（Mike Beer）及其同事在 “真点（Truepoint）” 咨询公司发明的“战略健康流程”。这项流程让管理者采纳来自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该小组负责收集员工评价以及从中突出重点内容，然后管理者会告知行动小组他们将如何回应这些评价。小组成员负责就管理者的回应与员工交流，并促进实施变革。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严格按照公开时间表收集、评估和实施建议。

从员工那里获得你期望且需要的建议往往颇具挑战性。大多数员工由于太过担心他们的人际关系或物质财富，不愿对掌权者说出实情，除非你清除掉言路上的种种绊脚石。匿名汇报系统和对建议提出的模糊邀请都不奏效。按步骤采取行动，让各个级别员工畅所欲言的安全和价值都得到保障，才会带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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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迪特（James R. Detert）是康奈尔大学塞缪尔·柯蒂斯·约翰逊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

	伊森·布瑞斯（Ethan R. Burris）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库姆斯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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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海底捞董事长

	张勇：情感很重要，

	但机制才是核心

	刘铮筝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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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谈到中国公司情感文化管理中的佼佼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火锅连锁店“海底捞”。20年来，海底捞从四川简阳一家小火锅店开始，成长为在中国大陆39个城市拥有138家直营餐厅的龙头餐饮品牌，并入选哈佛商学院案例。目前，海底捞还在向海外扩张。很多研究者将其成功归因为情感文化，包括对顾客无微不至的贴身服务以及对员工的真情关怀。

情感文化到底在海底捞管理中扮演何种角色？其中又存在哪些问题？海底捞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种成功能否复制？带着这些问题，《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于2015年12月采访了海底捞董事长张勇，他以自己特有的语言回答了上述问题。

在张勇看来，情感文化固然重要，但一家企业要想做大做强，管理者的主要精力还应聚焦于不断优化合理的流程和制度。除了坚守善念，张勇的高度自省性和时刻具有的危机感，可能也是海底捞长盛不衰的真正秘诀。



互相关心是人的基本需求

HBR中文版：海底捞的服务以热情真挚著称，因此吸引了很多粉丝， 怎样让员工保持如此积极的情绪投入工作？

张勇：真挚这个说法我不是很有信心，但就我们谈管理中的情感纽带而言，我觉得要看社会稀缺什么，如果能在稀缺的方面多做一点，回报可能更高。中国社会中亲朋、老乡这种情感纽带特别强，但中国公司跟员工之间的情感，似乎比西方社会弱一点。

我们餐饮业的员工基本上属于社会底层，选择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存。其实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同事之间彼此关心，但如果他们在其他地方受到过很冷漠的待遇， 就会觉得这里还不错。我不想把情感过度包装起来，很多人把野心和个人的欲望包装成了事业心或责任感，这是我不愿做的事情。



HBR中文版：所以当用一种正常方式接触基层员工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状态？

张勇：对，我坚决反对把伪善当成真正的善良去张扬，要把真实的东西剥开，这样对大家都有利。我们只是觉得，人与人之间起码要有基本的善良和简单的公平。

这和我们员工的群体有关系，他们相对弱势，当得到这种关爱的时候就会去相信。像女孩总把自己喜欢的男孩想象得非常完美，结完婚后才发现没有那么完美。但员工这种想象让我们尝到甜头，鼓励我们做得更好，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HBR中文版：现在海底捞规模大了以后，你会觉得情感的因素减少了一些吗？

张勇：这个永远不会，人的基本需求就是要互相关心。比如以前我们公司送一些人去念商学院，有很多老板都说不能送，送了就跑了。但我觉得他们把账算错了，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认为你培养了他。我不这样算，你送他去读商学院是因为企业的发展需要培训，为什么这么多人你就选了他？其实是因为他的付出比其他员工多，他已经付出过了，所以才拿到这个培训的机会。即使有一天他要走，也一定不欠老板的。所以，我说我还得送，事实证明也没人走。



最重要的还是流程和机制

HBR中文版：但企业跟慈善机构不一样，要讲效率和结果。除了与人为善以外， 海底捞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独到之处？

张勇：当员工达到几万人，就一定要靠流程，其实大多数高管都在制定一些很愚蠢的流程和规定，扼杀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现象海底捞也有，每个公司都会有。如果你和同类企业或竞争对手相比，愚蠢的流程和规定略微少一点，就能脱颖而出。我们最强的地方其实是供应链。如果去看看我们的中央厨房和配送中心，你就会震撼，我不敢说全世界最好，但绝对全世界一流。



HBR中文版：除了工资，海底捞对员工还有什么其他的激励？

张勇：我们以前激励比较多，比如评劳模等，但现在正砍掉一些。因为规模小的时候可以对工作时间长，文化素质低的员工多照顾一些。但规模大了，还是要鼓励多劳多得，能者上，让一部分人改变命运，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改变命运。

至于团建等员工活动，我们并没有刻意规定。虽然我非常追求流程和制度，但有些东西不必固执坚持。以前每年我们出钱在三亚租房买车，让员工一批一批去度假，但过去两年都取消了，因为都玩遍了，员工不太喜欢了。这种亲情化的东西不能够变成流程，比如我们给店长每月固定经费用来关心生病员工，怎么花都没问题，底线就是店长不能把钱揣到自己兜里。如果变成规定，员工生病的时候，领导一定要给他送粥，那就很滑稽了。

HBR中文版：但很多企业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做到。

张勇：对。像年轻员工夫妻二人不能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就不是幸福。我鼓励夫妻俩一起在海底捞打工，很多人觉得不好管理，那我们安排在一个城市行不行？非要把夫妻拆开，就是利用权力作恶。我们给员工包吃包住，连牙膏都包，还给员工提供子女教育补贴，夫妻两个人在海底捞工作，一年存个十几万没问题。未来海底捞的改革，就是要让服务员可以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生存下来，这才是职业，也是我的梦想。



“海底捞不值得学”

HBR中文版：大家都说海底捞你学不会，如果没有情感文化支撑，那流程是不是很容易学？海底捞究竟学不会的东西是什么？

张勇：海底捞不是学不会，而是不值得学，我们一年销售额也不大，对社会贡献也不多，学它干嘛？

但是为什么连这个都学不会，我觉得是管理者掩耳盗铃，你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故意不看，当然学不会。我们要冷静看待一些东西，不能因为大家都说好，就把好的一面夸大。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人闭着眼睛，你说：把眼睛睁开吧，他就不睁开。



HBR中文版：如果有同事跟你公开提反对的意见，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张勇：第一反应还是愤怒，我没有跳出人的本能。其实我对具体的业务不太管。一个企业方向是很好定的，比如战略，要开遍全中国，或者要开到美国，这个决定很容易做。但像店怎么开之类的细节问题，我不直接介入，这样也可以避免矛盾的爆发。

实际上业务上每个店都自己管理自己，不用给我提建议，我直接给员工决定权。店长尽量扮演老板的角色，员工之间就会商量。因为如果店长不爱听下面员工的意见，他一定会输，这是有指标考核的。



HBR中文版：什么指标最重要？顾客是上帝，还是利润是上帝？

张勇：顾客满意度最重要，为了保证顾客满意度，员工就很重要，这是但是这两个指标KPI考核不出来，当考核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妥协，就会去找变通的办法。利润很容易用桌数等一些指标考核，但如果这样就可以做好高管，那谁都可以做。真正重要的是指标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前面两个指标你到底做得好不好。



HBR中文版：也就是说如果一味追求利润，追求某些数据指标，可能客户满意度会降低，员工更辛苦，并且得不到足够回报。

张勇：我的做法是这样，实际上利润也很重要，比如我们店长的基本工资1万块钱，提成是利润的2.8%，这就意味着他更多的收入是来自利润，但是日常考核当中就没有必要再考核这个东西了。



HBR中文版：海底捞碰到过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张勇：我觉得一个企业每天都在困境之中，没有危机感的企业家肯定干不长。以前以为有钱了就会很幸福，后来发现其实有了钱如果没有危机感，企业垮得更快。但危机感太多的时候，又会和幸福感相冲突，有时你需要平衡。



HBR中文版：在管理海底捞的过程中，你投入精力最多的地方在哪儿？

张勇：机制，永远都在研究机制。如果企业做不上去，不是不努力，一定是机制、流程、或者考核指标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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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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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

	锻造韧性公司

	
	李东生 | 口述　李剑 | 采访整理　李源 | 编辑

	

	

	

	[image: ]
	
		观点：复原力强的人拥有三个明显特征：冷静接受现实；困难时能找到前行的意义；有惊人的临时应变能力，擅长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过去34年，李东生显示出强大的复原力，TCL在其治下也变成一家韧性极强的公司。

	

	

市场是不断演进的，TCL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设立了长远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及积极适应变化。做实业是一件蛮有挑战的事情，很考验定力和耐力。多年来，很多企业从这个市场上消失和没落，很大程度上因为在遇到诱惑或困境时未能经受得住考验而失败。

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互联网变革，互联网改变了原有的规则，也创造出不少的机会。这些变革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与用户的关系。作为制造企业，以前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工作流程就完结了，但现在用户买了产品可能恰恰是新业务的开始。一家提供智能终端的公司在提供产品之后，必须要提供服务。有人也许会将新的市场趋势视为威胁，我们却认为建立这种互联网服务能力是一种机遇。如果不能适应行业变化，不能在每一轮产业成长的过程中提升能力，那么企业将很难长期存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战略经营单位，增加应用服务业务，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思考未来。



规划自己　注重修炼

我一直对技术很感兴趣，大学是无线电专业。1982年毕业后，我本来有两个十分稳定的政府单位可以去，但当年我觉得坐办公室并不适合自己。所以，我毛遂自荐加入了一家名为TTK的中港合资公司，成为一名技术员。TTK是TCL的前身，主要生产录音磁带。其实录音磁带在20年前就没有了，最终光盘逐步取代了磁带。但是，磁带这个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润，这是我们的第一捅金。

3年后，我们转向第二个产品——电话机。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并担任总经理。那时我比较懂技术，但不太懂企业管理。我在完成电话机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建设之后，由于与外商之间的合作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9个月后就主动辞职，离开了TCL。那是我第一次做总经理，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好在后来遇到一位好领导，他叫林树森，在惠州主管工业，随后几年他带着我招商引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机会跳出来看自己总有好处。那几年，我意识到自己在管理企业上存在不足，就选修了两门课程：涉外经济法律和工业会计。我觉得做企业一定要懂财务、懂金融，另外还要懂法律，特别是做合资企业、做国际业务，如果你没有法律知识，就很难做出相应的判断。到1989年，当我有机会重回TCL再做企业领导的时候，感觉就好了很多。

实际上，电话机产品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这个市场在不久之后就饱和了。接下来，我们又进入音响和彩电市场。1993年，我成为TCL电子集团的总经理。

在TCL早期的工作经历，让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要把握住机会，就需要去学习，建立新的模式，并且能够持续提升能力，不断适应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需要不断转型升级、不断创新，这才是支撑企业往前走的核心。

另一方面，我认识到做企业必须聚焦。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过一波房地产热，当时很多做实业的企业都转去做房地产了，因为做房地产赚钱快。但是我没有去，我觉得当时自己的资源有限，只有聚焦做一个事情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我们就把资源集中投入到新业务即彩电上。TCL从1992年开始做彩电，用了5年时间做到国内前5名。而那些转行做房地产的企业，后来十有八九都不在了。



惟精惟一　坚守实业

如果把追求盈利作为惟一的考虑因素，那么就不能保证每次选择是对的。企业的核心能力需要靠长期积累才能够建立起来，因此做企业必须专注，中国古人说的“惟精惟一”，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做彩电的开始几年发展得比较顺利，但是到1996年年初时，我们遭遇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此前我们只是在国内做销售，并没有自己的工厂，彩电生产都交由香港的合作伙伴在国内的工厂提供。天有不测风云，合作伙伴突然车祸去世，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和他的家属商量，想把公司股权买下来，本已谈得差不多了，但谁知竞争对手抢先一步把工厂买走。这相当于把我的粮道断了，那时几乎濒于绝境。

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深圳有个彩电工厂想要出售，这个工厂的老板陆氏是香港最早做实业的。我找到他说：“陆老板，咱们合作怎么样？”他说：“行啊，这个项目我卖给你。”不过，当时我手上只有1亿元，如果买了工厂就没钱发展了。我把实情告诉了陆老板，希望他能将工厂作价入股，我们投入资金然后一起做。刚开始他没有答应，后来在业界打听一番后感觉TCL值得信赖，终于还是同意了。这样，通过并购陆氏的工厂，TCL得以转危为机。1996年，中国彩电价格大涨，我们借力把市场份额大幅度提高，一举奠定TCL后续在行业发展的基础。同年年底，我开始担任TCL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此后20年间，消费电子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TCL和其他生产商都经历了这样的浪潮洗礼。由于我们很早意识到企业战略和品牌的重要性，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工业能力和营销渠道，所以TCL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持续蜕变与成长。

尽管TCL第一个10年的业务主要是机会牵引，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慢慢有了企业经营的战略意识和品牌意识。TCL是中国最早导入VI视觉识别系统的企业之一，当时花费30万元换回来几十本VI册子，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我认为企业要走得长远，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意味着全新的管理理念。

我们最初的销售体系是计划经济下的体系，产品要卖给各地的五金交电站和供销社，再由他们销售给终端用户。这种体系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国有企业就在这一轮经营中被拖垮了。TCL也损失不少，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在各地开分公司。从上海开始，TCL很快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到90年代后期，TCL做到中国彩电业的领先者之后，就开始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做中国电子产业当中的领先者，在全球电子产业当中争取一席之地。

这个观念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步形成的。那时我们看到了大趋势，中国经济必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大的逻辑。所以，我们一定要立足于全球产业市场布局，来打造自己的能力。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巩固好本土市场之余，努力寻找加快国际化的步伐。于是，就有了2004年的跨国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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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韧性　及时复原

2004年1月，我们收购汤姆逊彩电。3个月后，我们又与阿尔卡特公司在巴黎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两次跨国并购的初衷是为了打造TCL的国际化能力，但由于当时管理失控，再加上并购之后行业发生了极大的转型，造成了TCL历史上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当年汤姆逊是拥有彩电专利最多的公司，这点很有吸引力，但它的专利基本上集中在显像管。并购发生两三年后，全球彩电快速从显像管转向LCD。所以，我们并购后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建立国际化的管理能力。但中西文化冲突很大，要顺畅运转非常困难；二是需要TCL整个系统迅速改变，以适应整个产业、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变化。由于这两个事情同时发生，让我们顾此失彼。

至于手机并购，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太大。手机行业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很快降为零，外商大举入侵国内市场。当年和TCL同时拿到手机生产许可证的其他12家国内企业全部因此垮掉了，但我们的手机业务却活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跨国并购形成的海外市场，海外业务也就得以快速复原。现在，我们手机的销售收入85%都来自海外市场，利润则几乎全部来自海外市场。

尽管如此，跨国并购之后我们还是遭遇了两年亏损。我记得2005年底到2006年初，我们团队密集召开了6次会议，大家静下心来反思跨国并购哪些做对了，哪些没做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幸运的是，在我们面对那么大困难的时候，团队里面没有人选择离开，大家一起抗住了压力。

痛定思痛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必然选择，但是路径可以有很多种。我们既然选择了跨国并购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既然产品技术需要转型，那么我们就围绕转型重新建立能力。企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即便当期带来比较大的亏损，但要努力保证重组后公司业务保持健康。

想明白之后，我们就在内部坚决执行。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还组织团队延安行，给大家打气。同时，在企业的安排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困难时期必须主动收缩规模，必须把一些能够变现的业务和资产变现，增加现金。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企业不会因为亏损垮台，但会因为现金流断裂而垮台，因此我们就围绕现金流进行了积极的调整。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后，大家也就能同心协力重构企业能力。2007年，我们又开始恢复盈利。到2009年，我们的规模开始回升。最近5年我们的规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2014年的销售额增长到1010亿元。回顾起来，2004年跨国并购之初我们的销售额是280亿元，并购高峰的时候，销售额曾达到500亿元，低谷的时候是300亿元，现在我们达到1010亿元。所以，从长一点的时间轴来看，我觉得TCL的跨国并购在战略上是对的，也有成果，但代价比预期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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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变化　不断创新

过去5年，消费电子产业又迎来了巨变。互联网冲击到大多数企业，有的企业甚至在行业变革中逐渐衰落或消失了。但是，因为跨国并购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让我们这几年能够继续扩张。2010年TCL投资200多亿元建立华星光电，5年来陆续在新一代显示器领域投资660亿元。现在，华星光电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收益，但它并不是TCL转型和创新的终点。

TCL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国际化，最近两年我们还强调“双+”（产品+服务，智能+互联网）战略转型。我们希望成为全球化的智能产品制造及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集团。这是TCL新的企业定位。围绕互联网应用和服务，我们6-7年前就开始做一些尝试和布局，目前形成三大服务业务领域：第一个是互联网应用和服务事业本部，包括最早期支持智能电视的欢网、全球播家庭影院，以及我们一直在做的智能家居。另外针对商用和家庭，我们和思科合作成立基于视频通信技术平台的智慧云公司。第二个是销售及物流服务业务群，包括翰林汇和酷友科技（即O2O业务）等。第三个是互联网金融，TCL本来就有内部的服务金融部门，现在这个项目可以扩展到为关联方提供服务，未来我们希望能向用户提供服务。

互联网应用这部分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2014年已经产生了将近4亿元的净收入。2015年，我们预计互联网金融业务能够带来7亿元的净利润。互联网应用服务这块暂时还没有什么利润，但是它的收入在快速增长，用户也在快速积累。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结果，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大投入。

我们现在制定了一个倍增的计划，希望用3-4年的时间让企业的规模倍增，全年营收达到2000亿元，这样就达到了国际同行的规模。其实，规模倍增是结果，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能力要得到提升。今后，TCL还将围绕产业打造在技术创新、工业、全球化的品牌和渠道、互联网应用和服务四大核心能力。

正如我之前所说，互联网既改变了规则，也创造出不少的机会。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进步并持续发展，最要紧的不是避免困难的出现，而是要一次次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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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固着、设计固着以及目标固着等认知偏差是阻碍创造力的三座大山，本文提供的“头脑集群图表”等工具有助于破除这三座大山，从而让创新变得更简单、价廉和系统化。

	

	[image: ]
	
		核心观点

		背景

		只关注物体最基本功用的倾向，即研究人员口中的“功能固着”，是创新的巨大障碍。问题在于我们看到的是物体的用途，而非物体本身。

		

		重要观点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描述物体的方式和对其组成部分的看法，克服这一偏见以及其他针对物体设计和功用的类似偏见。

		

		实践应用

		替代头脑风暴的新方案，即本文作者发明的“头脑集群”，将以上技巧用于实际生活中。

		

	

1912年4月14日晚，在撞上冰山2小时40分钟后，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在北大西洋上沉没。2200名乘客及船员中，仅有705人在登上16只救生艇后被卡帕西亚号（Carpathia）救出。试想，如果船员将冰山视为一种救生工具，而非灾难的根源，那么会有多少人生还？冰山矗立在水面上，水平延伸大约400英尺，载着幸存者的救生艇本可以先驶到冰山处，寻找一处平整的地方。泰坦尼克号也还能航行一段时间，本可以驶近冰山，让乘客爬上去。这样的营救方案并非没有先例：大概60年前，176名从爱尔兰移民到加拿大的乘客中，127人在圣劳伦斯湾爬上一块浮冰，实现自救。

我们无法得知这一营救措施是否有效，但至少这个想法很有趣，尽管很难想象。如果你让一组高管，甚至创意产品经理和营销人员为泰坦尼克号的乘客想出一个救援的创新方案，这些人很可能像船员一样缺乏想象。原因是他们抱有“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这一心理偏差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禁锢在传统思维中。在航海的情景下，冰山是必须躲避的危险物体，人们很难换另一种思维看待它。

就创新这个话题来说，企业一直都受制于功能固着和其他认知偏差，忽视了隐藏在身边的解决方案。数年来，我们都在研究怎样利用常被忽视的因素设计创新方案。我们发现的技巧和工具能帮助人们用创新的方式避免认知陷阱并解决问题，比如构想新产品、寻找现有产品新用途以及预测潜在竞争威胁。使用这些工具不需要特殊才能或极强的创造力；总的来说，它们构成了一种简单、低成本且系统的刺激创新的方法。

为了解这些工具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先看一下它们针对的3大认知障碍。



功能固着

20世纪3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卡尔·邓克尔（Karl Duncker）用一个著名的脑筋急转弯问题说明了功能固着现象。他给参与者一根蜡烛、一盒图钉和一包火柴，要求他们找到一个方法，把蜡烛固定在墙上，让蜡烛点燃时烛泪不会滴到地板上。多个参与者都很难想到，答案竟是将装有图钉的盒子倒空，用烛泪将蜡烛粘在盒内，然后把盒子钉在墙上。盒子像架子一样支撑住蜡烛，并且接住烛泪。由于盒子出现在受试者眼前时是一个装图钉的容器，所以受试者无法变换视角看待它。

认知心理学家称类似的智力游戏为“顿悟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时，人们很难想到一旦遇到危险，可以把塑料草坪椅当成桨来用（翻转过来，抓住两根椅子腿，然后开始划水）；或者给篮球放气，把它卷成一个碗，装上燃烧的煤，然后安全地将燃煤从一个露营地转移到另一个；又或烛芯可以用来捆东西（把蜡烛的蜡刮掉，取出烛绳）。

什么导致了功能固着？我们看到一件普通物品时，会在意识中自动屏蔽与其用途不直接相关的特征。这是日常生活中高效的神经策略，但却是创新的大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改变描述物体的方式。举例来说，当人们被告知烛芯是根绳子时，几乎每个人都能发现烛芯可以用来捆东西。我们的“基础部件技巧”是改变物体描述方式的系统方法，能够避免人们无意识地束缚自己对事物的认知，从而找到更多物体的使用方法。

我们轮流考查物体的每一个要素并提出两个问题：“它能被进一步分解吗？”以及“我们的描述暗示了某种特定使用方式吗？”如果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继续分解这个物体的要素，直到把它们用最基础的词汇描述出，然后将结果画成简单的树状图。当冰山被剖析成浮在水面上200到400英尺长的表层时，它作为救生平台的潜质就很快显现出来了。（见《克服功能固着》中的蜡烛部件图。）

称某物“烛芯”意味着能用它点燃火焰。将它描述为“绳子”就消除了人们对其用途持有的成见，并能发掘它不常见的用途。进一步分解出绳子的组成部件是“多股纤维束”，也许能激发出更多使用绳子的灵感。

为了解基础描述是否能激发创造性思维，我们的研究团队向两组学生展示了8个需要克服功能固着才能得到解决的顿悟问题。我们告诉一组学生只要尽力就好，而教另一组基础部件技巧并要求他们利用这一技巧解决问题。第一组参与者平均解决了49%的问题（尚有4道题没有解出）。另一组系统进行基础描述的参与者则平均解决了83％的问题（即6.6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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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设计固着

心理学实验室提供的简单顿悟问题只须研究物体的4个特征就可以解决——材质、体积、形状和部件。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工程问题往往需要发掘物体多个特征的不寻常面。如以上所讲，这非常之难。

我们研究这一现象的方法是，请15个人尽可能多地列出他们能想到的，所有与蜡烛、扫帚以及其他常见物品有关的特征和联想。接下来，我们将他们的回答按照不同特征分类，包括颜色、形状、材质、设计用途、美观性、激发的情感、生成的能量类型以及其他常见组合。我们为每个物体总结了32种特征，但参与者平均忽视了其中21种特征（大概占到65%）。

这是什么原因呢？当人们被要求对一件产品进行再设计或作些改动时，常常局限于现有的设计特征。这种阻碍创新的现象被称为“设计固着”（design fixation）。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厚实的装满糖果的可重复封口袋子，被要求想出一个新设计，开发袋子新用途时，他们往往会利用现有设计所使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只将注意力放在袋子底部宽度或袋子的塑料硬度上。然而真正的创新需要你利用其他人没有发掘的特征。

但你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在准备飞行前，航空公司飞行员都使用检查清单确保没有遗漏重要步骤，同样，我们也列出了一张易被忽略的产品特征清单。不管你的产品是实物还是抽象的流程，我们都推荐你使用检查清单，在上面列出对你之前和现有创新项目都重要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添加到每个新项目的检查清单中。接下来创新项目的工作团队可以参考这张清单，考虑一些他们可能忽视的特征，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避免产生沮丧情绪。

我们用检查清单分析糖果袋，轻松找到很多给我们新设计和新用途灵感的特征。首先，每个售出的糖果袋里都有些东西。这一特征非常明显，人们往往也就忽视了它的存在。为何不卖空袋子，让顾客决定怎么用，比如装珠宝、备用零件、小物件或化妆品等。想象一下在超市中将空的糖果袋放在三明治袋、保鲜袋和储物袋旁会怎样。第二，多数卖出的糖果袋都和手的大小差不多。系统地考虑改变袋子体积，你也许能想到可以用它装其他物件。比如用可重复封口袋子卖一加仑颜料？第三，现有袋子內是一个完整的空间。但如果你把空间隔开呢？比如你可以卖有两个空间，可以装不同物品的袋子：上面的口袋装麦片，下面的装牛奶，或者沙拉在下面，调料在上面等等。第四，将袋子视为香味储存器（或隔味工具）。你可以把可封口的隔味大袋子当作垃圾桶卖。这些只是通过列出易忽视特征的检查清单就能获得的新设计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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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固着

假设我们要求你想出一个将某样东西粘在垃圾桶上的方法，你很可能像多数人一样想到用胶水或胶带这类粘合剂。但如果我们要求你将这个东西“连系”在桶上呢？仅仅将“粘”这类的具体动词换成更基础的动词，就很有可能让你想出更多可行方法：装订夹、回形针、钉子、绳子以及尼龙扣等。这是因为目标的描述方式往往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我将这一障碍称为“目标固着”（goal fixedness）。用更基础的词汇描述问题有助于克服这个问题。

但很难确定什么是“更基础的词汇”。“连系”比“粘”更基础吗？同义词典对整理词汇帮助很大。它通过列出语义更为接近的下位词，清晰划分出这些词的等级结构。举例来说，在线同义词典WordNet显示了至少61种连系东西的方法，包括缝、夹、拴、吊、捆、钩、订、勒、钻、绑、搭、粘、钉、啮、扣或铆。每种方式对连系概念的描述都有些许区别，而解决方案也变得五花八门。相较之下，“粘”只有4个下位词。

多数目标的重心是表示行动的词，而动词往往都有下位词。每个下位词都暗示一个更具体的实现目标的方法。动词“去除”有172个下位词、“引导”有50个、“运输”有46个、“分开”有115个，而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貌似非常基础的动词“混合”仅有24个下位词。

当然，一个目标不只由一个动词构成。动词表示你将做出什么改动，但名词表示什么需要改动，而介词短语表示主要限制因素和事物间关系。将这些词组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目标都可以由一个动词（连系）、一个名词（某物）和一个介词短语（到垃圾桶上）描述清楚。试试这种说法：增加在马萨诸塞州的销量、减少滑雪板的震动……用这种形式描述目标并尝试更换每个词的下位词，你无须耗费太多精力和财力，就能探索到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

以下例子阐释了本文作者之一吉姆如何应用这一方法实现现实目标：减少橄榄球比赛中脑震荡的发生概率。首先，他没有考虑介词短语“在橄榄球比赛中”，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动词和名词上：“减少脑震荡”。为摆脱潜在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他借助WordNet，用尽可能多的方式重新描述目标：缓解创伤、减轻碰撞、减缓震动、减少能量、吸收能量、减小力度、力量互换、能量替换、阻挡能量、排斥能量以及减弱动力……。他用谷歌搜索“脑震荡缓解创伤”之类的描述，看哪些描述目标的方式已经被多次搜索，哪些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吉姆发现，在对脑震荡的搜索中，用“排斥能量”搜到的结果相对较少，这意味着这个方向的解决方案可能被忽视了。排斥能量的方法之一是利用磁铁，所以一个可行方案是：让每个头盔的磁极都相同，这样两个头盔靠近时会产生排斥力。最初测试的结果显示，当两个头盔快要撞上时会减速。因为头盔是圆形的，它们会像两个带磁性的台球一样擦过彼此，而不会迎面相撞。一些物理学家也证实，这种显著降低头盔冲撞力的方法确实合理。

我们开始为这一解决方案申请专利，但律师发现，有人已经在数周前上交了同一方案。我们要向那个人举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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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可视化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解决问题”由两个彼此关联的活动构成：描述目标和整合资源完成它。每重新定义一次目标，以及每发现一个现有资源的潜在特征，都意味着一个新的问题解决方向可能出现。我们的方法有些像决策树，是用一张简单图表展示所有可行方案之间的联系。从最上面的目标开始，我们用指向下方的向量表示描述该目标的新语句。可用资源位于最底端，而它们的特征则向上延展。资源和特征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延展到顶端。当两组向量相交时，我们就得到一个“问题解决路线”。确定问题解决路线的方式可以从上向下、从下往上，或者轮流从目标和资源两方面考虑。

这一方法是小组创意工作中，传统头脑风暴环节的有效替代方案。使用这个方法能使参与者都发挥强项：战略导向型的人能专心改进目标的描述方式，而更熟悉技术和生产过程的人可以将从资源着手。这被命名为“头脑集群”（brainswarming）——与“集智”概念类似，人们像昆虫集群一样拓展图表。

我们再回顾一遍泰坦尼克号乘客面对的问题，看看当时可以怎样运用这一方法。我们最开始提出的目标是“解救乘客”。最显而易见的资源是救生船，而最简单的资源利用方法是“让乘客登上救生船”。因此，我们先画了一条直线（见《泰坦尼克号的主要救生攻略》）。

接下来，我们用多种方式描述目标，希望得到不同解决方案。举例来说，措辞稍稍不同的目标可以是“保持乘客体温和呼吸”和“别让乘客落水”。我们进一步考查了选项之一：别让乘客落水。其中一个方法是让他们爬上漂浮的物体，不仅仅是救生船，这样想也许就能更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你也许能想起木头浮于水，所以木桌可能会有用。将船上的木板或者门搭在救生船之间可以防止更多人落水。

从漂浮的物体联想到更基础的浮力，也许能让你记起轮船上还载着行李箱。将一组行李箱绑在一起就能造出一个临时水上浮台，也许能支撑几个人，或者在此之上还能再建一个更坚固的木板平台。

据估计，泰坦尼克号上载有40辆车。这意味着乘客有160 个轮胎和内胎（还有备胎）可以使用。将橡胶轮胎和内胎绑在一起，你可以造出一只橡皮筏，上面还能放些木板。当然，冰山本身也是一个大型漂浮物。

在1912年4月的那一天，以上想法无一付诸实践，主要因为人们花太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但这种练习的意义不在于发现“正确解决方案”，而是尽可能多地找到目标和所有可用资源特征之间的联系，让人们视野开阔、眼光深远。因此头脑集群图表的目标是，将问题解决流程分解成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并显示这些部分之间的联系。人们不必记得列出的所有组成部分，因为图表直观地传达了这些信息。这一系统、科学的方法驱散了笼罩在“创新”上的一些神秘气息。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创新的障碍像地球引力——普遍、可知，而且并不十分顽固。克服它们的方法很多，但最简单容易的路径是，帮助创新者发现他们忽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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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麦卡弗里是Innovation Accelerator公司首席技术官。

	吉姆·皮尔森是Innovation Accelerator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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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设计思维造成了新产品、新服务创意过剩的局面。但管理者却缺乏一套甄选最佳创意的方法，批评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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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众包和设计思维等传统构想方式，造成了有关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的创意过剩的局面，但管理者却缺乏一套把握最佳创意的方法。

		

		解决方案

		找到社会和技术层面会使顾客价值取向发生改变的根本性变化，然后给公司找一个可行的新方向。为了对各种想法进行评估筛选，公司须应用一套由内而外的方法，依靠批评而非构想。

		

		步骤

		一、让员工自行思考新的方向；二、让想法相近的人两两组队，共同完善构想；三、在10至20人的小组中讨论前两步的成果；四、向外界广泛征求意见，改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方向。

		

	

商业世界充斥着有关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的构想。

因为有了设计思维、众包等强有力的创新方式，公司若想从内部和外部（如顾客、设计师和科学家）获取大量新概念，如今是轻而易举，而且成本相对低廉。可是，仍有许多公司苦于难以辨别并把握大好机会。前不久，某全球电子消费品公司的一位部门主管告诉我：“我们有一大堆点子，不过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们试着探索不寻常的道路，最后却走上毫无新意的老路。”据我观察，与之境遇相似的公司并不鲜见。

为什么会这样？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著名的“颠覆式创新”概念以及W. 钱·金（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提出的“蓝海战略”已经表明，社会和技术上的巨变，从根本上撼动着对“有价值的事物”的传统理解，让公司用于识别和解决顾客问题的标准统统过时。要想辨明哪些概念真正具有潜力，管理者需要新的评估标准。

我曾与24家成功的公司合作，并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了制定此种评估标准的方法，并将这些公司的方法整合成为一套分为4个步骤的流程，供组织采用。（各个步骤亦可单独采用。）这套方法是对钱·金和莫博涅的蓝海战略“战略画布”（strategy canvas）和克里斯坦森用于寻找颠覆的“不得不做”（jobs to be done）框架的补充。现今采用这套流程的公司有十余家，其中包括两家大型消费性包装制品公司、一家高端时尚公司以及一家光缆制造公司。

设计思维和众包都有赖于构想的艺术，而我们这套方法则植根于批评的艺术。这种方法不会在早期向顾客等外部来源征求意见，而是让公司自己的员工贡献力量，帮助员工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然后与其他不同的看法进行对比、展开讨论，将各种观点融合提炼为几个更好的提案，最后才会征求外部意见。



批评的艺术

产品、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改进和新方向。

改进是能够更好地满足现存价值定义的新解决方案。无论是渐进式改进还是激进式改进，都是用于解决市场上广泛承认的问题。来看看家用温控器的例子。这个行业的多数公司都认为，温控器的主要价值在于让人们更好地控制家中温度，因此，改进式创新集中在一个方向：开发具备多菜单触屏显示、每周日程、不同房间温度设定和程控风扇等新颖功能的数字温控器。

与之相比，新方向则源自对值得探讨的问题进行重新诠释，以此重新定义顾客重视的因素。2011年11月，智能家居公司Nest Labs为温控器提出全新的价值主张：帮助人们在家里感到舒适，不必为温度而烦恼。公司创始人非常清楚，美国家庭生活复杂多样，要设定一套通用的固定温控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他们还发现，成熟的传感器和手机技术已经可以让人们通过简单交互来设置温度，这一点会对厌烦了复杂界面的用户产生吸引力。

在这种理念下制造的温控器，可以用旋钮或智能手机直接开关，无须编程。温控器配备的传感器可以探测房间里是否有人，若无人便可自动调节温度，节约能源。使用数日后，温控器可以根据这个家庭的使用习惯自动设置温度。软件平台开放，允许第三方完善产品。公司方面并未公开销售数据，据称销量已达百万，每台零售价在210美元至250美元。2014年，谷歌斥资32亿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

Nest Labs的两位创始人都是技术宅，创业之初便有意开创“智能家居”。假如当初他们也拘泥于流行的创新方式，大概就做不出这样的温控器了。激发许多创意，对于改进式创新而言很有用，但却无益于寻找新方向。如果公司不改变评估创意的视角，就找不到应当寻求意见的外部来源，也不会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更无法认清来自外部最具价值的反馈，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公司倾向于选择支持目前方向的顾客及其他外部来源并听取其意见，拒绝接受新想法。拿Nest温控器的例子来说，这种温控器采用的绝大多数创意在业内并不新鲜，但之前其他公司并未觉察那些创意的潜力。

科技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造就了机遇，为了寻找并利用这些机遇，我们要质疑现有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后经过审慎的思考，找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创意。这样的质疑和思考便是批评艺术的特点。

“批评”（Criticism）一词源自希腊语“krino”，意为“有能力评判、估值、诠释”。批评不一定是负面的。本文所述的“批评”，是指发现不同视角，凸显其差异，并让不同观点融合，产生一种大胆的新观点。这与过去10年的创新构想思路大相径庭：过去的构想过程排斥批评，认为批评会抑制创造力。“构想”要推迟评判，而“批评”的艺术则是通过评判来实现创新。

在我的4个步骤中，人们质疑预设思路，重新诠释自己所在公司能够解决的顾客问题，而后两两组对合作，对自己的想法加以完善，然后在人数较多的小组中展开讨论。最后讨论得出的最佳创意会由用户和内外部多个领域的专家进行检验。本文总结方法所参考的24家公司无一运用所有4个步骤，因此我将结合波兰中型家具制造厂商Vox、Nest、微软和Alfa Romeo等多个案例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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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思考

管理者察觉到有重大转型正在进行，大好的机会即将浮出水面，此时该如何推动创新、抓住机遇？家具制造商Vox创始人兼董事长彼得·弗尔克尔（Piotr Voelkel）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他关心顾客群体构成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他感到，为了未来的发展，Vox须对家具应有的特质做出新的解读。为此，弗尔克尔在组织中选出包括自己在内的19人组成团队，要求这些人思考Vox应当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新产品或新服务。19名团队成员背景各异：一些人身居高位，一些人则是大有前途的新秀；一些人已从事这一行业多年，一些人则是从其他行业进来。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包括销售、市场营销、产品开发、制造、设计和品牌推广。一些人倾向于分析型，一些人则是直觉型。所有成员的共同点是，他们在公司的角色或个人兴趣有机会为团队贡献新想法。

弗尔克尔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让团队成员各自构思一个或多个有关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的提案。为确保他们考虑新的方向，而不是在原有基础上做改进，弗尔克尔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解决方案应当建立于全新的价值概念之上。为了明确体现新的方向，提案中须用箭头标示出新的价值主张与现有价值主张的不同之处。

这种方式与流行的创新方法有所不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弗尔克尔没有要求团队从顾客或其他外部洞见着手，而是让他们自行思考。我们都察觉到了环境的改变，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都能预感到世界将如何变得更好，但通常不会把这种个人猜想说出来。弗尔克尔明白这一点，所以要求团队成员阐述自己的猜想。出于直觉的猜想一经阐明和挑战，就会成为产生新洞见的宝贵原材料。而且，人的直觉会在潜意识中影响自己对他人见解的理解与接受，弗尔克尔的这套方法则可以减轻这种倾向。弗尔克尔意识到，亲自参与这次创新实践，让他得以把那些最终会提交到他面前的设想看得更清楚，并予以更为客观的考量。

其二，弗尔克尔让团队成员各自思考，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进行思考。集体头脑风暴可能会让个人的想法被稀释或受到压制，而各自思考就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深入挖掘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发挥，可以运用某种分析框架，可以运用数据，也可以单凭直觉行事。这样一来，19位成员就更有可能各自想出不同的方向。

其三，弗尔克尔给了大家整整1个月的思考时间。他们要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构想，酝酿几天，然后加以修改，加入新的想法。充足的时间对于激进或古怪的设想而言尤为重要，因为这样的设想在初期往往模糊不清，很可能草草了结，得不到重视。

一名成员建议Vox考虑一下卧室用品。这个领域在最近几十年来创新较少，但老年人呆在卧室的时间相当长，尤其是生病的时候。他的建议是，让卧室从“休息的地方”转化为“有益健康的地方”，比如在床上增设可供老人进行简单运动的装置。另一名成员受到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增长这两种趋势的启发，想到将来祖父母可能会尽力争取与孙辈共度的时光。她的设想是，家具的用途会改变，从注重装饰性、功能性转变成为一种促进家人交流的方式，例如，桌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变为烹饪空间、绘画空间和游戏空间。一个月后，19个人提出了90个可能的新方向（其中7个来自弗尔克尔）。



搭档陪练

第二步，每位成员找一名自己信赖的同伴来批评自己的构想。这名同伴就相当于陪练搭档，提供一个有保护的环境，让成员可以大胆分享尚不成熟的构想，不必担心遭到拒绝。

这样的陪练关系在Nest创始时起到了重要作用。Nest的两位创始人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和马特·罗杰斯（Matt Rogers）曾在苹果公司共事。在接受创业者社区Startup Grind的德里克·安德森（Derek Andersen）采访时，罗杰斯讲述了两人在一次午餐会上分享早期构想的情景。罗杰斯的开场白是：“托尼，我想开家公司，想跟你一起开公司。”

“你想开什么公司？”法德尔问。

“我想创办一家智能家居公司。”

当时法德尔正在修建新的住宅，自己心里也对这方面有一些粗略的想法。但他却说：“别傻了。没人想买智能房子。技术宅才玩智能家居呢。”

话已至此，原本可能会就此结束。但这两个人彼此欣赏，彼此敬重，彼此信赖，所以继续谈了下去，深入了解对方的想法，最终决定先从温控器着手。

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P. Farrell）在《互助合作圈：友谊与创意工作》（Collaborative Circles: Friendship Dynamics and Creative Work）一书中写道，在艺术和社会领域，双人组合成就了许多突破式创新，特别是在这个“好的艺术”的概念受到挑战的时代。他做出的解释是，双人组合一起工作，创设了一种“有益于创新的亲密感”，身处其中的人能够运用同理心对彼此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例如，印象派绘画早期的大胆尝试就是由双人组合引领——莫奈和巴齐耶、雷诺阿和西斯莱，后来是莫奈和雷诺阿。法雷尔还提到，《霍比特人》《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和《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刘易斯志趣相投，都喜欢北欧神话。

打造了传奇公司的双人组合在当代比比皆是，比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保罗·阿伦（Paul Allen）。我发现，在知名组织的创新过程中，双人组合也可以起到关键作用。一个例子是1999年微软对Xbox主机的成功投资。此前微软专注于开发软件，特别是效率性应用。后来投资游戏主机，转向硬件、年轻消费者和娱乐业，是一次根本的改变；而且，投资主机还意味着要开发一套与Windows不兼容的操作系统，这种做法放在以前简直是胡闹。

微软之所以有此惊人之举，是因为索尼公布了PlayStation 2主机的推介计划。比尔·盖茨意识到，这给微软带来了重大的威胁：让家庭进入电脑世界的，可能会是让消费者感到亲和的游戏主机，而不是PC。于是他号召大家为微软出谋划策。

大公司里总有些人默默思考着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改变将会如何重新定义市场，微软也不例外，4名想法激进的员工脱颖而出：新员工乔纳森·布莱克利（Jonathan “Seamus” Blackley），人称“谢默斯”，在数字游戏技术上经验丰富；凯文·巴克斯（Kevin Bachus），微软PC游戏编程工具软件DirectX的产品市场经理；奥托·伯克斯（Otto Berkes），DirectX编程专家；特德·哈泽（Ted Hase），开发商关系团队的一名管理者。这4个人分属不同部门，却有着同一个初步想法：将来游戏会被视为高雅艺术，游戏开发者则是艺术家，而微软要为这些游戏艺术家提供最强大的技术，让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为此需要一个专为游戏艺术家设计的平台。

假如是一个充斥着诸多想法的讨论会，这样的观点很可能被忽视，或者要进行修改以适应已有的经营方式。所幸并未如此。这4个离经叛道的家伙一起呆了几个星期，尝试了2人一组（布莱克利和巴克斯一组，伯克斯和哈泽一组）和4人合作的方式。布莱克利与巴克斯变得非常亲密，其他人叫他们“劳雷尔与哈迪”（美国的一对滑稽片演员搭档——译注）。在合作环节，巴克斯从商业性方面对布莱克利的提案进行强化。高桥（Dean Takahashi）在《打开Xbox》（Opening the Xbox: Inside Microsoft's Plan to Unleash an Entertainment Revolution）一书中回忆：“我重新开始关注它。我说，‘我们来想想这个东西的目标消费者是哪种类型，还有要怎么跟游戏出版商合作。’”在这个过程中，4人将自己原本模糊的想法发展成为稳健的构想，最终顶住了微软其他人（包括一些高管）的强烈质疑。

如何才能找到与你共享同一愿景的陪练搭档？不必像法德尔和罗杰斯一样原本就是朋友，公司也不必全都指望机缘（像布莱克利那样才到公司没几个星期就开始跟巴克斯他们合作，纯属机缘巧合）。可以运用一种类似速配的方法，让想法相似的人找到彼此，达成一致，合作完善初步设想。在第一步中让每位成员独立思考过可行方向之后，开个会请他们简单说明一下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贴在墙上。然后让大家各自选择感兴趣的想法。如果有不止一个人选择了同一个方向，就请他们再找第二、第三选择。好啦，这就有了好几对双人组合。



[image: ]



激进批评小组

第三步，这些有潜力的构想会在小组讨论中进一步接受批评。小组由10到20个提出了其他新方向的人组成，我将其命名为“激进批评小组”。这轮小组批评的目的不是评判对错，而是评判各个构想的独特之处及原因，寻找可能被忽视的潜在重要洞见，看看能不能找到比全部构想都更强力的价值主张。

这一步既能集中在2到3天内以讨论会的形式完成，也可以贯穿在4周的过程中。激进批评须精心引导实施，使之发挥建设性作用，避免产生破坏性影响。小组讨论中的冲突应当促使人们继续深入钻研，寻找更多创新空间，不应限制思考或迫使有好想法的人妥协让步。

批评小组成员应当拥有不同的背景、观点和性格——就像Vox的那19个人。微软大概有6、7名管理者参与了布莱克利、巴克斯、伯克斯和哈泽的工作，为微软转向游戏业出谋划策。布莱克利和巴克斯的想法最激进：不必与Windows兼容，也别要求游戏制造商支付使用费。微软硬件部副总裁则希望能开发出与Windows兼容的系统。持中立观点的是被人叫作“J”的詹姆斯·阿拉德（James “J” Allard），他在公司颇受敬重，曾经几度成功引领众人度过重大转变时期，包括20世纪90年代中期微软向互联网迈进的那一次。

让激进批评小组讨论大家都认为不适合的发展方向，以及大家公认的公司的对头，以此为开端，可以让讨论过程积极且富于创造力。小组成员通常会在反感的方面趋同，这样要比在喜欢的事物上达成一致更容易，而且共同的敌人往往是促使大家齐心协力、明确新方向的强大动力。虽然微软的激进批评小组成员各自观点不同，但大家都同意公司的对头是索尼及其新主机PlayStation 2，以及索尼寻求以PC为基础的通用游戏方法的战略。（他们把Xbox项目命名为“中途岛计划”，典故源自二战时美国和日本海军的中途岛战役，这场海战成为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然后对所有设想两两对比，尝试将它们组合起来。几种想法有重合的地方吗？某一设想里是不是有别人都想不到的强烈个人色彩？Vox的19位成员各自对自己的设想进行完善后，一起开了3天讨论会。Vox最终实行的战略综合了上文提过的两个毫无关系的方向：让卧室起积极作用，让家具提供社交的可能性。两者相结合得出的战略是，创设一个名为“起居卧室”的空间，使之成为住宅中心，老年人可以在这里愉快地与亲朋好友共度时光。2012年推出的一款产品是一张床，带有大书架、客人放置鞋子的空间和可以放电影的折叠屏幕。截至本文发稿时，这样的床已在波兰及邻近国家售出近3600张，销量每年增长88%。

阿尔法·罗密欧也有了新的构想。这个汽车品牌有着光辉的历史：阿尔法·罗密欧赛车赢得了一级方程式大赛第一场比赛的冠军，著名的Spider Duetto敞篷跑车在电影《毕业生》中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驾驶。然而，这家公司在由德国制造商主宰的高档车市场受挫达20年之久。为应对挑战，阿尔法·罗密欧于2010年开展创新项目，组成了约20人的激进批评小组。项目中的一个提案是改变“人们购买高档车是为了展示财富（把汽车当作奢侈品）”的普遍观点，让高档车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对驾驶的激情的一种方式。另一个提案则表示，价值主张的关键因素不是超强引擎和超快速度，而是汽车的灵活性及其响应驾驶者指令的灵敏程度。

小组结合这两种想法，提出让公司为有激情、有技术的驾驶者制造反应灵敏的汽车。一名成员用了一个恰当的比喻：高档车行业好比向旅游观光客推荐高级餐厅的《米其林美食指南》，而新的构想则是《孤独星球》旅行指南，帮助满怀激情的专家级旅行者发掘默默无闻的好餐厅。

2013年推出的阿尔法·罗密欧4C就是创新项目战略的产物。与市面上很多其他跑车相比，4C价格更低，引擎小，整车轻——部分原因是使用了价格高昂的碳纤维，并精简了车载设备（比如说去掉了助力转向系统和地毯），但其动力-重量比可与法拉利等许多更为昂贵的跑车相媲美。这样的设计概念大受欢迎：推向市场后几个星期内，第一年整年制造的4C车便被全部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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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批评

激进批评小组一致通过的一个或几个可行方向，随后就要面对外部批评了，这是第四步。记住，这套方法与开放式创新法不同，寻求外部意见不是为了征求新想法，而是为了征集好的问题，用来挑战你提出的创新方向，帮助你完善新的方向。外部批评除了来自目标用户外，还应当来自其他各个领域、具有各种新奇视角的专家。我把这些人叫作“解读者”，因为他们有能力从有别于产品使用者的其他方面发现意义。

阿尔法·罗密欧在100多名候选人中指定了14位旅行经历解读者，其中大半来自汽车及相关行业以外的行业：有一位皮具制造商，一名高端旅游景点的CEO，一位健身器材制造商，还有一名戏剧导演，刚刚写完一部关于现代有钱人自我感觉的讽刺剧。阿尔法团队向这些人简要介绍了创新的基础设想，随后与他们会面讨论，让他们挑战那些设想。

飞利浦电子公司（Philips Electronics）的突破式创新“医疗环境优化系统”（Ambient Experience），用于缓解病人在接受医学扫描时的焦虑情绪。在其开发过程中，飞利浦指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解读者，既有医生、医院管理者、医疗设备工程师和市场营销专家等相关行业从业者，又有来自建筑、心理学、当代室内设计、LED技术及投影、交互设计、交互硬件及软件等其他领域的人。一位儿童心理学家提出，病人不只会在检查中产生焦虑情绪，等待接受检查时也会感到焦虑，于是飞利浦的构想得以改进。Vox对床进行创新的项目中，一位spa及芳疗专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张床不应是专为老年人设计，应当能对所有顾客产生吸引力。这个意见不仅将产品销量扩展到其他市场领域，还让老年人更加青睐产品。我在《设计突破式产品》（Designing Breakthrough Products，《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1年10月刊）一文中介绍了如何找到好的解读者。

另一种挑战新方向的方法是运用经典战略分析工具，如钱·金和莫博涅的战略布局图，还有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和伊夫·比纽赫（Yves Pigneur）的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 model canvas）。来自网络的大量数据（如顾客偏好相关数据）也可以用来评估新方向。可以考虑组建两个数据分析团队，一个寻找支持新方向设想的数据，另一个寻找反对新设想的数据，然后再看哪边的结果更有说服力。

为现有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批评会限制设想。但如果能将批评妥善运用于发现新问题、重新定义价值，批评就会成为创新的驱动力。公司若能找到新的方向，就能令无数有关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的构想产生价值，认清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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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贝托·维甘提是米兰理工大学领导力及创新教授，著有《设计驱动式创新》（Design-Driven Innovation: Changing the Rules of Competition by Radically Innovating What Things Mean，哈佛商业出版社2009年出版）和《意义的创新》（Innovation of Meaning，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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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龙：
营销要做雕塑挖掘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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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万宝龙全新概念精品店在上海IFC国金中心开幕，这是继台北、新加坡之后，万宝龙在亚洲开设的最新精品店。众所周知，近年来，受欧元贬值、限制“三公”消费及境外游的影响，欧洲众多奢侈品牌在亚太区表现很疲软，加之互联网经济的推波助澜，许多品牌放慢了在华拓展业务的脚步。

万宝龙此举显示了它对中国市场的信心。特别是在吸引年轻消费者，这一奢侈品转型生存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万宝龙的表现颇为积极——2015年，万宝龙向中国市场推出了新款钢笔书写工具、腕表、双肩包，并与三星跨界合作了电子产品。

然而对于奢侈品牌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品牌传统和精神，过于迎合年轻消费市场，难道没有损害品牌价值的风险吗？“所有这些市场活动，都只是为了将万宝龙品牌‘精致产品一生相伴’的实质展现出来而已。” 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万宝龙全球市场执行副总裁Jens Henning Koch说，“我们的工作恰恰是不断挖掘品牌的实质，营销活动只是表现形式而已。”

营销的本质是什么，是很多CMO在不停探索的问题。 “对于万宝龙来说，做营销不是像画家那样在白纸上自由发挥，而是更像雕塑家，挖掘出石头本真的美。” Jens答道。



门店是奢侈品营销见证真相的时刻

奢侈品市场对中国人的消费观，有着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中国人更在乎品牌知名度，更喜欢与自己地位相匹配的大牌，但他们缺乏对奢侈品牌的深入了解和清晰的自我认知。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根据罗兰贝格对近年来中国人奢侈品消费的研究发现，随着中国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日渐成熟，富二代、进取精英和时髦白领逐渐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他们的消费行为已经趋于理性，对品牌的认知也更加成熟。

面对中国市场越来越理性的消费者，Jens认为，产品所包含的独特内涵才是吸引消费者的法宝。这也是为什么万宝龙选择在上海开设门店的重要原因：“门店在整个万宝龙的市场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门店品鉴、感受产品时，才是见证品牌真相的时刻。”Jens表示。尤其对于奢侈品来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它，看到它的精细，体验它出色的触感，尝试使用才能真正体会到每一款产品的价值所在。

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趋势是，众多奢侈品牌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选择走向线上，展开互联网营销，实体门店投资已经不再是它们的第一选择。如果门店的主要功能是体验，那么旗舰店如此巨大的投入，是否值得呢？对此，Jens坦言：“万宝龙全新概念精品店旨在打造精致时尚的购物环境与‘临境式’的互动空间。”在万宝龙看来，对于真正的鉴赏家以及更加理性的年轻顾客，购物环境是否能体现品牌品味和价值，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购买决策。“万宝龙希望能让他们以最真实简单的方式欣赏每件万宝龙产品的精湛工艺，探索万宝龙深厚的品牌底蕴。”

因此这家大陆首个全新概念店的设计，在体现万宝龙品牌内涵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与当地市场文化的融合。整体设计结合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书法文化，以黑白元素为基调，用流畅的线条体现品牌对隽永书写的追求。



以工匠精神应对市场趋势

工匠精神是万宝龙的手工艺最重要的因素。拿钟表来说，直到现在，万宝龙的制表工匠仍沿用瑞士传统制表方法——所有机芯零部件都使用当地树枝、草茎秆等材料作出的工具进行打磨。万宝龙制表大师们表示，和同行相比，他们非常开心自己能有几十件手工工具，还可以使用传统的制表工艺。而现在工业制造流程上的制表匠的工作，其实只是组装而已，没有任何乐趣可言。

这样的工匠精神体现在营销工作中就是一次次对于市场趋势的分析，对目标受众的采访调研，以及活动之后的及时反馈复盘。就拿反logo的趋势来说，近年来的市场调研和反馈都表明，由于受到反炫富潮流，以及年轻奢侈品牌崛起的影响，大众对大logo商品越来越反感，众多商家都推出logo 低调甚至去logo的产品。今年星巴克的圣诞杯设计已经不见了它的标识，只剩纯红色的杯体。然而，万宝龙并没有追逐这个趋势，他们有自己的logo哲学。在Jens看来，logo并不是简单地打声招呼，告诉你我是谁；logo 的使用是和消费者之间高度默契的体现，是对极致设计、传统手工艺、精致品质和不断追求创新的自信。

但万宝龙并没有放弃对新兴市场，尤其是备受年轻人青睐的电子市场的关注。比如在2014年，万宝龙就推出了可以在iPad等平板电脑上使用的电子笔，为电子书写提供了高品质的书写体验。



传承和创新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以秉承传统为重要品牌精神的奢侈品行业，保持传统和追求创新看起来既相互作用又互为挑战，保持两者的平衡是许多奢侈品牌要解决的难题。Jens则表示：“不断地追求创新就是我们的传统，因此我们也不需要任何举措来鼓励员工创新，这就在他们的血液里。”

定义品牌基因。追逐市场趋势并不是万宝龙的市场哲学，因为一味追逐每一个趋势，品牌自己的身份特征就会很快流失，品牌基因也不再明显。因此，定义自己的品牌基因是万宝龙市场工作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起家的德国书写工具制造、瑞士的腕表工艺还是意大利的皮具制造，出色的手工艺技术是万宝龙不同产品线的共同基因。

创新是考核重点。在考量任何一款万宝龙产品的时候，除了功能、设计、品质、持久性之外，是否有创新也是一个考核重点。从单纯一家书写工具制造商到如今拥有丰富产业布局的全球企业，就是因为万宝龙从不满足于现状，在打造经典设计的同时，也不停在寻找创新点。

传承一贯品位。万宝龙的产品一直追求内在的品味一致性。因此，新创意一定会经过一个和万宝龙品牌基因匹配的过程。新的产品创意会经历不断的打磨，找到能匹配品牌基因的准确契合点和最优表现形式。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认知的丰富和消费习惯的成熟，国际奢侈品牌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也日益深入。营销须能帮助品牌在产品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平等真诚的交流空间。万宝龙相信，在快速更迭的技术手段和市场趋势的噪音中，惟有发掘品牌本真、坚守传统基因、找到创新原点，并不断地寻找与其匹配的现代生活元素和表现方式，才赢得消费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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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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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管理思想家“Thinkers50”特别报道

	



管理就是不断追问，
不断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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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诞生之日起，可谓是一部失败者的演进史。虽然企业的每次再造都会淘汰一种僵化形式，但是新的替代品注定会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僵化。管理智慧没有止境，只会不断地迭代和自我颠覆。它随时代而生，也注定被时代所弃。但这并非丧气之言，正是这种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让求索者着迷，就像冲浪选手般不断追寻下一个浪潮。

“Thinkers50”是全球首个管理思想家排行榜，每隔两年该榜单都会评价和记录全球的管理思想家不断自我颠覆，向未知发起挑战的壮举。回顾2015年全球管理思想家“Thinkers50”，有助于我们梳理2014-2015年全球最有价值的管理思想。2015年“Thinkers50”的榜单反复出现了三个重要概念：技术互联，协同消费，重塑领导力。而它们也是《哈佛商业评论》近年来热门文章的焦点。

第一，技术互联。技术的进步为我们带来了无人驾驶汽车、可穿戴设备和3D打印等新产品。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和家具、食品等各种目前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业相结合，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技术互联将人类带入了物联网时代，产品成为信息和数据的载体，而非交易的终端。就在大家追逐企业该如何实现技术突破时，哈佛商学院的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却以一篇《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1月刊）冷静地将大众视线拉回到商业模式。他认为，企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物”而非“联”上。也就是说，物联网的真谛在于产品新功能和随之产生的数据所带来的新型竞争关系，企业不应该局限在技术层面，而应聚焦竞争本质的变化。波特也因为不断提出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成为2015年“Thinkers50”全球排名第一的管理思想家。

第二，协同消费。技术除了带来产品革命，也打破了企业和地域的边界。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新生代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分享一切。人类从未如此接近“需求”的本质：我们只是想使用产品，并不一定需要拥有。在这种背景下，瑞秋·波特斯曼（Rachel Botsman）提出了“协同消费”的概念。用户在消费的同时也可以不断合作和创造，通过分享和再分配实现协同消费。这一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市场上出现了诸如Uber，airbnb等一大批分享经济的企业。而这种无边界的分享和合作，也在知识领域汇集成集体智慧。消费者成为主动的生产参与者，甚至是能力超凡的合作者。比如维基百科、Flickr、奥巴马竞选以及企业的公众创新平台等，都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在协同消费的年代，个体在网上的行踪和评价——也就是我们的“网络声誉”将成为一种“社交货币”，决定我们将来获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资本和能力。这种消费方式更经济节约，能够帮助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波特斯曼也因此获得了2015年“Thinkers50”的突破性观念奖。

第三，重塑领导力。随着组织形态日益网络化，学术界对领导力的本质以及对这一角色的理解也在不断更新。有人甚至质疑未来领导力是否有存在的价值。英士国际商学院的教授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W Chan Kim & René e Mauborgne）共同撰写的《蓝海领导力》（《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开辟了这一话题的新方向。两人将领导力重新定义为一种“服务”，组织内的员工可以选择“买”或“不买”。当我们将领导力视为服务，就可以通过蓝海战略中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的概念和方法，帮助领导者将低效率的员工转化为绩优员工。此外，领导力一直是一种主观能力，很难量化，密歇根大学的教授戴夫·乌尔里克（ Dave Ulrich ）提供了一种让投资者能够评估机构领导力强度的指数：领导力指数。通过这种方式，投资机构可从多种角度分析领导力对企业的影响，量化领导力资本。

除了这些不可错过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成为“Thinkers50”榜单诞生以来的首位中国企业家。他因为“激进”而开放的变革获得了“最佳理念实践奖”，同时入选2015年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榜单。海尔自2012年开始的互联网转型吸引了包括哈佛商学院、彼得·德鲁克论坛等机构在内的全球性关注。

实际上，最近几年世界最新管理案例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企业的名字：阿里巴巴，小米，海尔，华为中国企业在输出产品的同时，也在输出组织知识和管理智慧。随着新兴市场的不断发展，我们应该相信未来必将有更多的管理思想家诞生于东方。

在《管理百年》中，斯图尔德·克雷纳（Stuart Crainer）说，管理没有永恒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对于成功的精髓，我们注定只能惊鸿一瞥。

但即使是为了惊鸿一瞥，我们也将继续探索，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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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ers50”专访系列之一：马歇尔·戈德史密斯

	




要有人类的谦卑之心，

	承认自己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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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是全球最优秀的领导力教练之一。作为高管教练，他的工作是帮助顶尖企业的CEO及其团队纠正不良行为，实现可测量的改进。毫无疑问，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洞察，更需要出色的情商。但马歇尔谦虚地说自己并非最佳教练，只是遇到了最佳客户。他从客户身上学到的东西十倍于对方从自己身上学到的。

他的工作方法完美践行了沃伦·本尼斯对领导力的定义：引导注意力、赢得信任、把握意义和自我管理。后者也曾盛赞戈德史密斯拥有禅宗智者般的神奇能力：总能发掘人们身上最美好的一面，在谈笑间让人领悟到极富洞察力的远见，而这正是伟大导师的典型特征。

戈德史密斯信奉佛教，工作方法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在辅导过程中也运用了大量积极心理学的知识。他认为，当我们放下自负，找回人性的谦卑之时，改进便指日可待。虽年近古稀，马歇尔仍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给人留下快乐和睿智的印象，邮件的落款总是：Life is good. Marshall.

他已经出版了30多本领导力方面的书籍，最畅销的两本是《魔劲》和《没有屡试不爽的方法：成功人士如何获得更大的成功》，在其最新著作《Trigger》一书中，他从参与和承诺的角度分析了人们为什么总是很难改变自己的行为，并给出了明确的改进方法。他在领导力方面的权威也获得了全球管理思想家排行榜“Thinkers50”的肯定，并两次获得领导力奖项的第一名。《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2015年“Thinkers50”的伦敦颁奖典礼期间对他进行了专访。



HBR中文版：阻碍我们改变不良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人类存在诸多错觉，其中一个就是在制定好计划后，会误以为计划者就是执行者。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计划者就好比是制定三餐计划的人，而执行者就是负责每天做饭的人。我们认为自己理解了某件事就会去做，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知行之间是存在巨大差距的。人们常常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拒绝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和改变的方法。一旦陷入这种“否认机制”，否认自己是普通人，否认自己需要帮助，就很难有进步空间。只有克服这种自负心理，才可能迎来更大的改进。

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有一本书叫《清单革命》，他在书中提到很多傲慢的医生在进入手术室时，不允许护士挑战自己的权威。因医生自负而死亡的病人超过在伊战、阿战和越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所以，一旦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需要帮助，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生活就会立刻有所好转。

在担任高管教练的时候，只有当对方行为有所改进时我才会收费。但他们必须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反馈。要有人类的谦卑之心，承认自己需要改变，并依靠自律精神持续改进。如果能做到，我们都可以实现行为的改变。



HBR中文版：你合作的高管最常见的行为问题是什么?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总是想赢。当你在组织底层时，必须不断通过做对的事情来赢，然后向上爬；当你爬到顶层时，需要靠不断的赢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作为领导者，其实你必须要给他人赢的机会。伟大的成就者关注自我，但伟大的领导者则关注他人，完成这种过渡很难。



HBR中文版：女性高管和男性高管在这点上有区别吗？女性高管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有区别。主要是两点：总的来说，女性在反馈中是比男性更好的领导者。但女性对自己的怀疑比男性多很多。女性总想要事事完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我常对她们说，别对自己要求这么高。

此外，全世界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最常有的是内疚心理。特别是中国的独生子女，他们还有来自父母的高要求。这点西方人也许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程度没有强到有压力。



HBR中文版：在你辅导的高管中，是否也有一些人的行为无法被改变？问题出在哪儿？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有的。我的方法只在以下情况下有效：第一，我不和那些对改进漠不关心的人合作。我从事的不是激励工作。如果他们不重视这件事，我不会和他们共事。第二，我不和那些公司已经放弃的人合作。第三，我不指导战略技术问题，不指导诚信问题。公司应该炒掉诚信出问题的人。我的职业是帮助成功的人进行长期的、积极的行为改变。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我的方法不会奏效，所以我不接受这类客户。 



HBR中文版：你称自己为“哲学意义上的佛教徒”，这一背景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方式？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我的很多指导方式都是基于佛教哲学。针对个人的培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而佛家思想的宗旨之一则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狭隘意识，让你成为“更好的人”。比如，在如何帮助管理者提高沟通质量上，我使用了前馈（Feedforward）的方法。它和“反馈”（Feedback）相对。反馈是在事后听取别人的意见，“前馈”则主张事先征求他人建议，以便获得更好的结果。

这种方法尤其适合取得一定成功的人。其优点包含以下几点：第一，反馈基于过去的既成事实，但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应该关注于改变未来。第二，成功人士往往对负面反馈有抗拒心理，但前馈则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个人色彩。我们不一定要在了解某人之后才能给予前馈，但反馈则要基于对这个人的了解。第三，反馈难免带有优越的评价感，前馈则偏向中性建议，人们会更加认真倾听建议而非评价。由于是事前的建议，因此也会更加高效。

我在指导中也会告诉大家向周围的人学习，广泛寻求建议，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及不要承诺做所有的事。对于建议，有效则用，无效就不要用，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不妨读读一行禅师的《故道白云》这本书。



HBR中文版：你在新书中提到，环境会塑造我们的行为？那么如何利用环境帮助我们改变行为呢？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有几种方式：首先，我们要为行为的改变创造一种环境。像做学术一样，人生也需要框架。我的方式是坚持做“每日问题”。这个过程很艰难，需要每天或者每周写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然后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或不是。我现在专门雇了一个人来问我这些问题，帮我坚持这个习惯。

其次，你要明白环境是如何影响你的行为的。什么时候你会做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你才能够预计环境的变化。这时你有两种选择：或者调整环境，或者避开不利环境。能避则避，否则调整。比如一位已婚男士，当身边坐了一位让你感兴趣的女性时，应该迅速离开。不离开就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要提前防止自己陷入某些不好的环境。



HBR中文版：你曾说良好的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有逻辑的，为什么？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我们需要通过自律来塑造行为。人们认为幸福不需要自律，其实不然。如果你想做成某事，必须努力和自律。我刚才提到的“每日问题”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我们常常问自己“今天我过得开心吗？”“今天我有清晰的目标吗？”这并非最好的提问方式，应该提问积极问题而非消极问题。

怎么问呢？你只需在每个问题前加上“你有没有尽力”。比如不要问自己“我今天开心吗？”可以问自己“你今天有没有尽力让自己开心？”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你不一定要成功做到某件事，只需要衡量自己尝试与否，程度如何。每个人起码都可以尝试，这是没有借口的。这件事很难坚持，因为你被迫要每天面对自己的挫败感。

我特别推荐6个基本问题的练习。我们曾做过调查，如果坚持下去，人们几乎可以做好每件事。这6个问题是：“我有没有尽力设定清晰的目标？”“我有没有尽力实现这些目标？”“我有没有尽力发现意义？”“我有没有尽力过得开心？”“我有没有尽力构建积极的人际关系？”和“我有没有尽力充分参与、完全投入这一



HBR中文版：对于那些想要寻找专业帮助的高管，如何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教练？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我的建议是，不要告诉教练你需要什么，而是先问他们最擅长什么。如果你说我需要战略，你能做么？教练可能会说，我可以。他会迎合你。你可以问教练你最擅长什么，给我一些你做得很好的证据。



HBR中文版：为什么你会成为全球最好的高管教练？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我在这行已经做了38年了。我发现没有最好的教练，只有最好的“受辅导者”。作为教练，最难的是选择好的客户。我也许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练，但拥有最好的客户。我和很棒的人共事，他们努力、聪明、专注和寻求改进。如果拥有这样的客户，你很难不成为最好的教练。我常常和客户说，我拿钱不是因为我是好教练，而是因为你是好的客户。所以这件事和我无关，和你有关。

	

	
	[image: ]

	牛文静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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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写 Feature

	

	“Thinkers50”专访系列之二：罗杰·马丁

	




“社会企业的责任是

	改进和优化系统均衡”

	牛文静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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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是2015年“Thinkers50”评选的全球排名第七的管理思想家。他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曾担任摩立特咨询公司联合总裁。他对管理界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整合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主要研究当头脑中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时，如何综合思考并迅速行动。

马丁的管理思想多来自实践，理论颇具批判精神。他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设计思维（Business Design），探索了知识从未知到解码的几个演进阶段，以及如何在商业活动中应用设计思维。近年来他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企业社会责任，并加入了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该组织致力于发掘和投资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2015年“Thinkers50”的伦敦颁奖典礼期间采访了马丁，深入了解了他如何将管理思想应用于社会企业，并帮助它们逐步找到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HBR中文版：你最早研究的是整合思维，之后转向设计思维，现在开始了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前后是否有脉络传承关系？

罗杰·马丁：我的研究主要是如何创造出一种让世界运行得更有成效的理论，如果有这种理论，我希望将其运用到不同领域。

整合思维研究的是商业领袖在面对不同甚至相反的两种选择时，如何进行抉择。优秀的领导面对两种情景时并非二选一，而是在思考过这两种方式之后，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答案。这就是整合思维。

设计思维的背景是，当我们做商业决策时，一般会认为利用更多的数据，通过分析手段等有利于做出更好的决定，但分析其实是有局限性的，你要将分析和直觉以及判断力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在社会企业的研究中，我试图给社会企业下一个全新的定义，什么是社会企业？很多人认为，社会企业是解决我们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企业。其实并非如此，它解决的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不良均衡系统（equilibrium），社会企业的责任是将它改进成为更优化的均衡系统。

总的来说，我致力于创造一种比现有理论更好的理论。这些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企业的研究建立在整合思维之上，因为社会企业是在完全的政府干预和纯粹的盈利性企业之外的第三种更好的选择。同时它也体现了设计思维，因为社会企业创造的是新的东西，是一种基于分析的创造性行为。所以从时间线上来看，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某些核心前提之上的。



HBR中文版：你最新的著作“Getting Beyond Better”讲的主要是什么？

罗杰·马丁：这本书讲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如何描述和定义社会企业的特点？它介于政府类改革和商业改革之间，结合两者元素创造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第二，我们开始逐渐了解了成功的社会企业是如何运营的，其过程如下：深入理解现有情况，设立正确的愿景、改变不均衡的体系，通过一种商业模式改进价值公式，稳步扩大规模。该书前半部分是为了帮助投资人和政府了解应当如何支持社会企业，后半部分我们想给那些有志于投身社会企业的人做一个路演。



HBR中文版：你刚才总结了成功社会企业的运营过程，可否逐一展开， 什么是正确的愿景？

罗杰·马丁：社会企业的愿景，要专注于改变造成经济问题的市场参与者间力量的不平衡，而非改进现有状况。社会企业需要用具体而系统化的方式，仅仅针对支持者发力并不能带来改变，还要从整体上考虑整个系统，必须跟随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要有一定弹性。

愿景要具备改革能力，能够指明方向、调动支持者的力量、团结积极分子并激发个人或团队做出伟大成就的愿望。目标是改变某种现有的均衡系统，不要治标不治本。比如一家社会企业帮助地方农民卖掉货物，增加收入；而同时也建立了很多学校让当地孩子接受教育，这就是一个有改革能力的变化，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永远地改变了当地人的命运。



HBR中文版：如何通过改变参与者力量的不平衡实现目的？

罗杰·马丁：首先，社会企业的存在是因为顾客无力支付所需的全部金钱，所以需要一种新的商业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遭受苦难的穷人没有多到让政府采取救助措施，穷人也无法购买一般企业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这时就需要社会企业。

而社会企业并非资源充足的创业公司，多少都受限于经济问题。所以它们无法直接补贴穷人，需要寻找高杠杆来改变经济等式。举例来说，美国公平贸易公司的总裁兼CEO保罗·赖斯（Paul Rice）意识到，现有的市场价格对尼加拉瓜的咖啡种植者并不公平，他们无法靠种咖啡豆奔小康，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打造品牌，进行市场营销。

赖斯观察到，咖啡市场现有的价值等式缺了咖啡消费者。消费者并不知道这些种植者的生活，赖斯想办法让大家了解了公平咖啡贸易的认证，鼓励大家买拥有这些认证的咖啡，借此帮助咖啡种植者。他从慈善家那里拿到一些赞助，创造了公平咖啡贸易的标准，标准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一旦拿到这个标准，他就可以在星巴克等企业推广公平贸易咖啡。一旦他这么做了，钱最终会从星巴克的消费者手中转移到咖啡种植农民身上，一切都是通过这个系统运行。因此，社会企业可以在企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的地方发挥作用。

另一种途径是在不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情况下，从根本上通过替代、创造和重新定位改善技术条件。比如非营利组织APOPO，该机构通过训练宠物鼠完成排雷。旧战区的传统排雷方法是通过猎犬和人力，成本太高，很多国家难以承受；APOPO发现非洲巨鼠体重足够轻，能够闻到但不会触发地雷，很适合承担排雷任务。两个月前，莫桑比克使用这一技术清除了所有地雷。APOPO的服务从根本上改变了排雷的高成本现状。所以对社会企业来说，关键是从根本上找出更优越的经济等式。



HBR中文版：可以理解为通过创新降低成本吗？

罗杰·马丁：是的，一方面是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是带来价值。APOPO极大降低了成本。公平贸易公司则带来了更多价值，最终咖啡消费者向系统中注入了大量资金，系统中增加了价值。种植咖啡豆的农民、中间商、分销商都有自己的成本，可以将其归纳成一个成本/价值体系，系统的最终结果是：消费者有了好咖啡，烘焙咖啡者、零售商和中间商都赚到了钱，农民却依然贫穷。赖斯做的是将更多价值引入这个系统，并通过一种聪明的方法将这种价值转移到农民手中。因此，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成本，还要考虑价值等式、成本等式，你如何增加价值并将其转移给你的目标人群，当然同时能够降低成本。



HBR中文版：社会企业该如何借助系统中的其他因素，比如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等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罗杰·马丁：社会企业始终要面对自己与生俱来的“匮乏”——在缺少资源的环境中创造价值和好的结果，所以它们需要通过增加价值或者使用聪明的方法撬动一切可利用资源，发挥最大作用。因此很多社会企业都在利用政府资产，比如在巴西制止丛林砍伐项目的一些组织用的就是此前政府提供的卫星数据，如果没有政府的免费资源，他们无法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社会企业必须明智地利用各种可用资源。

另一个社会企业的例子是全球非营利组织Riders for Health，它们管理维护着一支有序的摩托车和救护车车队，在非洲7个国家运输医疗物资。企业的创始人是一群摩托车爱好者，他们看到非洲虽然有基础的医疗设施，但是很多农村的最后一公里运输出现问题，他们并没有投入巨大成本重建医疗系统，而是负责补上了中间缺失的环节，保证了物资和人力的运行畅通，解决了当地人的医疗问题。



HBR中文版：根据你的观察，成功的社会企业家有何共性？

罗杰·马丁：他们性格上没有太多共同特点，但是我发现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通常会关注共同的一些事情。他们都会观察现有系统的运作方式，深度了解现状。这点很难，因为变革推动者的共性就是对现状不满，比如马丁·路德·金。但是当你无比憎恨现状时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很难尝试了解它们。你只是认为这件事很愚蠢，对此不满意，想要改变。但我们所研究的社会企业家却会进入到某个不公平的体系中，深入了解参与者的角度，吸取商业和政府模式的精华，直接创造一种从根本上全新的优化系统，进而改变现有体系。

憎恨和理解是一种平衡，另外这些企业家也兼具学徒和专家的平衡。他们通常各有所长，但都愿意成为系统中的学徒，投入其中不断试验，直到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我觉得这既是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HBR中文版：你对中国的社会企业有何建议？

罗杰·马丁：我所在的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致力于寻找全球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但目前看来，似乎来自印度地区的企业更多一些，中国较少。部分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印度申请者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用英文写申请，但中国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社会企业家能深入参与到全球社会企业项目中，比如论坛和活动等，让世界更多地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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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静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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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HBR-C Dialogue

	

	





	对话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张瑞敏：从管理者到股东

	牛文静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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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转型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战略，从传统以公司为中心变为开放式的以用户为中心；二是组织结构，推翻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将中层管理者转化并入“小微”。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梳理海尔集团30年的发展道路，你会发现两点独特之处：一是这家公司热爱自我颠覆。用董事局主席兼CEO张瑞敏的话就是“主动革自己的命”。比如，1985年，张瑞敏用铁锤砸掉76台不合格的冰箱，使海尔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注重管理和品牌塑造的企业。再如，在进军国际市场时，很多公司选择贴牌生产，但海尔却坚持从美国高端市场开始做起，通过差异化产品寻找缝隙市场。

其二，在一次次的颠覆重生中，海尔注重总结每个发展阶段的理论知识。张瑞敏掌舵海尔30年，独创了一系列特色的管理理论和词汇，例如“吃休克鱼”、“官兵互选”等等。张瑞敏本人对管理理论非常重视，谈话中时常提及很多管理学家的理论和著作。海尔的管理案例曾两次入选哈佛商学院教学案例，沃顿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等也与海尔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与合作。

2005年，海尔再次开始新的自我革命。张瑞敏提出“人单合一”的全新管理模式，为海尔互联网转型拉开序曲。2012年，海尔正式宣布网络化战略，由传统制造企业全面向互联网模式转型。为实现互联网的“零距离，去中心化和分布式”，海尔不惜推翻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将近一万名中层管理者裁撤或转化进入“小微”。所谓“小微”是自组织形式的创业单位，每个员工直接面向市场，寻找潜在的用户，海尔则为“小微”提供相应的资金及平台支持。

这场变革彻底而决绝。3年来，海尔的一些做法颇受外界质疑。张瑞敏也坦言：“这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冒险，但我们要努力保持不让冒险成为牺牲。”与此同时，海尔也在不断对外分享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与学术界保持着良性互动。

2015年11月，全球管理思想家“Thinkers50”决定授予张瑞敏“最佳理念实践奖”，其获奖理由是“铁腕的变革，团队的紧密合作，消灭组织中层，以及长期的动态领导力。”在伦敦的Thinkers50颁奖典礼上，《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对张瑞敏进行了独家专访，他畅谈海尔变革的管理逻辑及进展，以及如何领导海尔走过30年。



冲上下一个浪尖

HBR中文版：为什么海尔要主动选择这场艰难的颠覆转型？

张瑞敏：2000年我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当时的口号是“让我们战胜满足感。”这个说法对我刺激很深。一些传统企业可能做得很成功，但互联网来了，满足于过去的做法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们当时内部提了一句口号，“不上网，便死亡”。当时，其实也没太想清楚，但能够确定我们必须要进入互联网。从那时起到现在，海尔一直在进行变革和颠覆。不管结果好坏，起步都要早，如果等到今天再变，根本来不及。

我认为企业发展有时就像冲浪，你现在做得比别人好，不过是因为冲到浪尖上了，但你肯定没法站在上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冲到下个浪尖上。但很多企业往往停滞不前，结果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再想冲上来就很难了，因为已经没力气了。



HBR中文版：作为CEO，变革期你最主要和最艰巨的工作是什么？

张瑞敏：主要关注有两件事：第一是战略，第二是组织结构。海尔的战略从传统以公司为中心变为开放式的以用户为中心，我们作了很大调整。过去，用户就是顾客，是交易终点。双方完成产品交易后，关系也就结束了。但用户时代情况不同，用户能否参与交互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我们现在致力于打造生态系统。举个例子，比如过去生产烤箱，目的就是卖出去，然后想着下次怎么卖得更好。但现在是“智慧烤箱”时代，除了研究烤箱本身，还要在用户参与进来后研究烧烤技巧，讨论怎么能烤得更好，我们叫“烤圈儿”。这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如果用户对我们的产品兴趣高，就会积极参与交互，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意见改进产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产品迭代吸引更多用户。

累积了足够多的用户后，可以吸引原材料供应商加入进来。他们如果觉得这也是他们的市场，就可能向我们付费。传统经济圈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但如果我们有用户资源，可能会是边际效益递增。

第二，为了这个新战略，就需要改变相应的组织结构。海尔把上万名管理人员去掉了，这种作法风险很大。企业调整战略，组织构架必须予以保证。组织结构保证了，反过来战略也会对组织结构提出新的要求。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HBR中文版：如何赢得管理层的信任和支持，并说服他们接受变革？如何才能平复怀疑和焦虑情绪？

张瑞敏：怀疑和焦虑情绪在企业内还是很严重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过去的线性管理模式，员工按照流程和规定照做就可以了。现在一切都变了，特别是对原来的管理层来说会感到很困难，因为他们也成为创业者了。我们做的就是一方面积极转变观念，努力做员工的思想工作，在会议上不断讨论。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倒逼，开放资源，引进市场资源，通过“人单合一”完成（激励）。每个员工都要给用户创造价值，这样个人就能得到更多价值。这和过去定岗定薪不同，在这种制度下，大家都希望充分发挥价值，有些人就逐渐开始适应。

虽然短期看也许没有太大收益，相反还有风险，比如有些员工甚至连房产都抵押了，可以说是冒了很大风险。但对自己有足够信心的人，我们就可以一起达到目标。现阶段我们很难说自己一定能做成，只能尽量保证大家不失败。所以引入了很多社会资本、风投等。将资本和人力社会化，这就是按单聚散。如果还是不行的员工只能淘汰。



HBR中文版：裁员必然会引起企业震荡，如何稳定大家的心态，提高员工参与度？

张瑞敏：这点很难，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尝试：第一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要专注于长远利益。比如最初海尔做名牌战略时，假若不做，产品也卖得出去，但是要告诉大家，做好了未来对大家都有利，这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后来出口也一样，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个经销商要给我们做贴牌，说可以大幅增加产量，提高价格。当时我没同意，因为我不要贴牌，而是要创牌。但是一些企业很难抵御短期利益的诱惑。现在大家都开始从贴牌转创牌了，但时机已经不再。其实海尔文化中的“归零”，就是把原来旧的东西抛弃掉。那为什么要新的呢，因为新东西代表大家共有的利益。不变的话企业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了。

第二，海尔一直坚持打造透明的人际关系。办公室政治不光在中国企业中有，很多国际公司也一样。员工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发挥价值，而是要搞好关系，这就麻烦了，会形成一道无形的玻璃墙。但海尔从创业起，所有关系都是透明的。否则转型也进行不下去。因为员工感到不公平。

曾有一位离开海尔的员工给我写信说，在新的地方虽然工资比原来多，但失去了海尔的透明关系，才意识到一个公司透明的人际关系对员工有多重要。

我们的透明还体现在规章制度的设计上，海尔没有暗箱操作的东西。现在我们连领导的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都放掉了。比如说报销，不是指定某个人做，而是将所有的项目都在平台上公布出来。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零签字，争取都在平台完成，所有花销按投入产出衡量。再比如出差费，如果有产出这个钱就无所谓，如果没有的话这就会成为员工的负债。



颠覆要选对方向

HBR中文版：海尔转型至今，如何评价变革的成败得失？

张瑞敏：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方向的正确性越来越重要。国际上大家也觉得这个方向没问题，包括美国也在探索全体共治，虽然实践中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大家都想往这个路上走。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建立了信心，一定要走下去。其他方面比如员工观念、利益改变等，还是经常处于试错状态。现在小微创业团队做得好的是少数。大多数会逐渐出现一些问题，需要不断调整。



HBR中文版：在不断颠覆自己的同时，海尔坚持没有改变的是什么？

张瑞敏：创造用户，创造价值。这个从未改变。还有就是让员工实现自我管理。两者相辅相成。如果我们要创造用户，就需要了解用户需求，但是如果员工无法发挥个人能量，谁和用户交互呢？



HBR中文版：过去30年，中国很多风光一时的企业都从市场衰落和消失了，您觉得海尔之所以能屹立不倒，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张瑞敏：我们在认识上和那些企业不太一样。很多企业都会把核心竞争力等同于核心技术，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我觉得核心技术当然重要，但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是能够给用户创造更多价值的东西，其中包含很多方面，技术只是一方面。但是很多企业抛开用户闷头搞技术，即使研发出技术也可能很快被颠覆或山寨。我觉得这样肯定不行，而是要用更好的商业模式来做，这种模式能够将企业和用户融合到一起。因为用户永远会给你提意见，永远会表示不满，这样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必须把全体员工都动员起来。



物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的合作

HBR中文版：按照目前的转型方向，未来海尔似乎会成为创业公司的孵化平台？如果实现了，海尔未来的核心资产和价值又会是什么？

张瑞敏：品牌核心资产和价值肯定还是有的，不过内涵不一样了。过去的品牌非常强势：考量的是能创造多少顾客，顾客量增长多大。但将来我们的资产体现在用户价值和资源。现在海尔内部的损益表都变了，过去是看挣多少钱，现在是看创造了多少用户。

所以品牌价值就会变成到底有多少用户资源，而不是我比别人卖得更快更多。这个用户资源无法靠某个大企业创造出来，只能靠每个小公司来创造。现在我们的小微也在工商局注册了，性质是公司。海尔最后就是股东而已，不是管理者了。



HBR中文版：目前海尔和魅族、阿里合作打造的智能生态圈是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下一步会有怎样的合作？生态圈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张瑞敏：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线下比较强，现在想要结合线上。互联网公司或电商则是线上很强，线下较弱。因此，需要互相取长补短。

但是现在的电商还仅仅是线上销售，并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希望在线上能进一步满足用户，吸引更多用户参与进来。以前产品是终极目的，现在产品只是一个载体，能不能带来更多用户，形成边际效益递增才是我们考虑的。

比如我们正在探索冰箱卖出去后如何和用户联系起来，将用户的食材和海鲜供应商、水果供应商想办法联系起来。这是互联网和传统企业最大的不同，对所有企业都是挑战。



HBR中文版：海尔从技能化到技术化，再到知识化，不断颠覆演进。也创造了很多管理案例和理论。这种组织知识的创造是不是除品牌资产外，海尔很重要的知识资产？

张瑞敏：对，这是肯定的。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更重要的无形资产。毕竟别人没有这么做的，海尔现在无论是资金还是各方面，都在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总结归纳不够。未来的目标是希望能将海尔的案例总结成为一种可操作、可复制的内容。



HBR中文版：未来短、中、长期，海尔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哪里？

张瑞敏：来自每个创业公司。当然这个创业公司将来能否变成生态系统还不知道。有的可能会冲上去，有的会衰落，有的会死亡。但重点是：会不会有新的冒起来？如果这个生态系统能够生生不息，那么我们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就没问题。



自以为非的领导力

HBR中文版：有人说领导人的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因。比如阿里巴巴有很浓的校园文化，因为马云做了很长时间的老师。你觉得海尔的基因是什么？

张瑞敏：我做了很多年的工人，班组长到厂长等各个级别都做过。我做被管理者的时间很长，我觉得这个基因就是从被管理者看管理者，因此我们的很多政策目的主要是充分发挥工人的积极性，一直以工人为主体，因为员工是最主要的。为了实现用户价值，首先要发挥员工的价值。



HBR中文版：担任海尔CEO的几十年，你的领导风格发生过转变吗？

张瑞敏：我觉得自己比较一致。简单说就是四个字，自以为非。经常挑战自己，做很多事的时候会思考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们做得肯定不是最好的，但要思考如何寻求最好？能不能抓住方向？这个很难，因为不可量度，但非常重要。



HBR中文版：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张瑞敏：作为领导者，持续学习的能力很重要。现在我还是坚持每周至少读两本书，较多是互联网和经济方面的著作。这些内容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现在很多企业突然成功了，但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功。对我来说，不管做得好坏，是否出现问题，我都要处于一种知道原因的状态。如果现在某一步做得不好，要认真分析原因，确定到底是在过一个坎儿，还是撞了南墙？如果什么都不了解，出现问题一定会去撞南墙，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儿，你就蒙了。但是我清楚，我知道这肯定是过一个坎儿，跨过去就会有好结果。



HBR中文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让领导力的定义发生了变化。网络化企业需要怎样的领导力？

张瑞敏：我觉得未来企业可能会变成自组织，走向自我领导的方向。原来企业为什么需要领导力，就是科斯说的，因为企业有边界。组织是一个 （封闭）系统，和外界的系统没有联通；互联网时代没有边界，组织是开放的，所以不如变成一个个创业团队，整合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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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全球化实践：

	构建互联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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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海尔集团在日本推出了一款“手持”洗衣机Coton，比刮胡刀略大，主要功能是清洗衣物的局部污渍。产品推出后在日本销量持续上升，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产品从研发、制造到营销都在日本完成。它是海尔近年来海外布局的代表作。

不同于美的和格力，海尔没有做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无法从产业链中获取更大的规模成本优势，因此产品和品牌成为海尔必须做强的两个支点，进军海外市场更是如此。自1990年起，海尔全球化没有做代工，并通过美国最严苛的UL认证，进入竞争最激烈的美国市场。海尔是以国际标准倒逼质量提升，用自有品牌征服标准最严苛的市场，然后再进入较容易的市场，目的是打造高溢价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25年来，海尔的全球化路线经过了3个阶段：国际化战略阶段，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以及网络化战略阶段。如今，海尔已在全球建成66个营销中心，5大设计研发基地，24个海外制造中心，24个工业园，销售网络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基本布局。从制造来说，2014年海尔海外生产和销售占比已经超过海外整体销售额的50%。

在海尔看来，每到一个新市场，其实都是一次再创业。现在这场“创业之旅”又遭遇互联网冲击，海尔正在调整战略，试图通过用户交互定制平台、模块商资源平台等，完成制造业互联网定制的转型。此外，海尔通过全球并购强势技术品牌，以“联合品牌”的方式在市场中突围，并以研发、制造和营销“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方式充分调动当地资源优势，盘活全球化布局。



互联网转型，前端定制是优势

对于全球市场，海尔搭建的主要平台是：针对工业4.0时代提出的互联工厂。海尔的互联工厂是将互联网思维融入制造业，目的在于让用户参与产品制造全程。目前海尔已建成沈阳冰箱、郑州空调、佛山洗衣机和青岛热水器四大互联工厂，全球首台定制空调已经在郑州互联工厂下线。

互联工厂的前端是名为“众创会”的用户交互定制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和企业进行直接沟通，查看产品的整个制作流程，包括定制产品、下单等。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李攀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时说：“（这种模式）主要是实现以用户驱动制造业，实现模块化大规模定制，这也是一般互联网企业难以提供的消费者体验。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比较容易做到产品的多样化，以及物流、网上消费等体验，但很难做到前端制造的定制，这是我们目前在探索的，当然定制的前提是有消费者洞察，也就是实时交互与无缝对接。”

完成前端定制后，海尔还为供应商搭建起一个名为“海达源”的模块资源平台。供应商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注册并直接和用户的需求对接。企业通过用户评价投票等方式来甄选供应商，在方案选择上实现了民主，考核主体由企业变为用户，并将整个过程在平台公示，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制造业的“天猫商城”。

最终，海尔通过与用户直接交互，驱动企业在前端的研发资源、设计制造资源，然后整合供应商模块化资源，完成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实现最佳体验。海尔也已经将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逐步推广和实践。上文提到的“手持”洗衣机Coton就是这样完成的。

Coton的研发创意最初是日本的海尔员工在交互平台发现的：一些商务人士抱怨经常会因为干净衣服上沾了口红印或污渍面临尴尬。于是，海尔捕捉到这种需求，研发了这款洗衣机，利用振动原理结合去污剂多次拍打，以达到清除污渍的目的，同时不影响衣物的继续穿戴。为了拿到一手的用户数据，这款产品选择了完全在线上销售，而没有经过中间商在实体店销售。

该项目的研发是通过海尔在日本的研发平台进行的，该平台上有包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将用户需求公开在平台后，方案供应商会提供各自的解决方案，然后由用户通过投票等方式选出好的供应商。最后海尔选择了日本熊谷一家规模不大，但在振动技术上非常权威的公司合作。从而缩短了从研发到制造整个流程，极大地节约了企业的时间成本。李攀说，“从这个案例来看是颠覆了传统，你找到用户真正的痛点，资源是可以整合起来去满足市场需求的。”

目前，海尔正准备陆续在东南亚、非洲等地的产品放到平台上复制这种模式。



盘活全球资源，达到优势并联

海尔最初的全球化战略是通过缝隙产品进入市场，这方面有很多著名案例。比如根据尼日利亚当地经常停电，电压不稳的情况，研发出停电100小时不化冻的冰柜。针对巴基斯坦人衣着宽且长，容易粘上泥沙的特点，研发出适合清洗这类衣物的大容量洗衣机。

但在经过几年的尝试后，海尔最终还是选择了直接收购强势品牌这种最快速的方式，通过品牌联合赚取更高溢价。收购日本三洋和新西兰的斐雪派克就是这个原因，两家公司都具备海尔所没有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在洗衣机、灶具、电磁炉和洗碗机等方面的技术非常领先。

经过这些年的收购和参股，海尔已经陆续整合了北美，中东，新西兰和南亚等地的核心资源，并找到相关产品的合作伙伴，利用对方在本土的技术和营销网络优势，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海尔将各种资源互相利用，盘活整个企业的研发和营销能力。目前海尔的5个研发中心，有4个在海外，分别位于美国、日本、澳洲和德国。

李攀认为，“海尔一方面在生产制造上进行全球资源整合，另外研发资源也是通过这种机制整合。”这种整合通过平台和模块化完成，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布成果然后竞标，谁适合谁来做，而具体实践时会获得各方资源的支持而不是单一资源。现在，海尔洗衣机是以日本研发中心牵头，厨具和洗碗机是斐雪派克总体负责全球化的项目，冰箱则是美国牵头。

李攀说：“比如美国生产研发一个冰箱，会兼顾到欧洲、中东、非洲、澳洲等地的要求。兼顾是在产出的过程中，通过模块化的结构，给予产品很强的灵活性。在这种方式下，总部的参与很少，基本上通过平台的互动来完成，实现资源共享。”

中国企业在创新和品牌方面一直处于弱势，与国际知名品牌如三星、西门子等相比，海尔的知名度和产品美誉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海尔实践的这种对研发能力和模块制造的探索和整合，有利于企业快速提升，但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管理模式和文化方面的水土不服。尽管不断试错的过程很痛苦，但这也是企业探索新路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个变革年代，企业自我颠覆和不断学习是持续发展的必修课。从这个角度看，海尔的全球化实践对中国企业具备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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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静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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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设计：

	中国机遇和风险

	蒂莫西•莫雷（Timothy Morey）

	雷纳•维斯勒（Rainer Wessler）|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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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美同行相比，中国制造商在运用数据进行设计时拥有更高的消费者信任度，而且消费者予以重视的个人数据类型较少。因此，中国公司能对基于个人数据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加自由的尝试，获得在全新的全球市场中进行学习的机会。

	

	

很多中国和外国的公司都会推出基于用户个人数据的产品和服务，有的是为了增强产品体验，还有一些是为了利用数据赚钱，抵消一部分免费产品的成本。例如，芝麻信贷是支付宝（Alipay）的一款产品，它向之前没有贷过款的人们提供贷款。芝麻信贷会查看个人网购记录、在线账单支付记录、电话使用记录和在线行为，并将在线行为同阿里巴巴集团3亿注册用户和3700万商家进行比对，评估风险。我们在享受现代生活时产生的数据残留，使得芝麻信贷和其他类似产品成为可能。这一数据流主要源自我们的智能手机、汽车、家中的联网产品、健康保健设备、社交媒体和通信工具等。这些工具在很多方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不重视个人数据

为了理解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认知，构建数据公平交换的模型，frog公司于2014年在5个国家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在研究中比较突出，当地消费者并不重视个人信息；与德国或其他格外重视个人数据的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认为，仅有三类数据是敏感数据——数字通信记录，身份证信息和信用卡/财务信息。中国消费者对于自己每天使用手机和电脑产生的其他数据残留（从地理位置、健康记录到网页浏览记录）并不十分重视。这与德国等国家形成了鲜明反差，德国消费者对通信记录的重视程度比中国消费者高出20多倍，也十分重视健康记录和医疗信息，而中国消费者对此则并不在意。

这并不是说中国消费者对数据残留的意识弱于国外消费者。从全球来看，21%的受访者非常了解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如何在使用在线服务和智能互联产品的过程中被收集的。对此有意识的中国消费者占17%，略低于全球平均值，但高于德国的16%。而且，和其他国家的受访者一样，中国消费者也对于滥用个人数据而造成的潜在危害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盗用（74%）、自己的资金被盗走（62%）以及仅想保护隐私（62%）。由此看来，中国参与者对个人信息收集的意识与其他国家用户相当，也同样担心个人信息滥用带来的危害，但他们对某些类型个人数据的重视程度却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大不相同。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非常乐意为了公益目的而共享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在研究中询问参与者，如果分享个人数据能让他们直接受益，获得医疗建议和信息，他们是否愿意同医生和研究人员分享自己的医疗记录。76%的中国受访者表示愿意，令人惊讶的是，63%的受访者表示即使个人不能受益，他们也愿意分享。这个比例高于全球平均值：全球范围内，能够直接受益并愿意分享医疗记录的受访者比例为56%，个人不能受益、愿意为公益分享的比例为46%。据我们观察，中国人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十分开放。这可能是由于中医始终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饮食中，这种潮流要强于其他市场。



先发领导市场

中国消费者重视个人数据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国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来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与组织都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因为中国消费者更愿意共享个人信息，相较于德国这样的市场，产品和服务设计方为了这些数据而付出的成本可能更低。这让公司可以更为便捷地推出体量更小的“最低可行性产品”。换言之，产品与服务设计方利用个人数据为中国市场做设计时，大胆尝试新的、未经验证的价值诉求，将有可能获得市场的接受。

frog在上海的项目就验证了这一点。最近我们与一家全球家用电器制造商合作，设计了一款能为用户提供健康建议的智能冰箱。在设计咨询业，智能冰箱类似于业内人士的一个笑话，只是为了说明某种技术能力。但这个项目有所不同，我们的构想是，让冰箱收集和记录用户的重要信息（包含心率和血氧水平等），并对用户的健康做整体评估。经过一段时间，冰箱就能对不同使用者有所了解，并开始提供相应的健康建议，例如饮食结构调整、碳水化合物摄入建议等等。我们预计，在德国、英国等重视健康信息数据的国家， 这种“健康教练冰箱”的初期利润将比较低。但在中国，人们对共享健康和医药信息不是那么敏感，所以公司能推出健康教练冰箱这类产品，并根据消费者反馈不断学习和改进。即使产品在初期带给市场的价值不甚理想，中国制造商也能及时纠错，迅速从中汲取经验，走在全球竞争者前面。



信任的作用

我们的研究显示，除了对某些数据类型感到敏感外，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消费者对公司的信任程度。我们的研究表明，信用卡和新兴金融公司得到了消费者最高程度的信任，银行、科技公司、零售商和电话公司位居中游，而社交网络获得的信任程度最低。中国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新兴金融公司支付宝在消费者信任度排名中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银行和金融巨头中国银联、招商银行和Visa。互联网巨头的排名位居中游，与之并列的还有运输公司和消费电子公司，而娱乐和社交媒体则位居末端。在中国，信任度位居前列的公司还会获得更为广泛的信任。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金融服务公司会合理使用他们的信息。这一数据要比美国和英国消费者对本国金融服务公司的信任度高出10-15%。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拥有较高信任度的公司可以凭借基于个人数据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更好地展开竞争。智能医疗、家庭安全、个人安全和智能家庭等领域的新产品和服务很有潜力，而且获利空间巨大。即便在消费者不太重视个人数据的中国，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并维系这种信任，公司将更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取得成功。相反，滥用消费者数据或由于安全漏洞导致消费者数据泄漏的公司，就可能会受到消费者的惩罚。中国消费者非常善变，总体上讲对技术十分了解，因此这部分消费者很难争取，却很容易流失。尽管对处理个人数据能力的信任程度因企业而异，而且难以量化，但我们相信不久之后，这将成为人们看待并信任一个品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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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的挑战

很多运用数据设计产品和服务的中国公司，希望在国内市场成功的基础上进军国际市场。然而，从中国这样一个消费者不太重视个人数据的市场，迈向消费者对此十分敏感的海外市场，这一跨越极具挑战。欧美公司对于位置数据、健康记录和数字通信记录等数据更为敏感，运用这些数据开发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若想得到这些数据，需要向当地消费者提供的价值比中国市场更多。因此，想要走向全球的公司必须对如何在产品中运用这些数据进行重新思考。比如，相对于利用消费者数据进行市场推广，利用这些数据改善产品体验更容易为消费者所接受。运用定点广告投放提供服务的公司可能需要对其现金化模型进行重新考虑。

举个例子，frog上海工作室的“电波”概念就是针对中国空气污染问题开创的。它将一个PM2.5探测器装在口罩上，以测量空气质量，并提示及时更换过滤装置。这一概念虽然是对恶劣空气质量的回应出现在中国，但却在全球各公司、媒体和人群中唤起了共鸣，因为空气质量问题逐渐在中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大城市有所凸显。我们研究发现，为了让这一概念在德国等国家起作用，就必须对具体位置数据的应用进行重新评估，查看数据是如何分享的，而且必须进行额外工作，确保消费者健康数据（例如是否定期更换过滤器）安全无忧，并保证仅用于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面。

和全球其他制造商一样，中国制造商在运用数据进行设计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需要通过功能更强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体验来为消费者提供相关价值。但是与欧洲和美国的同行相比，中国制造商有一个优势，就是能拥有更高的消费者信任度，而且消费者予以重视的个人数据类型较少。因此，中国市场的公司能对基于个人数据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加自由的尝试，从而获得在全新的全球市场中进行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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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莫西·莫雷是跨国设计咨询公司frog创新战略副总裁。雷纳·维斯勒是frog执行创意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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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超级老板”的秘诀

	Secrets of the Superb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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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 文

	刘铮筝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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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成名就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成为“超级老板”。要想成为“超级老板”，你还要懂得识人用人，所培育的下属也能成为行业精英，在其他公司担任CEO、董事会主席或COO。

	

	

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拉夫·劳伦服饰品牌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甲骨文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老虎基金创始人、避险基金界的教父级人物）、杰伊·恰特（Jay Chiat，恰特-戴广告公司创始人）、比尔·沃什（Bill Walsh，美国知名橄榄球教练）、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鲍勃·诺伊斯（Bob Noyce，美国物理学家）、洛恩·迈克尔斯（Lorne Michaels，美国著名制片、编剧）和玫琳凯·艾施（Mary Kay Ash，玫琳凯化妆品公司创始人）有何共同之处？

当然，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人生赢家，甚至在各自领域堪称传奇。他们都以商业模式、产品或服务创新闻名于世，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价值。但有一点让他们有别于其他商界领袖：培养人才。他们不仅塑造组织，还会识人用人，培育下一代领导者。“超级明星”已不足以用来形容他们，他们是“超级老板”。

10年前，我就开始关注此类老板，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如果你观察某行业内最优秀的员工，会发现他们中有一半人曾为同一位著名领导者工作过。在职业橄榄球队中，32名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主教练中，有20名都在比尔·沃什的“旧金山49人队”中受训过，或间接受到过他的培训。在对冲基金业，数十名朱利安·罗伯逊的门生都成为了优秀基金经理。从1994到2004年，与拉里·埃里森工作关系密切的11名非退休高管中，有9名离职后成为其他公司CEO、董事会主席或COO。

怀着急于了解这些“明星制造家”的心情，我查阅了几千部文章和书籍，进行了200多个访谈，确定了18名主要研究对象，将之定义为“超级老板”，另有十几名次级研究对象被定义为“准超级老板”。然后我寻找规律——共同的品味、癖好、行为——不放过任何事情，只要能解释为何他们不仅能让公司更上一层楼，还能将员工培养为优秀领导者。

我发现超级老板确有很多共同人格特点。他们往往超级自信、极富竞争力和想象力。他们行事正直，而且不会对自己的本性遮遮掩掩。

但更有趣且更富教育意义的是超级老板们应用的“人才战略”。他们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杰出成就并非源于天赋异禀，而是在选人和用人时采取特定做法，我们都能学习这些做法，并将之运用到各自公司中。



选才不拘一格

超级老板首先会挑选特别有天分的员工——那些不仅推动公司前进，而且能改写成功定义的人。正如《周六夜现场》（SNL）制片人洛恩·迈克尔斯所言：“如果你看到周围的人觉得：‘上帝，他们都太厉害了’，那你应该选对了地方”。以下是他和其他人的选才方式。

聚焦人才的智力、创造力和灵活性。超级老板最看重以上3大特性。房地产界大牛比尔·桑德斯（Bill Sanders）的门生罗纳德·布莱肯肖普（C.Ronald Blankenship）和斯科特·塞勒斯（R. Scot Sellers）在成为领军地产公司CEO前，都记得桑德斯曾自豪地炫耀自己如何找来很多“比自己聪明4倍”的员工。他坚持的原则是，如果招不来牛人，宁可不招人。

超级老板希望员工从新角度看待问题，处理突发状况，快速学习，并在任何岗位上都能表现突出。休闲餐饮业的创新者，“牛排和啤酒”（Steak and Ale）连锁餐厅创始人诺曼·布林克（Norman Brinker）就是明证。里克·伯曼（Rick Berman）在成功创立一家游说公司前，曾在布林克手下工作。他回忆说，布林克“不喜欢只会打一垒的人，他要的是面面俱到的棒球手”。对多面手的重视让餐饮界的一代高管纷纷崛起，包括澳拜客连锁牛排屋、中餐连锁P.F. Chang's和汉堡王的CEO。

破格提拔，慧眼识人。超级老板当然在乎过往业绩，但他们也会给那些缺乏业内经验、甚至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机会。马蒂·斯塔夫（Marty Staff）曾为拉夫·劳伦工作，后来成为Hugo Boss美国区CEO。劳伦有一次曾将一名秀场模特提拔为女装设计总监，“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她对服装非常有悟性”。在医疗巨头HCA集团，托米·弗里斯特（Tommy Frist）甚至提拔理疗师担任高管，就是因为发现了他们的闪光之处。

因为不会对人才抱有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超级老板往往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接纳度更高。玫琳凯·艾施特别强调塑造一个赋予女性权利的公司，她会在召开销售会议时，传达出“如果她能做，我也能”的信息。沃什在NFL专为少数族裔教练创办英才计划，让他们能更快加入联盟，也让自己有机会能发掘大量新人才。

超级老板也不会拘泥于传统面试过程，而是剑走偏锋，利用偏题怪题或仔细观察识人。当拉夫·劳伦面试候选人时，会让他们解释当时穿着的服装以及原因。桑德斯会邀请候选人来到他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农场，与他和其他管理者一起攀登7000英尺（约合2133.6米）的高峰。“登山让我们充分了解了这些候选人。”康斯坦斯·莫尔（Constance Moore）回忆道。莫尔曾在安全资本（Security Capital）为桑德斯工作，之后成为BRE地产的CEO。“登山后我们会坐下来，讨论每个人的表现，然后决定留下谁。”

让职位或组织适应人才。超级老板会抓住时机，调整岗位甚至组织，来适应新人才。在辛辛那提猛虎队担任助理教练时，由于投手受伤不能上场，沃什必须重新设计防守，让替补四分卫发挥优势。因为这位替补的精准度很好，但臂力一般，沃什设计出一套独特的短程防守策略，即后来沃什加入旧金山49人队时，著名的“西岸防守策略”。洛恩·迈克尔斯充分吸纳团队成员的意见，利用他们的能力，不断改善和重塑《周六夜现场》节目。编剧可以客串演员，演员或助理导演有时也可以客串编剧。在工业光魔公司，乔治·卢卡斯的员工甚至没有岗位描述。根据需要和人手情况，他们被分配到不同项目的不同任务上。所有这些例子都与传统的HR做法大相迳庭，但恰恰反映出超级老板处理任何事务都保持开放创新的心态。

接受离职。聪敏、有创意和灵活的员工在职场上往往也比较快节奏。有些人可能很快会换工作。超级老板对此没有意见。他们明白，自己团队中人才的质量比稳定性更重要，因此将人员流动视作寻找新星的机会。以1997年探索传播创始人约翰·亨德里克（John Hendricks）为例。当时他的副手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被挖去掌管《国家地理》的营利部门。亨德里克虽然希望艾伦留下，却从未想拖他的后腿。最终亨德里克意识到，他宁愿让曾经的战友艾伦去领导竞争对手的公司。“这真正说明他宽宏大度。”艾伦说。

此类态度还带来另一个优势：一旦有风评说，你的员工不仅能在你公司里成功，也可以在其他公司成功，世界将对你敞开大门。超级老板几乎不需要花功夫招聘，因为他们名声在外，人才自会送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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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潜能，亲授经验

超级老板还有开发员工潜力的独门绝招。按某位门生的话说，拉里·埃里森最强的优势，是他“让杰出员工完成不可能完成之事”的能力。我也从其他超级老板那里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从他们身上可总结出以下原则：

设立高标准。超级老板对团队所能达成的目标自信满满。他们的要求极高，标准极严；他们的态度可以用“完美才是足够好”来概括。例如，在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的眼中，硅谷传奇鲍勃·诺伊斯（Bob Noyce）“是位特别严厉的监工”。摩尔回忆说：“如果你能接受那样的挑战，就能大获成功。”

但超级老板不仅仅只会鞭策员工追求结果，还能让员工充满自信并感受到独一无二之处。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在20世纪80年代是卢卡斯电脑动画集团的一名年轻员工。他回忆起卢卡斯说起数字电影的未来，以及他们可以做什么时，给他带来的震撼和改变。“当时我只有22岁，听着他描绘未来，深受感染。我的事业就此改变”。现任TBWA集团董事长汤姆·卡洛尔（Tom Carroll）说起前老板恰特时称：“和杰伊共事以后，你很难回到以前的平庸状态。一旦你感悟了，就再也不会变了。”

成为师长。超级老板是特别高效的授权者。精选出聪明、志向远大、适应力强的员工，并为他们指引未来方向，如此一来，超级老板就能对团队的执行力产生信任。“诺曼·布林克赋予我们高度自主权”，“牛排和啤酒”前高级经理理查德·弗兰克（后来他负责Chuck E. Cheese餐厅）解释道，“我们当时确实有失败的风险”。

超级老板还积极关注细节，并参与员工工作。HCA的托米·弗里斯特拥有飞行员执照，他会驾驶飞机带下属参加公司活动，利用飞行时间指导员工手头的工作。我将之比作传统手工艺作坊里的师徒关系。和能工巧匠类似，超级老板传授门生极多的宝贵实战经验，同时监督他们进步、提出指导意见和反馈，并且在需要时与员工并肩工作。		

超级老板的教导还包括领导力和人生经验。从制定每日目标，到通过训练保持敏锐的重要性，弗里斯特在各个方面都会充当管理者的咨询师。玛莎百货和家乐福前董事长卢克·范德维尔德就接受过卡夫前CEO迈克尔·迈尔斯（Michael Miles）的指点，在与下属共事，以及微观管理间把握好尺度。迈尔斯建议范德维尔德尽量与员工密切共事，来“激发能力”，但也不能过于密切，以免“限制能力”。“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话，”范德维尔德说，“他们深远地改变了我的管理方式，创造出人尽其才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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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到2012年间，需要社交技能的办公任务数量增加了24%，而需要数学能力的任务只增加了11％。

来源：大卫·德明（DAVID J. DEMING），“社交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增加”（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SOCIAL SKILLS IN THE LABOR MARKET）




鼓励阶段性变化。我研究的所有超级老板都会比传统组织中的老板提供更多晋升机会。他们做出发展和晋升决定不完全依赖“能力模型”，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为那些证明了自己价值的门生定制职业路径。朱利安·罗伯逊的门生切斯·科尔曼（Chase Coleman）作为技术分析师加入老虎基金。他离开时，罗伯逊交给他2500万美元帮助他成立自己的基金。拉里·埃里森也采取类似方法。盖瑞·布鲁姆（Gary Bloom）是甲骨文前执行副总裁，后来成为了Veritas的CEO。“甲骨文最擅长的一件事是，不断委以员工新的责任。”布鲁姆说道。比如在2014年被提拔为马克·赫德（Mark Hurd）的联合CEO前，萨弗拉·卡茨（Safra Catz）已担当了10年执行CEO的角色。

与离职员工保持联络。对超级老板而言，为门生提供帮助是一项长期使命。哪怕员工已经离职，超级老板仍会继续为他们出谋划策、扩展人脉。恰特-戴广告公司前创意总监肯·赛高（Ken Segall）说，尽管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为杰伊·恰特工作过3年，但只要他换工作，就会给恰特打电话。“通常不超过两三个小时，恰特就会给我回电，”赛高回忆说，“他会给我建议，他就是那样的人。”

与前员工保持联系为超级老板提供了各种跟进机会，比如发展商业合作。弗里斯特通过投资或成为客户，帮助过很多HCA的下属在医疗领域成立公司。洛恩·迈克尔斯在这方面也很突出，比如和之前SNL的演员吉米·费伦（Jimmy Fallon）、赛斯·梅尔斯（Seth Meyers）、弗雷德·艾米森（Fred Armisen）和提娜·费（Tina Fey）共同拍摄电影和电视剧。

超级老板的行动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最优秀的老板。他们独具识别英才的慧眼，并以出人意料的方法聘用人才。他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建立起师徒关系。如果他们的门生有了更大的目标和更好的机会，他们欣然接受并与门生保持联系。

你同样也能接近这一理想状态。本指南中所有事项无须马上全部付诸实践，不妨先试验其中一两点。比如考虑非传统背景申请者，寻找那些可能拥有特殊才干的人。请谨记，员工只有在感到自信的时候才能事半功倍，你有责任帮助他们成长。你也应该经常与关键员工并肩作战，更了解他们具有的才能以及面临的挑战，传授给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智慧；哪怕是比较年轻的团队成员，也可以寻找机会，委以重任。

参照本超级老板指南，我们都能更好地培育人才，打造绩效更佳的团队，最终让公司和行业更有活力，更持续性发展。

	

	请登陆hbr.org观看悉尼·芬克斯坦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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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芬克斯坦是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著有《超级老板：杰出领导者如何掌控人才流动》（Portfolio/Penguin出版社2016年出版）。本文即摘自此书。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当供应链遭重创

	When Tragedy Strikes the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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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姆·苏布拉尼恩（Ram Subramanian）| 文

	刘筱薇 |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Tots & Teens服装公司CEO劳拉·柯南伯格坐在孟加拉国达卡国际机场候机厅内，呷着红茶，在飞机起飞前慢慢整理自己的思绪。过去几天像旋风一样扫过，她仍在试图弄清楚自己的工作生活怎么突然就从成功的巅峰滑向危机的深渊中。

周一时劳拉还在新泽西总部，庆祝T&T本财年业绩斐然，并表达对员工的感谢。这家儿童服装零售商利润增长了5%，于是劳拉召集所有员工开香槟庆贺。但之后T&T首席运营官吉姆·扎帕把她拉到一边，告诉了她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家为T&T和其他服装零售商生产和包装商品的孟加拉国制衣厂，在某个工作日中午发生坍塌。她和吉姆立即订了机票，于第二天早晨到达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并驱车赶往灾难地点。

眼前的情景触目惊心。推土机正在清理大堆碎石，救援人员在寻找幸存者，还有一群母亲边啜泣，边举着失踪子女的照片。整个地区看上去像是地震后的现场。据新闻报道，这座建筑在一个填充池上迅速建成，而且用的是便宜又不合标准的材料。超过2000名工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

察看这片废墟时，劳拉感到极为不安。人员伤亡非常惨重，而她作为母亲，都不敢想象死伤工人的父母正经历怎样的磨难。但她不得不保持坚强——她还有工作要做。公司会想办法帮助遇难者及其家属，同时加强对供应链的监管。更紧迫的是，他们必须另找一家代工厂。一般能给T&T带来80%收入的秋季线预定在两周后开始生产。劳拉必须赶快决定，是将业务交给另一家孟加拉国承包商，还是转至一家T&T已经在用的中国工厂。



留下还是离开？

劳拉和吉姆在当天余下时间察看了其他设施。第二天早上，他们回到达卡机场，准备前往深圳，拜访一个T&T的中国承包商。现在吉姆和劳拉一起坐在候机厅内，手里拿着两瓶水和一杯超大杯咖啡。他面容憔悴，她也一样。

“昨天真不好过，”劳拉说，“我不断想起那片废墟，还有那些哭声。”

“是啊。” 吉姆点了点头。他来自得克萨斯州，曾是海军陆战队员，有时有些沉默寡言。

“你认为我们该保留在孟加拉国的业务吗？我们能确定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吗？”

“我不这么认为，”吉姆说，“当然，这里各有利弊。几年前，我们决定不再捆绑其他品牌并成立自己的品牌时，选择了在孟加拉国生产，因为这里成本低而且方便。劳动力和交通都很便宜，质量相对较高，而且所有工厂都聚集在一小片地区。另一优势是，欧盟给孟加拉国产品免税待遇，中国和非洲国家就没有。”

劳拉点了点头。T&T在5年战略计划中提出要扩张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所以这一减税优惠优势明显。“那弊端是什么呢？”

“显然，虽然孟加拉国已经建立了施工安全标准和监管体制，但这些规则经常被回避或忽视。我们不知道这家工厂情况如此糟糕，但工厂主明显不在乎，检察员对此视而不见已经很久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设施似乎符合标准，但一切都没有保证，特别是在我们和其他零售商向工厂施压，要求货物快速周转的情况下。此外，该工厂还存在大量腐败与管理混乱问题。”

“我们能改善这一情况吗？我们现在不正就工人安全问题发起行业联盟吗？”

“这个办法既不容易实现，也无法立时见效，”吉姆说，“当下的权宜之计是将所有业务转移到中国，这样做风险还低。但我担心，如果我们就这样收拾东西走人，结果会怎样？我想——”

登机广播打断了吉姆的话，于是他止住话头。“我们该走了。”他说，同时拿起了行李。

但劳拉非常清楚吉姆是什么意思。若T&T退出，其他零售商就会跟风，那孟加拉国和当地工人将会如何？她已经看了统计数字。服装业现在占孟加拉GDP的三分之一，已帮助该国减少了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如果服装零售商大规模撤出，这对孟加拉国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若T&T留下，却不做任何实质性改变呢？公司可能会面临另一场灾难。

当初劳拉决定T&T应推出自己的服装线，并直接管理供应链时，从未想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现在，她和吉姆走在上飞机的通道上，感到很茫然。她担任CEO的5年间，成功处理了股市崩盘、裁员、经济衰退、罢工以及规模缩小，但眼下这个难题使她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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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厂的潜在风险

“我们可以扩大业务，没问题。”深圳工厂的负责人陈凯文告诉他们。

陈凯文毕业于沃顿商学院，英文流利，态度亲切热情，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Tots & Teens公司36%的产品产自这家中国工厂，而且还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这家工厂就像一个飞机库，挤满了嗡嗡作响的缝纫机和戴着面罩的工人，整洁而高效。但劳拉仍想知道，凯文是否能兑现他的承诺。

凯文派车送劳拉和吉姆回深圳市中心的酒店。在路上，她再次征求了吉姆的意见。“凯文说，他们能扩大业务，但你真认为，他们的工作速度能像他说得那样快吗？”

“我没有理由不信他，”吉姆答道，“但我觉得也无法百分之百保证。”

劳拉不满意这个回答。“我需要你说得更明白一点。”她说。

“我们已经在中国生产了大部分产品，到目前为止，还比较满意，”吉姆说，“他们做这项工作很久了，而且还很擅长。”

“但生产量上涨的话，他们还能保持快速周转吗？”

这对T&T来说是个大问题。公司之前用6个月设计一件衣服，送厂生产，然后发货到商店。但现在，快速时尚零售商加剧了市场竞争，买家需求又变换不定，所以很多T&T服装线每4周就要重新设计一次。这些商品一直由达卡工厂生产。

“我觉得他们能行。”吉姆说道，但他失去了平时的自信。

劳拉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显示有新邮件。她看到正在撰写工人安全联盟草案的T&T法律顾问主管发来的信息，以及公司公关部门主管警告管理层，某抗议团体宣称将于明天下午在T&T总部外集合。劳拉叹了口气。她到了酒店房间后会回复这些邮件。她继续之前的话题，向吉姆问道：“我们还须考虑什么？”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孟加拉国高太多了，而且仍在上涨。但我主要的忧虑是供应链的风险。我们现在的生产线主要在这两个国家，还有少量在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如果我们将更多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当地的服装产量就会高达50%，我们就……”

劳拉补上他的话：“很可能出问题。”

吉姆点点头说：“我担心成本继续上涨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法承受一半商品的利润都下跌。更糟的是，工人罢工，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我们一半的产品将被拖延或损坏。”劳拉也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汽车停在了酒店入口。劳拉办理完入住手续，和吉姆告别，找到房间并回复完邮件后，打了客房订餐电话，点了一个汉堡。但食物送来后，她早已没了胃口。她只想躺下来闭上眼睛。



儿子的质疑

劳拉抵达美国纽瓦克机场时，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坐了15分钟出租车，她回到家，惊喜地看到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二的儿子戴文正坐在餐桌前蘸着鳄梨酱吃薯片。

“我坐火车回来的，”戴文说，“爸爸告诉我你需要点鼓励。还有我吃腻了食堂和外卖。”他咧嘴笑了笑。

劳拉问了他功课的事；戴文的专业是政治学，国际关系方向。话题很快转到了孟加拉国发生的这场灾难上来。

“整件事都糟透了，”戴文说，“我教授说，美国公司依靠剥削壮大，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说，它们只想推卸责任。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T&T也这样。”

戴文的话很尖刻，但劳拉能理解。戴文让她想起大学时代的自己：充满激情、理想主义、自信和天真。要是生活能如此简单的话……

“对不起，妈妈，”戴文赶紧解释，“我不想太激动。我知道你现在处境艰难。如果这算安慰的话，我会说，我肯定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你一直都可以。”

劳拉笑了。可惜，做出“正确的决定”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对公司来说，最佳解决方案是什么？对员工和客户来说呢？对来自世界各地，为T&T制作裙子、衬衣和毛衣的工人来说，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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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意见。本文基于毅伟商学院案例《The Children’s Place公司：拉纳广场后的挑战》（“The Children’s Place, Inc.: Challenges in a Post–Rana Plaza World”，案例编号W15231- PDF-ENG），作者是拉姆·苏布拉尼恩，可登陆HBR.org阅读原文。

	

	登陆hbr.org，说说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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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姆·苏布拉尼恩是斯泰森大学领导力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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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孟加拉国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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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曼纳斯-贝尔

			（John Manners-Bell）

			是全球市场研究组织Transport Intelligence CEO、世界经济论坛顾问，也是伦敦城市大学访问教授。

			
		

	

	T&T应重新对孟加拉国负起责任，这事关企业道德。

劳拉应继续在孟加拉国生产Tots & Teens服装。公司负有道德责任，来支持工厂工人，为他们提供更安全的厂房，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在工厂倒塌之后撤离是不道德行为。

问题是先从哪方面着手。第一步可以和其他公司成立联盟。这也是美国和欧洲零售商在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倒塌事故后采取的做法。本案例也取材于该事件。这些零售商组成两个团体帮助受害者，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但如果T&T想在孟加拉国做出实质性改变，就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首先就要确保工人工资合理。提高工资能提升生活水平，GDP也会随之上涨。如果能做到这些，政府将有资金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孟加拉国和在该国做生意的公司来说是双赢之举。

T&T应改善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别为了减少成本和满足需求挑来挑去。最好的方法是，努力建立有实质意义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双方沟通更有效，而且能防止工厂使用不受T&T监督的分包商。

实行以上任一方法都并非易事。但包括玛莎、乐购和沃尔玛在内的多家公司都是T&T的榜样。总部位于瑞士的服装零售商Switcher在2014年做了一个实验：他将自己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商品的1%直接捐给了工厂工人。Tots & Teens可以在孟加拉国如法炮制。

劳拉可能面临一场艰难的战争。对T&T的董事会来说，中国似乎是个诱人的选择，因为公司需要尽可能快地解决问题。因此，劳拉必须给出一个在经济和道德层面上都合理的说法。留在孟加拉国，负起社会责任并管理符合道德标准的供应链，T&T能取得对其他零售商的竞争优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T&T能发现并规避风险，避免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以及预算之外的成本。这也会让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更认可T&T品牌，从而提升销量。公司甚至可以高价销售自己的服装，然后用一部分利润进一步优化供应链，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底线是T&T应重新对孟加拉国负起责任。这事关企业道德，也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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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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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坎泽尔

			（Adam M. Kanzer）

			是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公司执行董事，兼企业参与和公共政策董事。

			
		

	

	无论T&T做什么决定，都要大力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

Tots & Teens应留在孟加拉，还是离开？答案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做生意肯定会困难重重，所以无论T&T做出什么决定，它都要大力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

更具争议的选择是离开孟加拉国。但之前有过先例。迪士尼在经历过一系列火灾等安全事故后，于2013年决定撤出几个高风险国家，其中就包括孟加拉国。迪士尼选择公开退出并建议实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更佳工作计划”（Better Work program），明确示意政府官员规范其行为。我在Domini就迪士尼供应链事务与该公司合作多年，我认为它离开的决定非常明智。T&T应以迪士尼为榜样。

但T&T不能草率采取这一做法。它在孟加拉国的重要性高于迪士尼，因此对社会的责任也更大。它至少应给予事故受害者金钱和其他帮助。逃跑并非明智之举。

可如果孟加拉国的工厂负责人并不是认真想做出改变，而且政府官员不制定和执行更严格的工人保护条例，那么T&T有权离开。责任必须明确划分，而且一家公司的力量仅此而已。若T&T最终无法肯定，公司在孟加拉国经营时能避免不可接受的风险，就不应继续在孟加拉国做生意。

更可靠的方案是留在孟加拉国。但如果T&T决定走这条路，就必须从上到下对其供应链进行检查，同时选出安全、听从公司安排和认真负责的工厂。

公司还必须为工厂工人谋权益，这极为重要。在拉纳广场事故后，我和同事在泛宗教企业责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发起了一个投资者联盟。投资者身价加起来达3万亿美元，共同要求服装公司签署《孟加拉国火灾和建筑安全协议》（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in Bangladesh）。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迫使公司为改善安全生产条件负起责任——更重要的是，加强工会建设。

在拉纳广场事故中，工厂工人早已看到墙上的裂缝，但因害怕丢掉工作而继续上班。势力强大的工会就可能改变这一情况。但可惜，很多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不像欧洲公司那样主动签署协议，它们担心潜在责任风险，而且对和工会合作感到不自在。

尽管很难，但T&T必须改革快时尚的做法，因为顾客喜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服装公司须密切关注，自己的业务和设计决定将如何影响到一线工人。很明显，低价和快速周转给工厂带来极大压力，它们要让工人加班或者使用分包商才能完成订单。缩减工人健康和安全保障开支的动机往往来源于公司高层。这必须改变。

在此要着重指出，以上列出的方案并非只针对一国。不管T&T在哪里做生意，都必须落实这些改革。我们绝不能容忍像拉纳广场事故这样严重的灾难再次发生。公司不能再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而忽视安全问题。它们必须坚持更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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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hbr.org社区的评论

		将生产线转移到西方

		劳拉应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或者欧洲大陆（以便可以近距离扩张到英国市场）。如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将生产线转移到离终端客户近的地方可以压缩物流成本，降低供应链风险。 

		尤安·格兰杰

		Procurious公司社区和内容经理 

		

		中国有实力接手生产线

		劳拉应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原因如下：秋季线占T&T收入的80%，而且还有两周就要发布；中国已经生产了T&T36%的商品，所以有足够实力完成额外任务。另外，孟加拉国虽然生产成本较低，但不安全。

		安德鲁·纳文·库马尔

		埃森哲软件工程师

		

		别逃走

		T&T应该继续在孟加拉国投资。公司确实遇到挫折，但逃走也许并非最佳选择。从战略上讲，孟加拉国在成本方面优于中国，还有出口欧洲和重点发展市场的免税待遇，以及迅速执行多种设计的能力。这些都是维持T&T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

		乌芒·巴特纳贾尔

		专用化学品公司SRF战略采购副总裁







	杂谈 Synthesis

	

	




别再脸谱化
“80后”“90后”

	Generations United

	格蕾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 ）| 文 

	牛文静|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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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沟其实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1971年，《哈佛商业评论》曾向3000位读者征集意见，询问他们对如下情形的看法：

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年轻经理休假归来，风格忽然大变。以前他干净利落，衣着保守，现在则留着络腮胡和长鬓角，并在工作中穿着颜色鲜艳的运动T恤和喇叭裤。但他的工作态度依然像以前那样真诚且充满活力。

根据收到的回复情况，82%的调研人员认同主管应当批评这位“嬉皮士”。

当然，如今让老板们烦心的并非邋遢叛逆的婴儿潮一代，而是穿紧身牛仔裤、自信爆棚的千禧一代（又称“Y一代”）和快速成熟的Z一代。定义他们的时代特征不再来自时尚而是教育背景。对这两代人来说，移动手机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可以随时接触音乐和娱乐，家长们望子成龙，甚至连工作面试都可能要陪同。

虽然角度略有不同，但无论在学术期刊、书籍还是有140个字数限制的Twitter上，代际差异仍然是热门的管理话题。用谷歌粗略搜索一下，可以得到大约300万条关于如何针对千禧一代营销、如何赢得千禧一代信任以及如何理解他们的理财观的建议。

如果你在Twitter的搜索窗口输入“千禧一代”，搜索结果的种类之繁杂令人惊讶。有急迫的警告：“不可不知：千禧一代如何看待升职”，还有一些抨击式的言论：“当人们描写千禧一代时，就好像在说一种令人费解的新人种。”

我们该如何区分废话和真知灼见呢？此类讨论如何指导当下和未来的职场？近期有4本著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但深入程度各不相同。

这4本书的开始都按惯例梳理了不同代际的开端和结束。关于日期的重要性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大家（有时勉强）一致认为婴儿潮一代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1965年；X一代诞生于196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千禧一代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是Z一代。这几本书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千禧一代对今天机构的影响和大家对此的反应。

《当千禧一代接管一切》（When Millennials Take Over）的作者是杰米·诺特（Jamie Notter）和梅迪·格兰特（Maddie Grant）。虽然书名很强势，但本书内容并非关于新群体的力量。作者认为，对管理层来说，这一群体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互联网开始普及，商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诺特和格兰特将千禧一代在变革中的角色描述为“历史事故”，并强调这些雇员“不是在告诉我们具体的做事方法，而是在帮助我们找到驱动变革的能力”。

《Z一代效应》（The Gen Z Effect）的作者是托马斯·科洛波洛斯（Thomas Koulopoulos）和丹·凯德森（Dan Keldsen），本书的框架类似于上一本。从即将进入职场的最年轻一代人的角度讲述了管理趋势。这代人喜欢逆向辅导，不想接受绩效评估，希望获得由员工提出的技能发展。科洛波洛斯和凯德森认为，这些实践有助于填补“我们想象中的代际鸿沟”。他们在书中称，面对类似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共同解决的问题时，强调人口统计学差异的观念成了我们的最大障碍。作者可能会为了让书籍大卖而着力刻画这些观念，但他们仍然希望我们搁置偏见，携手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些听上去不错，但实现起来很难。奇普·埃斯皮诺萨（Chip Espinoza）和霍埃尔·施瓦茨巴特（Joel Schwarzbart）在《千禧一代的管理者》（Millennials Who Manage）一书中对此有所阐述。该书是给千禧一代的建议，但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在还原刻板印象和不同代际的人的自我评价间提供了大量数据。

作者引用了一份2009年加拿大经济咨询局的报告称，婴儿潮一代认为，自己比他人想的更加愿意学习；X一代感到他们的努力程度被低估；千禧一代则称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虽然年长者并不这么认为。为了缓解代沟带来的疑惑，两位作者称，我们必须开始关注对每位员工和同事的个体需求。

这也是布鲁斯·图尔甘（Bruce Tulgan）在再版图书《不是谁都有奖杯》（Not Everyone Gets a Trophy）中关于千禧一代的看法。图尔甘在20年前写了《管理X一代》（Managing Generation X）一书，书中斥责了一些专家给出的错误建议，比如“告诉管理者，他们应当无条件地称赞千禧一代，只要来工作就授予奖杯，给予他们所需设备，让他们自我管理……试着让工作变得‘有趣’”。他认为，“99%的管理者会认为这是胡言乱语。”

为了让千禧一代发挥出最佳表现，不应该给他们想要的，而应该给予他们需要的：明确的工作要求、规矩和章程；中肯的反馈，表扬真正值得表扬的行为。这更像是好的管理者会做的事。

那么，今天的员工是否和过去几代人有如此大区别？也许吧，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紧抓假设和错误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商业蓝图。我们对差异的成见只会让我们在这个本已可怖的世界中，更加恐惧和焦虑。婴儿潮一代、X一代、千禧一代和Z一代想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收入、稳定感，同时也想要意义和受到重视，只不过他们获取的方式略有不同。我们真正的挑战是抛弃刻板印象，倾听彼此，用高效和充满人性的方式一起完成工作。

我很想引用一句过去数十年里常被烙印在高中年鉴上的话作为结尾：“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流而上，却不断被浪潮推回到原处。”但我认为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这句诗更好，它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进行“嬉皮士”调研的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掷地有声：

团结起来

了解花朵的生活

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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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
我在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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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权：战争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1942》（The Mantle of Command: FDR at War, 1941–1942）, 作者：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一部有关战略眼光和坚定信心的故事，罗斯福借此赢得了意见相左者的忠诚，奠定了最终的胜利。”

		罗伯特·盖茨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著有《领导者的激情》（A Passion for Leadership，克诺夫出版社2016年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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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蕾琴·加维特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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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LIGHT

	ON THE EMOTIONAL ORGANIZATION

	
		
				
			
			[image: ]Most student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ocus on shared values, beliefs, and behaviors—but an organization's emotional climate may be even more central to its succes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Manage Your Emotional Culture

	Sigal Barsade and Olivia A. O'Neill

	

Most companies don't realize how central emotions are to building the rigculture. They tend to focus on cognitive culture: the shared intellectual values, norms, artifacts, and assumptions that set the overall tone for how employees think and behave at work. Though that's incredibly important, the authors'research shows that it'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The other critical part is emotional culture, which governs which feelings people have and express at work.

Barsade and O'Neill have found that emotional culture influences employee satisfaction, burnout, teamwork, and even “hard” measures such a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absenteeism. So when managers ignore or fail to understand it, they're glossing over a vital component of what makes organizations tick, and their companies suffer as a result.

By not only allowing emotions into the workplace but also consciously shaping them, leaders can better motivate their employe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some of the ways emotional culture manifests at work—for instance, in the form of joy, companionate love, and fear—and the impact it can have in a range of settings and industries. It also suggests ways of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n emotional culture that will help you achieve your company's goals.

HBR Reprint R1601C

	

	

	PSYCHOLOGY

	The Limits of Empathy

	Adam Waytz

	

Empathy is all the rage pretty much everywhere. It's touted as a critical leadership skill, one that helps you influence others in your organization, anticipate stakeholders'concerns, respond to social media followers, and even run better meetings. But it has its limits.

Empathy taxes us mentally and emotionally, and can even impair our ethical judgment. It's also a finite resource: The more we spend on one person or group, the less we have left for others. Expecting employees to continually drain their reserves can impair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rs can prevent the ill effects of empathy and promote the good by using a few simple strategies. First, have people focus on certain sets of stakeholders, rather than asking them to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anyone and everyone. Second, help them meet others' needs in ways that also address their own so that they don't end up feeling depleted by every interaction. And third, give them empathy breaks, where they focus strictly on their own personal needs, to allow them to replenish their reserves.

	HBR Reprint R1601D

	

	

	MANAGING PEOPLE

	Collaborative Overload

	Rob Cross, Reb Rebele, and Adam Grant

	

Collaboration is taking over the workplace. According to data collected by the author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time spent by managers and employees in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has ballooned by 50% or more. There is much to applaud about these developments—but when consumption of a valuable resource spikes that dramatically, it should also give us pause.

At many companies, people spend around 80% of their time in meetings or answering colleagues'requests, leaving little time for all the critical work they must complete on their own. What's more, research the authors have done across more than 300 organizations shows that the apportionment of collaborative work is often extremely lopsided.

In most cases, 20% to 35% of value-added collaborations come from only 3% to 5% of employees. The avalanche of demands for input or advice, access to resources, or sometimes just presence in a meeting causes performance to suffer. Employees take assignments home, and soon burnout and turnover become real risks. Leaders must start to manage collaboration more effectively in two ways: (1) by mapp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redistributing the work more evenly among employees, and (2) by incentivizing people to collaborate more efficiently.

	HBR Reprint R1601E

	

	

	




THE BIG IDEA

	MANAGING ORGANIZATIONS

	The Biology of Corporate Survival

	Martin Reeves, Simon Levin, and Daichi U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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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ublic companies are dying at faster and faster rates; in fact, they have a one in three chance of being deliste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hy? They are failing to adapt to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ir environments, the authors argue—misreading those environments, selecting the wrong approaches to strategy, or failing to support a viable approach with the rigbehaviors and capabilities.

Drawing on their research at the intersection of business strategy, biology, and complex systems, BCG's Martin Reeves and Daichi Ueda, along with Princeton biologist Simon Levin, describe six principles that confer robustness in what's known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principles that are directly applicable to business. Firms should:

• maintain heterogeneity of people, ideas, and endeavors

• sustain a modular structure of loosely connected components

• preserve redundancy among components

• expect surprise, but reduce uncertainty

• create feedback loops and adaptive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variation, sele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innovations

• foster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 their business ecosystems

Rising corporate mortality is an increasing threat, and the forces driving it are likely to remain strong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that create robustness i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n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rvival and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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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

	The Innovative Power of Criticism

	Roberto Verganti

	

Thanks to powerful ideation approaches such as design thinking and crowdsourcing, it has become incredibly easy and relatively inexpensive for companies to obtain a vast number of novel concepts, from both insiders and outsiders such as customers, designers, and scientists. Yet many organizations still struggle to identify and seize big opportunities. That's because major changes in society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ly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valuable, rendering obsolete whatever criteria companies are using to identify customer problems they could address. To see which ideas truly have potential, managers need new assessment criteria.

From studying and working with 24 companies that have succeeded in capturing big opportunities, the author has devised a process to create such criteria—one that is rooted not in the art of ideation but in the art of criticism. It engages a company's own employees and helps them articulate their individual visions. These are then compared and discussed, first in pairs and later in a group, in order to distill them into a handful of even better proposals. The views of outsiders are sougonly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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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ing 
	Yourself

	Secrets of the Superbosses

	Sydney Finkel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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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look at the top people in a given industry, you often find that many of them once worked for the same well-known leader. In the NFL, 20 of 32 head coaches trained under Bill Walsh or someone in his coaching tree. Dozens of top hedge fund managers got their start under Julian Robertson of Tiger Management. Nine of Larry Ellison's top execs became CEOs, COOs, or chairs of other companies. The list goes on: Jay Chiat, Alice Waters, Bob Noyce, Lorne Michaels, and Mary Kay Ash are all known for grooming extraordinary people who became leaders in their fields.

After conducting deep research into the practices of these superbosses, Tuck professor Finkelstein found similarities in their “people strategies.” In hiring, they focus on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flexibility; look for unconventional talent; and adapt roles and even organizations to suit people. In development, they set high expectations, build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s, and encourage fast, step-change growth. All of us can borrow from their playbook to improve our own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hone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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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人生 Life's Work

	

	雅虎新闻主播凯蒂·柯丽克：

	



绝不一味迎合

	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 访 

	时青靖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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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琼斯 在担任美国NBC电视台《今日秀》节目主持人的15年里，引领这个节目主宰着收视率。后来她成为CBS晚间新闻女主播，并启动了一档日间脱口秀节目《Katie》，同时她也在倡导癌症的预防。2013年至今，她在雅虎担任全球新闻主播。

	

	

HBR：电视新闻可谓最具政治性的行业之一，你已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你如何学会高效地向上管理？

柯丽克：我认为与上司的相处之道就是，无论身处的组织衡量成功的特定标准是什么，都要遵照标准并出色完成。我并不擅长向上管理，事实上，这是一个我本该有所改进，可能现在也还有待改进的领域。我总是以一种非常自然且非政治的方式与我的同事、上司以及其他人打交道。我原本可以更好地掌控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



过去25年来你一直在采访世界级领导者，你是否发现，人们注重的领导者才能有变化？

有一个有趣的趋势，那就是趋向于本真性。我认为在社交媒体和科技的影响下，个人形象管理理念已不再是秘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大选共和党竞选人——编者注）能够获得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渴望本真性——一种介于消费者（或选民）和公众人物，甚至名人间的自然互动。他很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



你早期的主持风格就被认为是具有本真性的。当你担任晚间新闻主播时，这是否带来一些挑战？

晨间节目形式比较灵活，可以展开随意的对话和互动，这会让你的个性表现得尤为明显。我认为这是我在晨间节目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人们会觉得接收到的都是真实的报道。节目上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并无二致。当我接手CBS晚间新闻主播时，这的确给我带来了不少挑战，因为晚间新闻不允许我如此放松或有太多互动，比如提出问题并彰显我的个性。

主持晚间新闻是一份非常严肃的工作：大多数时候你都在读那些导入他人故事的导语和整篇新闻稿件。我不能运用晨间节目中常用的那种与观众互动的方式，因为晚间新闻形式非常紧凑——全长只有22分钟。这依然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你需要应对很多重大事件，比如大选之夜、中期选举、会议以及重大突发性新闻，还有对总统或首相的采访。但日复一日如此，彰显你自己个性和做你自己的空间并没有多少。



一些评论家表示，晚间新闻和有权威的主播人士已不再重要。你怎么看？

我认为他们依然很重要。美国3大晚间新闻频道的观众规模依然很惊人，收看这些节目的观众普遍年龄略长，而未来观众规模是否会因为老龄化而缩减，仍然有待观望。现在有这么多媒体，播出这么多精彩的报道，只要你想看，随时都能看到。哪怕只是与5年前相比，人们消费信息的方式已完全不同，这让你不禁怀疑，是否还会有人像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美国知名新闻主播——编者注）那样掌控权威和公共意识。



电视网络是否过于看重哪档节目排名第一或第二，而不是节目质量？

纯粹来说，我肯定希望工作质量是成功最重要的指标。但这是个现实的世界，损益结果就是一切。很多事情是由收视率和广告价格决定的。在电视行业，我们往往不得不进行权衡。但确实会有这样的时候，人们密切关注收视率，依照收视率飙高的节目来决定节目编排和内容。这并不一定是为公众服务的。而且我仍然相信，在教育选民方面，新闻是至关重要的。有时高收视率和高质量的内容不是紧密相连的。



你的那档脱口秀节目 《Katie》 并未火起来。为什么？

我觉得这档节目做得还不错。每天观看的人数约有200万之多，平均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可观的数字，尤其是将其与有线电视网的节目进行对比。我认为从一开始对这档节目期望过高就不太现实，因为一些幕后人员的运作模式老套，就好像既有的节目很少，并且人们看电视的时间也比较多一样。我做节目时总是大跌眼镜。

当时我希望这个节目能成功，但也会很坦然地说：“我会试一下自己想做的节目类型。我想涉及的主题包括：是否应降低法定饮酒年龄，或者关注Innocence Project，看看那些无罪却被误判的人们。”如果这样的主题无法与下午档节目的观众取得共鸣，我也无所谓。对于那些我认为很重要的报道以及我非常想做的工作，我从不会妥协。我不会一味迎合。我清楚意识到，我首先是一名记者，有很强的个性；而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碰巧成为了记者。最终这档节目的风格可能不太适合我想做的那些报道。但我真的为它感到骄傲。



当你转型去雅虎做数字新闻时，感到最惊讶的是什么？

我一直就想尝试各种形式的报道，无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还是以人物为主题的。人们锁定观看我视频的时间要比网上很多其他视频的时间都要长。我们仍在努力实现最为合理的节目时长——如何以小视频的方式呈现，如何将人们感兴趣的采访时间设定得长一些。

我们也在试图弄明白观众在何时需要深度报道，何时只是需要重点报道，以及如何在不同平台进行内容的重复报道（正如他们在雅虎所说的），无论是6秒的Vine ，15秒的Instagram 视频，还是Facebook上的什么。这对我来说仍是一个学习过程。供你传播内容的渠道如此之多且各不相同。我们正试着适应所有的方式。



在线流量的压力与电视收视率相比如何？

这里没有查看前一天或上一周收视率的惯例。很显然我们希望人们观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这点很重要——让人们紧跟报道内容。我的在线流量很高，雅虎上司似乎对我提供的内容和观看人数很满意。有时人们很难找到我的在线视频，因此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让节目容易被发现。



电视曾是一种共同体验，能让家人在一起观看。现在我们通过小屏幕观看在线视频。是不是流失了些什么？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在不断依赖电子设备。我在想科技对我们的后代产生的影响，不仅是情感和心理上的，还有批判性思维、时间管理和关注领域方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有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有一天他们坐在车后座，其中一个说：“你会把Instagram上那张照片撤掉吗？”另一个回答：“我想我会的。点赞只有40个。”这是怎样一种文化呢？当一切都要仰赖外界认可时，我们为自己和后代创造出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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